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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事业生活两不误

殷阿笛（Adi 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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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在工作时全力以赴，同时又保持丰富而愉悦的个人生活？这也许是当代管理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平衡”工作与生活是职场人士最关注的话题。然而平衡一词意味着我们要在工作和其他活动之间保持五五开。这真的是理想比例吗？本期聚光灯开篇文章的作者，哈佛商学院的鲍里斯格鲁斯伯格和罗宾亚伯拉罕斯认为，人们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平衡状态。管理者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当面临选择时，他们需要深思熟虑，做出取舍。否则，他们就会顾此失彼，根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或生活中。

上述两位作者基于对全球4000名高管的访谈，发现成功的高管往往能巧妙地将工作和家庭融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就在取得职业成就的同时，保持了与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

本期的聚光灯还包括我们对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伦兰格的专访，她解释了管理者应如何运用“专念”来促进工作和组织的创新。此外，兰格也特别强调了工作和生活绝非对立或者不相关的两个事物，所谓“平衡”绝对是南辕北辙，融合工作和家庭才是明智选择。

在专题的第三篇文章中，沃顿商学院的彼得卡佩利、西班牙IE商学院的莫妮卡哈默利和罗西奥博内展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哪些人攀上了公司权力的顶峰。

最后，亲爱的读者们，不要忘记看看本期的“跨界人生”。传奇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分享了他对创意和幽默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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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对团队的掌控力如何，很大程度上由先天因素决定”，这种观念值得商榷。一系列实验表明，通过调整思维方式、建立积极的第一印象，任何人都有机会在团队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如果你提升自己的权力感，主动在团队面前展现领导风范，你将更有可能成为领导者。






——亚当加林斯基、加文基尔达夫，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激活领导气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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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的研究。我一直在想，如果每周或每天都自我暗示，会影响其有效性吗？


——肯尼斯劳德


Tucker Rocky Distributing公司IT部高级经理






作者回应：
 这个问题需要考虑。研究显示，频繁使用一种方法会减损其有效性。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主持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每周总结一次你遇上的好事，会增强幸福感，但如果每周总结几次，幸福感并不会增强。如果自我暗示或反思太频繁，它将不再那么新鲜、有意义。所以，最好是把这个方法留到重要会议时才使用。为保持自我暗示的新鲜感，你还可以使用不同的会议来激活快乐感、权力感和成功感。





如果你们再进行一次实验，只要求参与者保持开放、避免以貌取人，结果会如何？将实验结果与激活进取心态的实验作对比，应该很有意思。


——瑞安亨特


韬睿惠悦研究员






作者回应：
 精彩的问题，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专门研究。这是很好的研究方向。





激活积极行为系统原理上似乎应该对两性同样起作用，但现实中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暗示效果是否有差异？具体来说，我觉得如果女性展示外向性格和控制欲，可能会被另眼相看。


——潘多拉麦克林－胡佛


Think-diff Institute共同创始人、临床主任






作者回应：
 我们的研究显示，暗示方法对男性和女性同样有效。但很难精确预测，进入积极状态的女性在团队中会被怎样看待。现实中，的确有女性领导者被视为过于自信。为减少变量，我们在实验中设置的是同性小组；未来的研究会检验你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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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是最关键的领导力技能之一。卓越领导者要能够专注于自己、他人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丹尼尔戈尔曼，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专注造就卓越领导》一文







现实中，大部分领导力培训课程主要讲授的都是，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知道什么、做什么，而不是从真正的原点开始，即如何像领导者一样看世界，像领导者一样思考并管理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很多公司似乎不敢接触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领导力培训。我希望戈尔曼的研究能将心理学视角更多地带入商业世界，使高管在管理时能带有激情，并保持真实和诚恳的状态。换言之，领导者能够成为人们愿意追随的人。


——布莱尔帕尔梅


That People Thing首席执行官





团队的整体成果，以及领导者因专注自身而对团队产生的涟漪效应，同样很重要。同理心关怀有助于构建成功团队。


——卡伦沃林福德


Digital First Media在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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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引导商业策略方向的问题不再是“我们还能生产什么别的产品？”而是“我们还能为客户提供其他什么服务？”客户和市场，而非工厂或产品，才是当今商业的核心，这要求管理者重新考虑那些由来已久的策略。





——尼拉杰达瓦，

《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2月，《战略性营销助力未来竞争》一文





作者确实捕捉到了从上游到下游的巨大转变。这大大超出了产品推向市场的重要程度，因为它主张对客户的相关信息进行思考，而不是仅仅聚焦在产品功能、甚至是利润上。作者所举的Orica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方法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发现并解决客户的“难言之隐”。这一过程并不会被误解为操纵行为，反而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到，什么才是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大数据和数据分析创造了获得这些感悟和思考的机会。但正如作者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建立起与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联系。


——玛丽塔亚尔


ESCP欧洲商学院创意营销中心主任、营销学教授





我们从小就听说过“客户为王”的观点。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也正是如此，但它要求我们能为“国王”做得更多。诚然，技术差异和价值链中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诱发出所谓的“上游和下游”意识，但这也恰恰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只有我们承认并接受了“下游”在战略中的地位，我们才能“由外而内”地为客户做得更多更好。


——韦努戈帕尔切普


IERG Membership 主席





文章有很多闪光点。惟一需要商榷的是，当创新向下游转移后，公司不应思考“我们还能为客户做什么？”，而应思考“我们还能做什么？”公司要小心呵护其品牌标识（品牌所代表的东西，品牌的决定性价值和属性），否则最终也许会陷入盲目追赶客户需求的境地，所作所为超出了自身能力以及客户所能接受的范围。


——丹尼斯李约恩


Denise Lee Yohn Inc 公司总裁





我完全不同意文章的中心思想。在谈到公司的竞争力时，作者似乎将市场营销放到了神坛之上。我（和很多学者）认为，竞争优势是公司在多领域的一系列能力——其中之一可能是营销。但是，在很多例子中，营销并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来源——作者却认为如此。产品定位当然非常重要，但作者言下之意似乎把它和公司其他部门独立开来。竞争优势几乎不可能只来自于下游活动，通常是上下游活动的一个结合。


——波格丹内亚古


高德纳咨询公司客户经理






作者回应：
 我认为文章并没有将营销部门放到神坛之上，而是指出，企业与客户的互动活动正在变得日益昂贵，并逐渐成为客户支付溢价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及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些活动肯定是跨领域协作的成果。客户地位非常重要，不会仅仅体现在营销领域。





文章非常出色。但是，我认为，题目应该改为“战略品牌推广助力未来竞争”而不是“战略营销助力未来竞争”。战略本质上是做选择。而作者提供的一些强有力的例子都是为了证明，品牌的定位以及品牌在客户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它在市场中的战略位置。


——桑德拉皮克林


Opento创始合伙人





营销人员成为企业的驱动力，因为他们更理解外部世界。但是他们需要更精于战术，反应要空前得快。与客户同频共振既具有个体属性又需要通力合作，需要速度和敏捷度。


——彼得费斯克


GeniusWorks创始人及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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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办公室的互助文化

黄天美 | 口述　康欣叶 | 采访整理　徐明 | 编辑












营造出一种让人们活出最好的自己的环境，是吸引人才和保持员工高投入度的关键。恰到好处的帮助能带来积极的情绪，提高同事、管理者和整个组织的认知，增加人们的内在动力，大家会更细致地完成工作。






——特蕾莎阿马比尔、科林费希尔、茱莉安娜毕乐默，《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月，

《IDEO让互助文化深入人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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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创意型公司来说，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IDEO让互助文化深入人心》一文所指出的，合作式帮助能够保证团队的高效运转，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最终提高创意的含金量与执行力。面对尤其激烈的中国人才市场，以及特殊的文化与职场生态，IDEO中国是如何将总部这种“互助文化”带到中国办公室的呢？我们有三个基本的做法：


寻找“T”型人才。
 IDEO雇用人才时遵循的最根本准则是，寻找“T”型人才，他们兼备综合知识的宽度与专业知识的深度，既是通才也是专才。中国人才济济，不乏术业有专攻者，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并不注重通才的培养，在这个方面，拥有海外留学或工作背景的人才的确具备优势。通才还表现在文化契合能力上。

想要在IDEO取得成功，融合到多元化环境的能力是关键，毕竟IDEO团队就是多元化与多样性的最佳体现。在IDEO的办公室内，你能见到拥有各种肤色、各种文化、各种专业背景的员工。只有这种多元化的团队构成才能够迎接更为复杂的挑战。每一位候选人在面试进入IDEO时，常常需要经过十几轮甚至几十轮的考验，与各个部门、各个层级的老员工面对面交流，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对最终的雇佣决定拥有生杀大权。这种开放又民主的制度吸引了与IDEO观念一致的人才，使团队成员在一种被信赖与被尊重的环境中成长。


促使员工学会IDEO思维方式。
 不管员工来自何种背景，进入IDEO后都会面临一个挑战：用IDEO思维覆盖原有的思维定式。IDEO人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明文规定的限制，一切做事准则都凝聚在一本《IDEO简册》中。通过创始人和普通员工的几篇论文，它清晰阐述了组织的核心价值，其中频繁出现的短语是“帮助他人成功”。在“层级疏松”的IDEO，跨部门跨层级的合作再平常不过，因为员工的目标很一致：合作能激发创意，而越富有创意和激情的团队就越能达到组织目标与个人追求的双赢。


营造扁平架构和鼓励机制。
 在这种人人平等、多种文化交汇贯通的环境中，集体智慧才得以产生。IDEO营造的扁平架构与鼓励机制，从根本上孕育了合作精神。在IDEO，头脑风暴遵循七项简单规则：暂缓评论、异想天开、借题发挥、避免跑题、逐一发言、图文并茂以及多多益善。这些规则并非硬性规定，但是每位参与者都深谙其重要性，遵守这些原则，以表示对彼此的尊重。在这种互相信赖、彼此尊重的环境下，奇思妙想得以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互相帮助”在许多组织中还只停留在口号上？一种解释是，一些有心给予帮助的人担心自己被认为“多管闲事”或“别有用心”，因此犹豫该不该伸出援手。研究表明，只要一个群体在总体数量内所占比例小于20%，它就会被他人主观地贴上标签，不管这些标签是否得当。一旦互助行为成为公司常态，每个人都把互助看作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这种担心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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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天美是IDEO亚太区市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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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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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4月 聚光灯


可持续能力大考验




［可持续发展］


应对可持续性挑战


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挑战，不断在企业产业链管理、法务监督、品牌维护等方面产生影响。企业不得不从根本上重塑战略，其中包括重新定义、衡量企业的创新方式和价值。

可持续发展专家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inston）认为，企业需要在三个领域“大转型”：愿景、评估、合作关系。企业要勇于和短期主义作战，以科学为本设立目标，追求“异端”创新；同时重视自然资本的价值，重新评估投资回报率的衡量方式；还需要和政府、NGO、合作伙伴、竞争者以及客户形成新的合作形式。

可持续发展专家埃里克罗维特（Eric Lowitt）则结合与联合利华、可口可乐、雀巢等企业的合作经历，提出了战略、管理、运营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决策树，评估并调整企业的商业模式。

此外，UPS首席财务官、Blu Sky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等业界人士，将分享所在企业的实践经验，试图寻找出跨越传统价值流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运营管理］


规模的局限


战略家们提出了很多借助网络效应来小心应对公司环境的著名法则，如“先下手为强”、“大鱼吃小鱼”。哈佛学者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传统智慧错得离谱。失败的原因如出一辙：产品客户、服务客户或者平台客户的需求各有不同。不同客户群的巨大差别可以影响快速扩张战略的成败，也可以让机智的后起之秀获得机会，战胜看上去四平八稳的现有市场领导者。




［自管理］


给领导“解毒”


如果主管的心理出现了问题，那么，公司所有的商业计划、理念、各种互动，以及系统和企业构架都会流露出病态。一些主管会求助于精神动力学专家，而一些高管则会表现出反社会倾向，由于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问题，所以常规的辅导难以实施。应该如何给领导“解毒”？




［人力资源管理］


公私不分家


许多职场人士每天都会花大量精力在一件事上——维护声誉，保持最佳状态，将力不从心的一面隐藏起来。假如公司创造出一种环境，让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纰漏，并把这种纰漏转变为个人及公司成长的一个绝佳机会而非被攻击的弱点，那么，公司和雇员就都能够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文章将介绍具体实践方法，并详细论述，企业应如何超越经验曲线，使员工不仅获得专业上的精进和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还能更为灵活、富有创意和更具韧性的工作和生活。





hbrchina.org



耶伦挑战

沈联涛（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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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不在于耶伦女士在危机中接任美联储主席，而在于治疗危机时用了药，现在该她来下解药了。她接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稍不留神就会失去方向——中央银行需要应对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与此同时美国还面临着自身的债务危机。这将是一次真正的央行技能测试。



2014年经济会好吗？

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文

金融危机启示录

贾斯汀福克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集团编辑总监）|文

复苏路上的幽灵

罗伯特席勒（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文

创新危机还是金融危机？

肯尼思罗格夫（哈佛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学教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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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

精彩内容推荐

为什么组织如此害怕简化

原因在于几个深层的心理因素。首先是“忙碌”带来的身份地位象征，可以满足人们某种满意度和自豪感；其次是人们不愿承认自己做的是低价值或不必要的事情；第三就是人们在情感上眷恋那些工作，导致“僵尸项目”死灰复燃。



你可能误判了别人对你的评价

我们实在是对自己所知太多，因此难以区分信号和噪音，而无法掌握到外界实际上如何看待我们。但是借着追溯有关我们的文字记录，并要求同事坦诚提供意见，我们就能了解别人大致是如何看待我们的。



友好行为能否成为一种战略

“服务修复力”指的是一家企业迅速反应、决策，有效应对自己造成的服务问题的解决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提升现有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当某个问题发生了，迅速而有效地予以解决能够很好地提升企业形象，这比什么问题都没发生还要有效。因为在网络世界里，正面口碑已是一件更加珍贵的商品。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hbrchinese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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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博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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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官方微信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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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过时营销概念

伊塔马尔西蒙森（Itamar Simonson）

埃马努埃尔罗森（Emanuel Rosen） | 文

牛文静 | 译　安健 | 编校












营
 销人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品牌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近期，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新发现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反思，传统的营销概念是否还适用于目前的商业环境？Roku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品牌，却占据了电视机顶盒市场重要的市场份额。在平板电脑市场（除了iPad），一些报告显示“用户并不在乎生产厂家。”我们将这些现象归因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撼动了长期以来营销领域的三大概念：品牌，用户忠诚和定位？


品牌。
 过去，消费者无法准确评估产品的真实品质，只能基于泛泛的广告推荐和“代质量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品牌。但是当消费者能够通过更好的信息渠道来评估产品品质的时候，品牌的重要性就下降了。这些新渠道包括其他用户的评价、专家意见、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好友建议。

有了他人的推荐，消费者在选择像Roku这样较为生僻的品牌时会更有信心。（Roku 3在亚马逊上有4660个评价，平均分4.5颗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平板电脑市场，消费者在购买宏基或华硕这些二线品牌时，一样感到物有所值。当然，决策过程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消费者在购买其他服务或产品时也存在这样的转变，包括汽车、酒店、书籍和餐厅等。

这一转变让后来者拥有了较低的准入门槛，随即带来更不稳定的品牌价值。这意味着，赢得市场份额的后来者不该太早庆祝：消费者来得快去得也快。


用户忠诚。
 过去消费者在购物时依赖的另一个指标是购买某公司产品的过往经验。20世纪90年代，消费者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会想：我以前用过东芝的笔记本电脑，还不错——所以这款型号的东芝应该也不错。由于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信息渠道，消费者对东芝（或者索尼、戴尔）保持忠诚合情合理。但在今天这个能够用低成本获得高质量信息的年代，消费者可以轻易移情于提供高品质产品的新品牌。很多营销人员仍然笃信忠诚度的力量，认为即使只有小部分客户宣称自己对品牌“忠心耿耿”，企业就有巨大的盈利空间。但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自己和某个公司的关系看成是“开放式婚姻”。忠诚的好处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品牌”和“忠诚”的末日已经来临？当然不是。平板电脑和机顶盒市场的领军品牌苹果就是一个杰出例子。（尽管其成功也要归功于苹果产品的出色品质。）我们强调的是，品牌和忠诚等同于品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定位。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他人的购买建议，过去盛行的定位概念也开始没落。但很多营销人员仍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突出产品的所代表的特质来引导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营销人员之所以深信定位理念，是因为他们认为营销就是找到消费者观念中某个还没有被攻占的领域，攻占它。（比如在汽车行业，沃尔沃代表着“安全”，而丰田代表“可靠”。）

但如今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时，很大程度上会参考其他用户和专家的建议，漂亮的市场定位不如过去那么有效了。互联网上的产品评论者倾向于综合评价产品特点，而不会被产品广告宣传的某个单一特性所吸引。

比如，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尝试推出“Facebook手机”，但评论者和消费者会全方位评估这些手机（比如摄像头、产品厚度和外观）而不会单纯强调手机和Facebook的结合有多好。如果营销人员能小心避开那些注定失败的“定位”，他们将会公司省下一笔不菲的费用。

当消费者不再借助品牌或过往经验，能够对潜在产品体验做出准确评估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但是很多人还在用老观念看营销。虽然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讨论频频出现，但很少有人将其与品牌推广、忠诚和定位在营销中的地位联系起来。我们是时候该重新评估这些营销的传统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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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塔马尔西蒙森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Sebastian S. Kresge教席教授。埃马努埃尔罗森是畅销书《解读热点》（Anatomy of Buzz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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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模式颠覆亚马逊？

胡安桑佩雷（Juan Sampere） | 文

康欣叶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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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马逊拥有近似完美的商业模式：它在2013年创造了800亿美元的销售额，并通过颠覆传统零售业分得一大块蛋糕。公司传奇CEO贝索斯受到众人膜拜，其商业能力毋庸置疑。

然而，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并不一定具有可持续性，其终极考验是能否抵御新一代颠覆者的挑战。2014年，亚马逊最引人关注的挑战来自阿里巴巴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募股。阿里巴巴不仅是中国一家极富颠覆性的公司，它更将崭新的商业模式摆在亚马逊面前。

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依靠三大支柱，为首的是低利润。贝索斯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亚马逊如何依靠低利润赢得发展机遇。然而阿里巴巴完全不依靠产品获利。它通过广告与增值服务盈利，而非商品销售。这种模式卓有成效，据估计2013年阿里巴巴的营业额将超过1600亿美元。亚马逊保证顾客能够以最低价格购买产品，这正是它的价值定位。可是问题来了，还有什么低价比得上利润为零的销售模式呢？

亚马逊的第二支柱是，消费者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产品对应的网页。亚马逊积极与消费者沟通，投入大量财力提高自己在搜索引擎的排位。阿里巴巴并没有采取这种模式。由于它的利润基于广告收入，它完全隔绝了搜索引擎，只有在阿里巴巴的网站上人们才能够搜索商品。这一举措不但收益丰厚（因为这么一来阿里巴巴可以根据浏览量收取广告费，而不是靠点击量），同时还避免了竞争对手分散自己用户的注意力。

第三支柱是亚马逊开创的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结构（金牌服务，定期自动送货，一日送达等业务），以鼓励人们提高购买频率。购买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收入。亚马逊的用户家庭平均收入在8.9万美元左右，比美国平均水平的7.1万美元高出25%还多。阿里巴巴则不分高低贵贱，从任何浏览其网站的消费者手中赚钱。因此其目标用户范围比亚马逊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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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方面，阿里巴巴与亚马逊不乏共通点。亚马逊以B2C模式为主导，但它们同时拥有B2B部门。两家公司都有能力依靠微薄的利润赚钱。尽管亚马逊已经够省钱了，但阿里巴巴凭借几项比较优势把利润压到更低，比如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公司所得税。

人们都对上述两家公司的未来表现拭目以待。其实，颠覆理论对这种情况早有定夺。让我们考虑以下两种情景：

第一种情景：亚马逊没有对新挑战做出反应，继续瞄准那些最赚钱的客户。这是动机不对称的经典表现——此时增加现有边际收入比发展新的利润来源更吸引人。这种情景下，亚马逊将通过颠覆更多传统实体店，继续开拓高端市场。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在美国市场占据落脚点，它的用户中一大部分不经常购物但喜欢浏览网站。这些人即便什么都不买，阿里巴巴也照样获得广告收益。如果这一情景成真，亚马逊将持续获得创纪录的销售额与营业额，阿里巴巴则会迅速成为电商市场中的重要竞争对手。在阿里巴巴占据的市场份额中，亚马逊的业务终将陷入停滞，阿里巴巴迅速增长的客户基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亚马逊供应商。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以规模经济为基础，因此增长率放缓将让公司陷入麻烦。

第二个情景：亚马逊创立一个采用阿里巴巴盈利模式的业务部门，独立于母公司。这是颠覆理论给出的战略对策，理论上它能够提高成功几率。但是在这一情景中亚马逊需要应对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旧有业务的自我侵蚀（Cannibalization）是亚马逊很难回避的挑战。第二，亚马逊还没有创立独立业务部门的先例。由于亚马逊最近的投资热潮，在这一敏感时期申请经费将是件难事。即便亚马逊成功创立这一业务部门，在阿里巴巴成功占领美国市场的压力下，它也很难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贝索斯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的利润就是我的机会。”今年令我们好奇的是，如果竞争对手利润为零，亚马逊的机会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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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桑佩雷是马德里IE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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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与商业领导力的共通之处

毕倪（Nicholas Beale） |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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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们共同创作的《商业与军事》一书中，英国海军中将查尔斯斯泰尔和我探讨了将军和CEO在处理战略上有何共同之处这一问题。尽管书中并未发现单一的模式或简单的规则，但我们还是总结了两种领导力之间的三个共通方面：战略勇气、适应能力和价值观决定的领导力。

战略勇气是指制定高远且可以实现的总战略之能力。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又译作劳斯莱斯）靠制造汽车起家，但在20世纪20年代也制造飞机引擎。该汽车公司在1973年由于财务问题被出售给福特，继而专注制造喷气发动机。罗尔斯罗伊斯作出战略决定，誓将其全球领先的喷气发动机技术覆盖西方世界的每一架大型民用客机；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规模大得多的通用电器和联合技术两大巨头，这个目标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现在罗尔斯罗伊斯拥有了55%的计划内市场。

通用曾数次欲下狠手扼杀罗尔斯罗伊斯。大型客机引擎的商业模式与众不同，通常客机制造商如波音、空客等会提供各种引擎选择，由航空公司决定购买哪家公司的产品。获得首个“启动客户”对新引擎至关重要，而一直以来英国航空公司都是罗尔斯罗伊斯的启动客户。但1991年通用和英国航空公司达成了4.5亿美元的交易，没有在英航的波音777机型上选择罗尔斯罗伊斯的新引擎。这让罗尔斯罗伊斯遭受巨大打击，英国政府对英航的举动也大为光火。但逆境中罗尔斯罗伊斯并没有畏惧强大的竞争对手，赢得了国泰航空公司的启动订单。可能这是第一次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在重要现代工业的竞争格局中起到决定性战略作用。

联想的经验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在收购日薄西山的IBM个人电脑业务中，柳传志及其团队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战略勇气和智慧。开始他们聘请了一名西方人担任CEO，但其没能胜任。柳传志于是劝服杨元庆掌舵。他们在2013年年初实现了打造个人电脑业务世界第一的目标。

在军事方面更不乏战略勇气的典范。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拒绝与德国议和，当时他预见到只要英国能拖住希特勒足够长时间，美苏两国也将参战。美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参战后，因为美国生产能力极强，所以丘吉尔对打赢战争有十足信心。

适应能力也是战略领导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战略海洋中浮沉的领袖们，会随着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并且不会迷失全局战略目标。

胡志明在越南打败了美军，是军事领域有关适应能力的经典案例之一。在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适应力更是必不可少的能力。安谋国际科技股份（ARM）有限公司成立于剑桥，最初由12名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CEO罗宾萨克斯比组成。他们设计出了更好的微处理器，比因特尔的芯片耗电少。他们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注册该技术，成为世界顶级供应商，收取专利费负担研发成本，进而对售出的每一设备收取一小笔专利使用费。从最初和苹果以及索尼的交易开始，至今他们已拥有了超过1000家许可商。安谋的技术已应用于95%的智慧手机以及35%的电子设备，至今已授权生产了超过200亿安谋驱动的芯片。然而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安谋首次收到了盈利警讯。公司的股价大跌，甚至有人质疑其商业模式。管理层将战略勇气和适应能力相结合，在继续坚持原有战略同时，购买了一家拥有相关设计专利的美国公司“Physical IP”，为公司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来源、人才以及客户关系。

2005年左右，罗尔斯罗伊斯对其商业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一般引擎的使用寿命为20年或更长，随着时间推移，需要更换的零件价值超出了引擎本身成本。这意味着让引擎更可靠反而会降低公司的利润。因此罗尔斯罗伊斯把商业模式换成了“按小时提供动力”，公司不再向客户收取零件费用，而是承担维护引擎最佳状态所需的全部零件成本，然后按每个飞行小时消耗的引擎成本收费。这种“全面维护”式服务包括改造客户的引擎，令其更可靠，更耐用。每台引擎内部设有全面监控系统，随时将数据反馈到公司的电脑上，可及早探测出任何小问题，便于接下来在适当时机自动配备好所需零件。

价值观决定的领导力对战略成功也十分重要。在成功的组织中，人们需要自己做主，只有迫不得已时才把决定权交给老板。此外，人们如能清楚意识到他们认同自己所效劳组织的价值观，工作表现会出色得多。基于公司内部以及公司与许可商之间的有效合作，安谋以“兄弟连”般的模式成长壮大。

联想则明文规定出“5P文化”：Plan——想清楚再承诺，Perform——承诺就要兑现，Prioritize——公司利益至上，Practice——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Pioneer——敢为天下先。罗尔斯罗伊斯最近重新梳理了公司内部价值观，发现如果他们能将“因为信赖，所以卓越（Trusted to Deliver Excellence）”的广告语作为公司信条，并将之应用于业务的各个方面，就可以走得更远。除了在工程技术和销售上，罗尔斯罗伊斯在财务、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以及其他职能上均实践了这一理念。尽管之前公司的确也有一套立意近似的价值观，但终于意识到，只有难忘的、有深度且简洁的价值观才能让人们接纳并实现。

英国陆军具有十分强大的军团编制，每个军团由几百名士兵组成，在绝大部分军旅生涯中，他们会一直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这些军团获胜的传统可追溯到几百年前，每个军团都代代传承着旗帜鲜明的座右铭和价值体系。尤其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作战时，对兄弟般的军官保持忠诚至关重要。成功的将军总会花大力气将其价值观传达给手下的士兵：蒙哥马利堪称二战时最成功的英国上将，他发号施令的手势令他名扬天下，仿佛在说：绝不允许有任何撤退的念头。尽管历史学家批评他太爱用手势，在作战中过于谨慎，但事后诸葛们撰写史书可比与善战多谋的德军实战较量容易多了。

无论是商场还是战场，战略领导力总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我们只看到了承担高风险的成功者，那些承担类似风险的失败者却被人遗忘。成王败寇，这种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无处不在，因此仅仅从成功中吸取经验是危险的。对商场上的成功而言，技巧和好运缺一不可。就像文章开头所说，并没有简单的规则。但总体而言，战略勇气、适应能力和价值观决定的领导力在商场和战场上均可提高成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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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倪是英国战略与人力咨询公司思特（Sciteb）的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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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超级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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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企业有办法保持最佳客户忠诚度，让大客户买得更多。






就
 在一年前，卡夫食品公司的管理层对旗下Velveeta奶酪品牌销量的预估还是能维持小幅增长。然而当消费者越来越青睐纯天然有机食品，这种无须冷藏的Velveeta奶酪制品就被打入冷宫。消费者对其购买频率低到每年只有一到两次，而且多用于聚会。通过与卡夫食品公司的合作，我们获取了超市的扫描数据和消费者顾问小组（Consumer Panel）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分析，发现Velveeta有一批忠实消费者。这些消费者虽然仅占购买人群的10%，但却为该产品的年收益贡献了30%－40%，甚至50%以上的份额。这些被我们称之为超级顾客的购买者表示，Velveeta奶酪制品棒极了。

超级顾客们对Velveeta奶酪在口中融化时的质感赞赏不已。他们发明了无数种新鲜吃法，传统的“蘸式”吃法是其中最为普遍的（有人甚至建议说也可以用来做软糖）。在我们结束了这些超级顾客的调查问卷后，他们彼此互换了食谱、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以便日后与这些知己分享对Velveeta的热爱。

为了重振Velveeta奶酪的销量，卡夫食品公司将这些超级顾客定为主要客户群，预计大约240万人。产品团队推出了适用于汉堡和三明治的冷藏奶酪片和可用于烩菜的块状奶酪。这两款新品均以重磅推出。但出于对超级顾客战略的考虑，公司现在对此更加重视。一些与卡夫合作的零售商开始将该产品挪到出售率更高的冷藏乳制品货架上。这一战略还为Velveeta奶酪带来了一系列创新的吃法。卡夫公司开始收集这些食谱，并将其分享给那些忠实客户。

“之前我们认为，增加销量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出购买产品较少或者不购买该产品的客户群，针对他们的需求对产品做出调整。”卡夫食品公司市场销售总监格雷格加拉格尔（Greg Gallagher）说，“当我们询问了超级顾客群后才发现实际上他们对产品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他们的需求才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新品创造的销量额逾1亿美元。不仅如此，对管理层来说，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找到了可行的增长战略。

每位市场营销人员都对帕累托原理耳熟能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80/20法则：1/5的产品购买者贡献了4/5的销售额。该法则也同样适用于超级顾客。通过尼尔森超市扫描数据，我们分析了包装消费品（以下简称CPG）前124个类别的消费情况，发现每类商品客户中占比仅有10%的超级顾客贡献了30%－70%，甚至更高的销售额。

为了保持最佳客户忠诚度，管理层会为这些客户提供VIP服务。但极少数管理者会将他们纳入销售增长计划的核心。管理层一直认为这些客户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消费极限，不会再贡献更多的销售额了，或者他们对这部分客户的认识存在盲点。

但在我们与CPG公司的合作中发现，这些公司依然可以通过新方法挖掘这部分客户的购买力，提高销售额。这一现象不仅只限于CPG商品：我们在其他行业也见证了超级顾客战略的成功实施，比如服装、耐用品和金融服务等领域。




对超级顾客的五个认知误区


1
 他们只是换了个新名字的购买较多的顾客。

超级顾客和传统的购买较多的顾客不同，他们除了购买量大，对产品还有很强的参与感，并且对产品的新用法兴趣浓厚。




2
 我所在的领域没有超级顾客。

我们的数据显示，超级顾客存在于大多数包装消费品行业及其他很多市场。




3
 他们不正常——要么很有钱，要么很奇怪。

如果你和超级顾客聊聊，就会发现其行为背后清晰的逻辑思维。他们只是针对某类产品，发现了其他客户没有发现的意义和优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些产品的超级顾客。




4
 我们不可能找到他们。

通过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找到他们并不难。




5
 他们已经买了这么多了——不可能再多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从销量增长角度来说，超级顾客贡献量至少是其他顾客的3倍。而且他们能通过社交媒体和口耳相传影响数百万顾客。





斩获更多销售额

将超级顾客和其他类型的顾客分别对待非常重要。他们和“购买较多顾客”并不完全一样。按照传统营销术语，购买较多顾客是指对某个产品购买量较多的客户，仅从购买数量上来定义。而超级顾客是从购买量和购买态度两方面来定义：特指那些对某类产品和某个品牌高度参与的部分购买较多的顾客。他们对产品的创新用法以及产品变化非常感兴趣。价格并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超级顾客可以想出更多使用某种产品的方法及场合。比如热狗。对很多消费者来说，这只是后院烧烤的一种简便食物，而对超级顾客来说，它们是理想的快餐食物或孩子放学后的零食。

根据我们的经验，很多管理者对超级顾客这一概念要么迅速驳回，要么持怀疑态度。随着公司分析能力的提升，在识别和吸引此类顾客方面会逐渐得心应手。之后，他们不仅会发现这些顾客如此热衷某种产品的原因，而且还会挖掘出他们的潜在购买力，即使是在一些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产品领域。

订书机就是其中一例。多数人只有一个或最多两个订书机：家里一个，办公室一个。但在我们和办公用品供应商的合作中发现，订书机的超级顾客们，平均每人有8个订书机。这些客户需要做的装订工作并不比其他人多多少。他们对订书机的需求与他们对工作的条理要求息息相关：他们认为，纸张装订的呈现方式与内容同样重要，因此需要为不同的装订任务配备合适的订书机。他们将这些大小、形状各异的订书机放置各处：办公室、厨房、手袋、车里。先不说研究发现，仅凭常识，人们一定会认为继续说服这些客户加大购买是不会有成果的。但分析证明，这些超级客户对订书机的需求远大于那些需要更换订书机或遗失订书机的“普通”客户。

那些专注于超级顾客的商家收获的不仅仅是不断攀升的销量。因为超级顾客已成为产品的购买者，所以取得他们的联系进行新产品推广就变得可行。这将极大地提升广告效率和促销力度。公司无需大费周折进行大规模市场推广，也不用派发大量优惠劵给那些较少购买（现在也可能不会买）该产品的客户，只需关注这些超级顾客的需求即可。对他们来说，采取直效营销和数字营销更为有效。这一点对大型CPG公司来说尤为重要，它们每年在广告上投入多达数十亿美元，1%的效率提升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开支消减。

许多超级顾客有很好的洞察力，能为产品战略出谋划策。他们对产品富有热情，是测试新品创意的最佳人选。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产品创意的来源。比如卡夫Breakstone酸奶油。卡夫食品公司品牌经理香农莱斯特（Shannon Lester）和他的团队发现，很多超级顾客把这种酸奶油与希腊酸奶拌在一起，这样搭配的效果是，奶油中的脂肪和胆固醇含量仅是原来的一半，蛋白质和钙质含量却提升了一倍，口感依然是酸奶油。Breakstone曾推出过类似的产品，但反响平平，即使是在公司内部。

卡夫食品公司在实行了超级顾客战略后，重新推出了这款产品，将目标顾客锁定在非常喜欢这款产品的超级顾客群上。一些客户对产品提出了改良建议，让产品包装更具有吸引力。这款酸奶油产品销量一路走高，推出数月内，已遍布美国60%的杂货店。这个增长速度对新产品来说非常惊人。

在和聚焦超级顾客的公司的合作中，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新战略可以成为一个公司打响品牌的口号，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直在推广滞销且缺乏新鲜感的旧产品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与很多最佳战略一样，这种战略简单易懂，逻辑性强，可以轻松获得数据支持。

“老实说开始我也不信，”卡夫食品公司分析总监坎农古（Cannon Koo）说，“这些顾客和购买较多顾客能有什么区别？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如今，Velveeta团队已经将超级顾客战略用来进行媒介采购、贸易促销和新产品线开发。公司的品牌总经理说，他在公司已经工作9年了，从未见过如此紧密一体化的品牌规划。

超级顾客现象印证了一个良性循环：对最爱你的顾客，回报更多的爱，公司就能蓬勃发展。




一个零售商的超级顾客策略

[image: ]
 包装消费品公司并不是惟一可以从超级顾客战略中获益的企业。几年前我们和一家销量下滑的美国五金连锁店合作（出于保密原因不提及名字）。

商店的超级顾客是那些喜欢通过DIY来完成低成本家庭改造的顾客，比如自己更换灯具。在分析如何增加销量时，管理层将重点放在油漆上。油漆是很多DIY项目的必需品，利润很高，是改善空间的简便方式。同时购买者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在大型商场得不到的建议和个人服务。

因此，零售商重新设计了油漆的推销和营销方式，试图让它变得更有趣。比如，公司设计了“创意卡”，并提供样品罐子，顾客可以在家里零成本尝试各种颜色。这些举措不但受到了超级顾客的欢迎，还让下一年的油漆销量增加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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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迪允是剑桥集团的主事。史蒂夫卡洛蒂是剑桥集团的CEO。丹尼斯穆尔是尼尔森公司高级分析部门的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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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认同者比非城市认同者受到音乐视频影响的可能性高10
 %






很
 多美国公司在向世界某些地区出口其产品时遭遇了反美情绪，最明显的是亚洲和中东地区。而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细分市场强烈认同美国城市青年文化（嘻哈和说唱文化）。我进行的一个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研究表明，这种认同感也许会缓和他们对美国的敌意，增加其购买美国品牌的意愿，这对很多想要寻求海外发展的美国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

在进行海外研究之前，我设计了一份量化“城市身份”的调查问卷，测试了来自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的256名大学生。学生根据30个城市亚文化特点给自己打分，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对嘻哈俚语和时尚的熟悉度、追赶流行程度、应变能力、冒险精神以及“态度”。接下来，我们让他们对自己参与这种亚文化的程度打分。两部分答案高度相关，证明了这份调查问卷是划分“城市认同者”或“非城市认同者”的准确工具。

学生们还回答了关于消费习惯的问题。不出所料，城市认同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或者收集产品信息时，更容易参考来自非正式和非传统渠道的意见，比如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和音乐视频，以及运动员和其他名人。

为了确定城市身份涉及的方面及其影响是否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我让来自香港的110名大学生也做了这个问卷和单项自我评估，并询问他们是从何处获得消费信息及影响他们消费的因素有哪些。

得分显示，香港的城市身份特点和美国的类似。中国城市认同者和美国一样，在购物时更容易受到非传统渠道产品信息的影响：电影（比非城市认同者受影响的可能性多11%），音乐和音乐视频（10%），电视节目（9%），运动员和其他名人（8%）。

我还就反美情绪及对美国品牌接受度的问题询问了中国学生，城市认同者中对美国有敌意的比例很低。可能是因为这种软化效应起了作用，城市身份得分成了其是否愿意购买美国产品的重要指标：得分最高的参与者比得分最低的参与者购买意愿高11%。

在美国，城市亚文化团体的营销力量已经充分释放：雪碧、激浪及其他软饮公司已经制作了许多以说唱歌手为卖点的广告。说唱歌手布斯塔莱姆斯（Busta Rhymes）2002年的单曲“给我干邑白兰地（Pass the Courvoisier, Part II)”让接下来几个月的干邑白兰地销量上升了两位数。我的研究结果说明，通过准确识别包容度高的亚文化，然后使用非传统营销工具接触这些亚文化，企业也可以在其他国家充分利用城市亚文化团体的营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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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琳汤斯是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营销学教授，乔治敦消费者研究所教学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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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谎基因

多伦多大学彼得勒文(Peter J. Loewen)主持的一项“双胞胎研究”发现，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不诚实日常行为的态度。研究者称，实验对象对逃税和谎称病假两种行为的态度受基因影响的程度分别是26%和42%。（双胞胎研究的基础理念是，基因对同卵双胞胎行为相似度的影响超过异卵双胞胎，前者的基因密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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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企业中，员工多元化已蔚然成风，而高层管理团队却依然顽固地保持着单一性。以财富500强企业的CEO们为例：女性只有23位，黑人才6位，无一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为什么高层团队始终如此单一化？我们认为，原因之一是现象学社会学家所说的“隐瞒”，人们通过这种“隐瞒”来淡化与主流间的差异。比如，某些残疾人工作时或许会放弃使用手杖；一名同性恋男子在被问及伴侣时，可能会避免使用“他”这类词汇。导致如此行为的不仅是自我审查或内在偏见，还有管理者的压力。这种行为降低了员工的自信和参与，抑制了女性和少数族裔员工的晋升。

上述结论来自我们对美国20多家大公司3000名员工的调查结果。参与调查的员工不拘年龄、性别、种族、性取向和年资。他们所在公司跨及10个行业，均有强调包容性。然而，61%的受访员工表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或明或暗的“隐瞒”压力。例如，一位女性员工曾被告诫说，不要提去日托所接孩子，或其他类似家庭责任，以免遭遇“妈妈罚款”（motherhood penalty，主要指女性在当妈妈后收入会受到影响——译者注
 ）。另一位受访者则表示，她会尽量不与非洲裔美国职业人士接触，以免被贴上同类人的标签。

那些迫于压力而选择隐瞒自己某些身份特征的受访者中，66%的人表示，这种做法严重降低了他们的自我认知感。50%的人表示，这种行为降低了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传统弱势群体中的员工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身份特征。83%的同性恋者、79%的黑人、66%的女性、63%的西班牙裔和61%的亚裔会这么做。我们还惊讶地发现，在异性恋男子中45%的人会适当隐瞒诸如年龄、身体残疾和心理方面的一些情况。

致力于发展一个真正多元化领导层的管理者们应意识到职场潜规则的负面影响，并努力消除它们。同样，他们应建立一种真实的、无需隐瞒的和有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融入主流群体

为了降低与主流的差异，参与调查的员工采用的做法五花八门，大致可分为四类：

着装

29%的受访者表示会适当针对着装、装饰或那些看上去过于个性的服饰做出改变。

“我出身中低阶层，穿着好一点能让我看上去更为时尚和富有。”

关联

41%的受访者表示会尽量避免那些代表特定身份的行为，以免招致成见或负面看法。

“我曾谨慎地尽量避免提及自己的年龄和所有与年龄相关的事。”

拥护

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避免那些与自己身份特征相符的团体。

“尽管我有中国血统，但如果其他人拿亚洲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或发表评论，我从不纠正他们。”

社团

18%的受访者表示会尽量不与所属身份团体的其他成员联系。

“我不与癌症团体的人来往，因为我不想让别人关注我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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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野贤治是纽约大学宪法学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教席教授。克里斯蒂史密斯是德勤大学包容性领导力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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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项电脑模拟攀珠峰活动显示，被赋予更高权力的领导更倾向于控制言论和交流，拒绝接受他人观点，最终降低团队的绩效。这项活动是由密歇根大学的利普朗科特托斯特（Leigh Plunkett Tost）、哈佛大学的弗朗切斯卡基诺（Francesca Gino）和杜克大学的理查德P拉里克（Richard P. Larrick）发起的。活动中权力至高无上的领导者所在团队只完成了目标的59%，其他团队这一数字则是76%。

两者之间差距高达17
 %。

企业可以通过让管理者意识到下属的重要性并鼓励员工不惧权威大胆进言，来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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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痛苦更恐怖

贾尔斯斯托里（Giles Story） | 文

斯科特贝里纳托（Scott Berinato） | 采访

牛文静 | 译　康欣叶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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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力量




人们宁愿立刻接受6级电击，也不愿多等5分钟，接受4级电击。







研究：
 在一项实验中，贾尔斯斯托里给35名参与者手上通上电极，制造出一种安全的电击体验，程度从轻微的嗡嗡声到略强的类似昆虫叮咬。参与者可以选择程度轻微的，但要先等上15分钟；或较强的，可以立刻开始的那种。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立即接受较强的体验，而不是在恐惧中等待，哪怕是程度较为轻微的。








挑战：
 等待痛苦是否比痛苦本身更可怕？对此我们是否应该直接面对，不要拖延？

斯托里博士，捍卫你的研究吧！






斯托里：
 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都会选择立即接受较强的电击，而不愿稍加等待接受较轻微的。我们由此推论，恐惧——对不愉快事情的等待——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究竟有多大？这正是我们试图量化的。实验结果表明，恐惧真的很痛苦，人们不惜通过承受更大的身体疼痛来避开它。




HBR：
 什么！？电击活人？你的实验室也太变态了吧？

[大笑]我向你保证，实验受到严格监控，手段非常温和。我们并没有电“击”活人，只是使用轻微电流，针对手背一个部位，制造轻微痛感。每位参与者都是自愿的。实际上这是针对慢性疼痛治疗研究的一种常用手法。




HBR：
 需要等一会儿的电击较为轻微，但他们却主动选择立即接受较强的？

是的。人们会选择多承受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痛感来避免这种等待。按0－10的级别来衡量，恐惧感最强的人会选择立刻接受6级电击，也不愿等待稍后的4级。




HBR：
 也就是说，恐惧比6级电击更让人无法忍受？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是说恐惧加上电击最终造成的痛苦超过了6级电击所带来的痛苦。奇怪的是，选择立刻接受更痛的电击这种做法与广为接受的“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理论相抵触。时间贴现是指我们对事件的价值量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的心理现象（行为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译者注
 ）。在现实情况下，它体现为人们宁可今天获得10美元，也不愿等待一周后获得12美元。

根据这一理论，人们应该会选择稍后的4级电击，而不是立刻的6级电击，因为未来4级的价值量估计被打了折扣。但大多数人却选择了立刻的6级，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恐惧起了作用。影响人们选择的不是电击4级和6级，而是电击4级加5分钟等待时间和电击6级无需等待。




HBR：
 如果跟他们说一周后再回来接受电击呢？肯定有一个临界点能让人觉得当下的痛苦和未来的痛苦没有区别。

我们在一个后续实验里对此做了测试，这次不是使用电击，而是让实验对象就去看牙医的时间（可早可晚）做出安排，就诊可能会特别痛苦，而且不能选择不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通过要么不做预约要么预约了不去就诊，来避免这种痛苦。有了这一附加条件后，我们从这个实验中得出了与电击测试相同的选择模式。造成这种选择行为的原因是，如果可以选择不去，人们会心存侥幸心理，觉得往后推迟可能最后就不用做了，但如果事情非做不可，人们还是会选择尽快了结，而不是拖延。




HBR：
 如果等待如此可怕，那选择5个月后见牙医的人岂不是会恐惧到难以承受？

恐惧感会随着时间和等待加剧，这是肯定的，但并非如你想象的呈直线上升。等待时间越短，恐惧感越强，时间久了影响就变小了。就诊前一天的恐惧感远远大于就诊前一周。随着时间临近，恐惧感会呈几何式增长。




HBR：
 几何式增长听上去太可怕了。

是的，越是事到临头，恐惧感越强。顺便提一下，我们怀疑相反的感受也是如此。心理学中，恐惧的反面是“渴求”——对美好事情的期待。比起美好事情，我们可能更钟情的是对其“渴求”的过程。




HBR：
 也就是周五下午人们的感受。

没错。




HBR：
 我一直不敢问下一个问题。

越早问，你的痛苦就越早结束。




HBR：
 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把两条狗拴在一起，进行电击实验，最后两条狗都放弃了抗争，发出求救，即使是在自己没被电击只是同伴被电击的情况下。由此得出了“习得性无助”现象（指人或动物接连不断地受到挫折，便会感到自己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丧失信心，陷入一种无助的心理状态——译者注
 ）。如果恐惧达到一定程度，是否会导致这种无助？

很有可能。尽管我们还没有相关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不断加重的恐惧感与抑郁之间是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的。抑郁的人看待任何事情都很消极。如果他们的恐惧感持续加重，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不知如何是好。




HBR：
 你是否测量过与恐惧相关的生理指标？

没有，但有人做过。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与他的同事测量过脑活动，发现那些对预期反应较强的人会选择早点结束这种痛苦，而不是拖延时间。




HBR：
 你的研究是针对生理痛苦的，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情绪恐惧，比如对工作绩效差评的担忧？

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但我肯定其中的变化是类似的。这种恐惧感可能和牙医实验的恐惧感很像。牙医实验中的疼痛在几个月后才到来，实验对象对具体感受不甚了解。人们也许还会选择拖延或者逃避。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业绩评估无法避免，他们会希望越早知道越好，而不是选择等待并忍受不断增强的恐惧感。这方面的研究很值得做一下。




HBR：
 有什么方法能缓解这种恐惧吗？

有的，我们的研究中也提到了。当我们告诉参与者电击力度不是那么强时，人们对此的恐惧感会降低一些。我们也可以通过对现实情况稍作改变来削弱这种恐惧感。以流感疫苗为例，如果你被叫进去，坐在椅子上看着护士准备注射器，想到注射的疼痛你会害怕起来。但如果你被叫进去时，一切都准备好了，护士直接给你注射，你的恐惧感恐怕就不会那么强了。雇员可以通过自我肯定来消除对工作业绩差评的恐惧。老板也可以通过说“不会那么差的”来降低员工的恐惧感。




HBR：
 除非真是那么差。那么越早知道越好。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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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尔斯斯托里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行为经济学的临床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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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的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股票凭证，它是1758年由著名的西班牙皇家贸易公司巴塞罗那皇家商会（the Real Compaña de Comercio de Barcelona）发行。这家皇家商会当时垄断了圣多明各、波多黎各及委内瑞拉玛格丽塔岛的贸易。

巴塞罗那皇家商会在1755年发行了4000股股票，每股定价250比索，计划融资100万比索，但最终仅售出1785股。商会的运作进展很缓慢，仅有两艘船，每年只出航一次。由于贸易涉及地区并不富裕，商会业务一直毫无起色。即使将非洲奴隶运往这里，建立当地农产品出口基地，业务也不见好转。1786年，巴塞罗那皇家商会并入另一家更成功的西班牙皇家贸易公司。

此股票凭证来自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历史收藏，看起来很像现代股票凭证模板。股票充斥着宗教色彩和寓言人物的华丽设计，赋予交易一种宗教仪式感，叙说着公司的起源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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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标志


❶❷
 这两处是西班牙标志和加泰罗尼亚标志：公司由王室赞助建立，大本营在加泰罗尼亚。



宗教意象


❸
 中间的这位是加泰罗尼亚守护神：蒙特塞拉特岛的“黑面圣母”。她由黑木雕刻而成，坐落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个山顶教堂内，因此票面上圣母像以群山为背景。皇冠的设计风格可能是来自墨西哥。簇拥两侧的主要人物是：圣安德鲁（St.Andrew）（苏格兰守护神，同时也是希腊、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守护神——译者注
 ），他的象征X形十字是西班牙王室众多标志之一；和罗撒（St. Rose of Lima），美洲第一位列圣品的圣女。



风景


❹
 巴塞罗那港口，商会的船只从这里起航。



农业情景


❺❻
 意指西班牙将葡萄和石榴种植引入拉丁美洲的情景。



购买者


❼
 弗朗西斯科阿沃利（Francisco Arboli）。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商人，他持有公司股份。



神话插图


❽❾
 三叉戟象征着海神。橄榄木棒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象征物。他是巴塞罗那创始神话中的人物，时常被人们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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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贝克图书馆提供，注释由哈佛大学艺术和建筑史专业博士生亚当雅辛斯基（Adam Jasienski）提供，史学资料摘自霍华德莎士比亚（Howard Shakespeare）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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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赋权消费者

阿德里安帕尔默（Adrian Palmer）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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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经济总体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那些快速发展的市场比如中国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市场竞争的加剧致使一些传统的制造行业，如汽车制造业，纷纷通过增加服务、提高下游市场的竞争力寻求突围，而服务性行业的酒店、教育、医疗等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的服务业如何在营销战中取胜？消费者扮演的角色空前重要。如今的品牌塑造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挑战，颠覆式的萌芽在生产环节已经出现：企业不再是生产的唯一主导，消费者的参与发生前置。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消费者参与生产。

英国有个电视节目叫“与我共进大餐”。节目中，普通人通过网上邀请陌生人来自己家里共享免费晚餐。晚饭后，被邀请者会对主人的厨艺给出评价，并为其打分。得分最高的主人会获得奖品。这种形式不仅仅只限于电视节目，现实生活中也有人这么做。除了共享晚餐这一形式，人们的这种共享体验也涉及到生活其他方面。合作创造的概念正在兴起。消费者和生产者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与生产者间的关系给彼此间的沟通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权威也在发生转换。比如酒店业，人们不再只是依赖官方评价，而更倾向于听取入住客人的意见。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帮助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变得更加主动。

新型的生产方式将会更多地考虑到消费者提出的服务诉求，并将这种诉求纳入生产中。曾经由企业主导的生产时代已被消费者的体验所取代。优秀的品牌往往意味着优秀的客户体验管理（CEM）。企业需要深度考察消费者的情感和生活方式，找出他们的兴奋点，以及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方式。比如企业会在节日期间针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做出相应的促销措施——店面布局、商品包装甚至铺面的音乐选择等。

过去的客户关系管理（CRM）是通过对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来整合用户信息资源，获得消费者行为相关数据。但近年来很多迹象表明这种管理作用有限，由此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客户体验管理。实施好这一管理概念并不容易。因为消费者的体验感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我在新版的《服务营销原理》中描绘了一个客户体验地图，记录了顾客进入星巴克的情绪变化：闻到咖啡香时，体验感很高；看到排长队，体验感下降；看到微笑的服务员，体验感上升；等得不耐烦时，体验感下降。

保持消费者的高体验感，我认为很好的一种做法是减少服务际遇（Service Encounter，指服务供应者和接受者之间的面对面互动）。强大的品牌往往是通过始终如一的优秀客户体验来赢得市场，要保持一致性就需要尽可能排除变数。品牌背后较大变数通常是雇员。我很惊讶中国的人力资本利用率：一个客人的点单、送菜等服务要十几个人来完成。在英国可能只需要一个人即可。在减少服务际遇方面，自助服务是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比如机场的自助登机服务，银行的ATM服务等。这些服务不仅成本更低，而且还会赋予消费者更多主动权。因此，服务际遇上更多的自动化选择势在必行。

伦敦很多主要的企业都已被中国收购，比如伦敦核电站、供水局等。中国人很喜欢收购大品牌，却缺乏建立自己品牌的创造力。中国的金龙客车在英国有售，却几乎无人知晓。中国企业要做好客户体验管理，不能一味关注产品功能，而应更多了解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如此才能提升其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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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里安帕尔默是英国斯旺西大学营销学教授、法国雷恩商学院客座教授。著有《服务营销原理》（第六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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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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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 | 文

万艳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我们不再依赖于政府的号召来达成协作与行动。






如
 果你领导的机构，或者只是你个人，有意改变这个世界，你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全球解决方案网络正设法解决世界性难题，你打算如何参与其中？

这个由独立团体组成的全球解决方案网络，致力于凝聚大家的力量，探讨那些重要且无法依靠一己之力解决的世界性难题。这些独立团体形成的网络组织，摒弃曾经的单独作战和“行业竞争”，取而代之的是彼此间的交流与团队协作。

过去几年，协同解决共同性难题的做法蔚然成风。商业上的协作就是最好的例证。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通常依赖于国家间联手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货币金融会议，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八国集团和世贸组织等全球合作模式随之诞生。

当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固定下来，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跨领土社会难题上就会受困于自身局限性，很难取得进展。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曾说，“有些社会问题已超越国界”。多年过去，这些组织在处理这些难题上也不曾有任何大的进展，很多问题被搁置。

近几十年来，两大重要进展奠定了全球新合作模式的基础。首先，互联网开创了新的参与模式，参与者不拘个人和组织，共同致力于交流、资源贡献和团队协作。我们不再依赖于政府的号召来达成这种协作与行动。其次，随着国际化规模的扩大和回馈社会的愿望驱动，企业已日益具备能力，能够在全球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解决方案网络致力于共同合作、治理和问题的解决。与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相比，它们能更快更强地推进进程。如果你对此持有怀疑，那就看看这两种模式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上的表现。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曾在坎昆、哥本哈根和里约召开过世界气候大会，却未就一项协议达成一致，哪怕是降低6%的碳排放。与此同时，加入气候现实项目（Climate Reality Project）和其他一些自发组织网络的人已有2000万之多，相关行动已经展开。试问哪种模式更可取呢？

随着全球解决方案网络不断增多（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研究表明，数量已有10种之多），商界在其中的角色也变得尤为重要。目前的挑战显而易见：你需要慎重考虑，要加入哪个组织及如何参与其中。你领导的机构还在孤军奋战，应对你自己的那些难题？或是你选择加入全球解决方案网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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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泰普史考特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全球解决方案网络”项目执行总监、《宏观维基经济学》（Macrowikinomics
 ，Portfolio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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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制胜第一步：选对客户


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s） |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认准主要客户是企业制定客户驱动机制的首要一步，由此企业才能了解客户需求，分配相关资源，选择并验证商业模式，获得领先对手的竞争优势。






核心观点


问题
 　谁是你最重要的客户有时并不明显。对某些公司而言，最重要的客户提供的收入很少，甚至没有。因此很多公司回避这一问题，把所有利益相关者视为客户。








问题进展
 　当公司无视选择主要客户这一问题时，可能会支撑一段时间，但面临被驱逐出局的风险。而将它们驱逐出局的，正是那些能明确定义主要客户，率先设计出满足客户需求商业模式的竞争者。








解决办法
 　采用客户驱动战略的4步骤

1．识别客户群：最适合你的公司文化传承，最符合公司目前的能力，具有最大的直接和间接收益潜力。

2．通过跟踪采购和偏好以及研究行为，了解客户最看重什么。

3．采用最能让你满足主要客户需求和偏好的商业模式。

4．最后，保证你的系统运作良好、各就各位，能识别和回应上述客户需求。






所
 有公司都声称，客户是其制定战略的动力。但在管理理论中，“客户”是最灵活的术语之一。一种争议尚存的定义认为，客户是购买公司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收入的人群或实体。客户包括参与公司价值链的任何成员：消费者、批发商、零售商、采购商等。一些公司将内部单位归到客户之列，比如生产部门是研发部门的客户，它们都是人力资源部的客户。

有的定义甚至不要求客户给公司提供收入。药业巨头默沙东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不是病人或医生，而是实验室中负责研发的科学家以及世界各地的高校。默沙东商业模式依赖它拥有的世界顶尖研究团队。公司鼓励他们像高校工作的科学家一样：开展基础研究，发表论文，在会议上介绍科研成果。这一切是为了发现具有突破性的化合物，让默沙东的市场和销售团队能够将其商业化。默沙东的建筑很像研究机构，十分简洁实用，其研发中心可集中接纳大量组织资源。

其他企业高管不愿意像默沙东那样狭义地界定客户，他们不轻易将任何群体划为主要客户，以防在变幻莫测的新兴市场中做出错误选择。很多商界领导者认为，把价值链中所有合作伙伴视为客户，能改善内部协作和反应速度。

如果不划定主要客户，那些自以为“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很快变成“四不像”，看看雅虎和谷歌截然不同的命运就清楚了。雅虎起初是综合性互联网门户，具有版权的编辑内容是其主要武器。为吸引用户，雅虎聘用记者撰写娱乐新闻，创造了雅虎金融、雅虎电影、雅虎体育等频道。时间一长，雅虎高管把资源分散到其他新项目上，包括社交网络、产品、媒体和广告。如此一来，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不足，网站变得混乱不堪。

随后，谷歌登上了舞台。创办伊始，谷歌锁定了目标用户：懂技术且能把握新机遇和开发新应用的人群。和默沙东类似，谷歌把大部分资源分配给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由此获得极高的业界口碑），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创新。公司上下目标一致：无论是搜索引擎、安卓系统还是谷歌地图，都瞄准了世界顶级技术。凭借这种聚焦式的价值分配体系和商业模式，谷歌很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超越了雅虎。

亚马逊投入很多资源博取客户欢心，即使这意味着卖家或内容供应商有时感到不公平。

归根结底，选对主要客户定义了一家公司。亚马逊是个明例，其服务的四类客户差别巨大：消费者、卖家、企业用户和内容供应商。你可能认为亚马逊对四类客户一视同仁，但其著名的座右铭“成为世界上最重视消费者的公司”十分清晰地反映了亚马逊对主要客户的选择。亚马逊将主要资源投入到赢得消费者欢心上，哪怕这意味着卖方或内容供应商感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曾经还发生过卖家为获得更多支持起诉亚马逊的事。执着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让亚马逊的创意源源不断：一流的免费送货服务、含差评的详细收货评价、Kindle的图书摘要抢先读，以及站外更低价格的卖家清单。这些举措经常被批评为无利可图或有损亚马逊其他部门，但这些做法为亚马逊赢得了忠实客户和超高股票估价，最终产生了积极效果。

接下来我会介绍真正的客户驱动机制，它能帮助管理者打造制胜商业模式。构建该机制分为四步：认准主要客户，设计流程了解客户价值，分配相关资源，打造互动式管理流程用以核实让你做出选择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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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认准主要客户

默沙东、谷歌和亚马逊的例子都说明，产生最多利润的客户不一定最重要，能够开发出公司最大价值的客户才最重要。有些公司最重要的客户是产品或服务的终端用户或消费者。另一些公司，代理销售商或中间商才是最需要公司投资的关键客户。

高管如何才能确定他们选对了主要客户呢？需要从三个维度评估每组客户：价值观、能力和盈利潜力。


价值观
 指公司的文化、使命和传承。高管们通过了解公司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把握价值观，发现机会，确定战略方向。史蒂夫乔布斯在产品设计上追求极致的态度，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异常节俭的生活方式，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执着于提供购物体验的做法，不断影响他们各自公司的管理者，帮助他们在机会面前做出取舍。2012年贝索斯告诉《财富》杂志：“当（其他公司的高管）早晨淋浴时，想的是如何超过他们的最大竞争者，我们想的是，如何才能站在客户角度创造些什么。”显然，选择主要客户必须反映公司的价值观，否则公司无法将员工的能量和创造力用于服务客户上。


能力
 指公司拥有的嵌入性资源（Embedded Resources）。苹果、谷歌、空中客车等公司具有超群的技术能力；沃尔玛、亚马逊和戴尔以物流能力见长；拉夫劳伦（Ralph Lauren）、雀巢和宝洁具有卓越的品牌营销能力；另一些处于特定行业公司的能力各有所长，HBO电视网和Netflix具有生产原创内容的能力，必和必拓公司（BPH Billiton）拥有采矿资源。修炼这些能力非一日之功，它让公司在满足特定客户需求上具有领先优势，其他企业无法轻易复制。为支持直通消费者的销售模式，戴尔在发展初期打造了难以想象的低价物流系统。今天，戴尔试图将大企业用户的首席信息官作为主要客户，但事实证明，转型十分困难，因为首席信息官需要的是集硬件、软件以及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终端用户的需求迥异。


盈利潜力
 指客户创造收益的能力。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分析了各种不同类型客户的盈利能力，有助于淘汰不良备选。HBO的主要客户似乎是购买其内容的有线电视运营商，但后者很容易更换内容供应商，可在各个供应商之间轻松选择。由此看HBO的市场影响力很小，很难在运营商那里获得较大话语权。HBO选择影视制作人作为主要客户，投入强大资源满足其需求，不断制造出观众需要的独家产品，才有能力提出高溢价，让运营商无法拒绝。盈利潜力不总和能支付高溢价的客户有关。沃尔玛的案例说明，赢得喜欢省钱的客户也能靠量取胜，产生巨额利润。

领英（LinkedIn，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的做法可圈可点，主要客户全部符合以上三个维度。欲知它如何摒除招聘者、广告商，而选择个人用户作为主要客户，请看下文《领英如何选择主要客户
 》
 。




领英如何选择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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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主要客户需求从三个维度评估每组客户：价值观，包括公司文化、使命和传承；能力，即拥有的独特资源；盈利潜力，即客户创造利润的能力。最能满足上述三点的客户为主要客户。以领英为例，其高管需要在三种均具有极大创收潜力的客户中选择主要客户：招聘者、广告商和个人用户。

（
返回阅读原文

 ）



第二步：了解主要客户的价值是什么

客户往往不十分明确自己到底看重什么，多层面、系统性的研究才能让他们的需求真相大白。

一旦决定了你的主要客户是谁，下一步要明确产生客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是什么。在相同市场和行业，主要客户最看重的因素因人而异：有的需要尽可能低的价格，有的需要全心全意的服务关系，有的寻求最好的技术或品牌。难把握的是，客户通常不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多层面、系统性的研究才能发现他们的真正需求。

让我们从简入手。假设你已经选定主要客户，并对满足客户需要有了可行办法，但还需改进。你可借助便利且廉价的数据，了解客户的购买习惯、偏好及搜索行为，加深对他们的理解。客户需求不断变化，数据分析是发现且迅速回应需求的利器。谷歌将数据分析分为显示、搜索、地图三个独立团队，数据分析师们在实验室耗费海量时间，与客户合作，研究他们眼球的运动以及其他变量，测评客户对更换色彩等微妙产品变化的反应。雀巢有一间作战室，供分析师监控社交媒体活动，跟踪与产品接受度相关的聊天记录。分析师运用这些信息影响产品研发和营销决策，并实时分析公司的价值定位如何满足主要客户的需求。

上述数据有助于你微调产品或网站功能，更好满足客户已知的需求，但想了解客户更多的需求，只有直接询问客户。聪明的公司会详细规划出与客户沟通的方案。联邦快递的管理者每年举办两次峰会，抽样邀请一些主要客户参加，向他们了解公司哪些做法满足了其需求、哪些方面做得比竞争对手好。粘合剂业界的领袖德国汉高首席执行官罗思德（Kasper Rorsted）设计了“高层对高层（tops to tops）”项目，规定所有高管必须定期与主要企业客户的高管见面，深入准确了解他们的需求并满足这些需求。其他公司，特别是产品周期快的公司可以通过新产品测试与客户沟通。谷歌的Gmail在经过5年超过1000名IT界意见领袖的验收测试后，才最终问世。

最后公司应设计出一系列流程，识别客户所需以及他们尚未意识到的产品和服务。这个过程具有挑战性且投入巨大。聪明公司通常从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s）入手，宝洁的主要客户是消费者，其高管要求经理和市场调研员每次花上数天时间陪伴客户购物，甚至到他们家中共进晚餐，以便全面了解各种产品的适用程度。宝洁首席执行官雷富礼（A.G. Lafley）在其著作《游戏颠覆者》（“The Game Changer
 ”）中细述了宝洁高管在墨西哥城住在中低产家庭中的体验，由此发明了一种适合在水资源短缺市场使用的新产品：“织物柔顺剂一漂净（Downy Single Rinse）”。

多数公司自认为产品和服务满足了客户需求，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公司去验证这一想法。不如扪心自问，我们采用哪些措施来保证公司真正了解客户需求，而且能比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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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分配相关资源

正如我们看到的默沙东与亚马逊案例，对主要客户的选择以及对客户价值的理解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信息，让你就如何分配公司资源，即应用何种商业模式做出重大抉择。这里提供五种基本模式以供选择。


低价。
 如果主要客户需要尽可能低的价格，你的大量组织资源应分配给推销、分销等集中运营部门，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门店或餐厅等面向客户的部门获得的资源则相对较少。沃尔玛使用的正是这一模式。


创造本地价值。
 如果客户看重适应当地口味、偏好或法规的产品和服务，雀巢的模式值得借鉴。雀巢将资源分配到各个地区，让当地管理者根据客户具体需要生产产品，核心部门无权干涉，它们只提供公司级别的支持活动。


全球统一卓越标准。
 无论客户位于何处，如果他们竭力寻求最佳技术或品牌，那么你需要在按产品线划分的全球各业务部门之间合理分配资源。本模式的发力重点为研发、品牌营销和分销。例如，微软的Windows系统、服务器、MSN、移动设备和Xbox游戏分属不同职能部门。每个部门都有独立的收入和盈利任务以及研发机构。（作者注：微软最近宣布，为赶超谷歌，将转型为专业知识化的公司。
 ）


全心全意的服务关系。
 如果顾客需要持久深入的服务关系，IBM的方法值得借鉴。按照行业垂直划分的客户团队在交付产品与服务时，能够对水平划分的产品部门的服务方式进行协调和整合。


专业知识。
 如果主要客户寻求专业技术知识，谷歌和默沙东的例子可供参考。研发是其产品部门的重中之重，获得公司最多的关注和资源，其他功能部门扮演辅助角色。这些研发为主的产品部门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没有盈利任务。它们的任务完全集中在开发产品和发明突破性新技术上。所有的销售收入都通过一个功能明确的独立销售部门集中分配。

上述五种基本模式可以有不同的组合。很多公司希望同时利用其中的几种模式。一些公司尝试采取矩阵结构，能同时强调地理和功能，或职能部门和地区。如果你是类似ABB那样的工程公司，主要客户是需要最佳技术特色（全球统一卓越标准）和定制内容（创造当地价值）的政府采购商，这种“折衷”的方式似乎很诱人。值得注意的是，矩阵结构管理难度很大；该结构固有的问题是，对判断主要客户造成困难，无法有效回应顾客需求和偏好。

总的来说，当公司发现其主要客户超过一个时，应成立不同部门，每部门采取最适合的模式，保证资源聚焦于主要客户需求，即所谓的“各司其职”原则。例如，尽管雀巢大部分业务采取当地价值模式，下属两个品牌Nespresso和Mövenpick采取的战略却有所不同。无论身处何地，这两个品牌的顾客追求不变的顶级品质，因此其业务使用的管理模式为全球统一卓越标准，集中管理全球资源。

在评判某种商业模式时，高管应询问一个关键问题：商业模式的选择是否反映了选定的主要客户？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几乎可以确定，公司会败给那些商业模式与主要客户一致的竞争者。



第四步：让控制流程具有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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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决断力的竞争对手，

让逃避选择的公司望尘莫及。

商业模式可能符合目前的环境，但环境不断变化。客户口味会变，技术会推陈出新，无法预测的竞争对手会进入市场，法规和人口因素也会变化。这意味着你需要经常收集所处竞争环境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主要客户行为的信息。你必须警惕新出现的威胁和机遇，因为它们可能会重新定义客户看重的因素和客户的盈利潜力。如果环境改变很大，你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商业模式，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重新选择主要客户。

确保公司的控制系统具有互动性是收集所需信息的最佳方式。组织中每个人应使用统一标准，作为学习和讨论的基础。

监督顾客行为变化和竞争环境的职责不能托付给某一特殊部门。一位技术高管最近告诉我：“公司对那些含有‘创新’字眼部门的理解有误，全公司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根据商业战略和所处行业，你可以选择以互动的方式利用现有的管理系统，包括盈利规划系统、品牌收益系统、订单目录或新合同系统等等。例如在HBO，高管经常跟踪竞标对手影视制作人推出新节目的成功率，并让全公司的管理者就这一数据进行讨论，研究可能影响公司战略的市场变化。亚马逊的品类经理利用周一早会的时间研究选择产品分类的数据、收入增长、客户订单和库存周转率。会议反映了公司的领导力原则：客户第一、积极行动、赢得他人信任、深入细节、有后援、不轻信和承担责任。由于将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者聚在一起，共同分析数据并制定行动计划，会议具有高度互动性。会上形成的一些行动计划很可能成为公司制定未来新战略的基础。

类似HBO和亚马逊等互动良好的系统具有共同的三要素：一是，该系统能够传递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这些不确定性可能破坏目前的战略构想，值得管理高层注意。二是，该系统在组织中被广泛应用，频繁受到各级管理者注意。三是，该系统涉及聚焦新数据、构想和行动计划的面对面会议。当与会者不分级别，关起门来畅所欲言时，会产生无可取代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利用互动性控制流程时，管理者应不断问自己3个问题：1.新变化是什么？2.为什么发生？3.最重要的是，面对变化我们怎么做？例如，如果能够发现客户盈利潜力发生的变化，你需考虑重新选择主要客户。客户喜好、法规、技术或竞争新情况可能改变主要客户看重的因素，为此你需要重新分配资源或重新设计商业模式。

如果你拥有新技术的先发优势，或者对手还在迷茫中苦苦求索，那么你可能不必马上选择主要客户，而是保持平静，专注于实践。在通往创新的路上，想要充当万能角色取悦所有人的公司大多以失败告终，雅虎的陨落就是前车之鉴。在危机突然降临之前，雅虎一直得过且过，总是到最后关头才临阵换帅，临时制定规矩，挽救快要倒闭的公司。我认为，先发制人，尝试制定选择主要客户的关键战略，总要比临时抱佛脚风险小，而那些想多面出击对冲风险的公司常常被更有决断力的竞争对手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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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西蒙是哈佛商学院查尔斯C威廉姆斯教席杰出教授，著有《七大战略问题：获得更好执行力的简单方法》一书（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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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国药控股董事长


魏玉林：平台谋略

王丰 | 文　李武 | 编辑












医药流通行业即将发生剧变，魏玉林率领国药控股步步为谋，从决策到执行再到平台整合，通过看得见的并购战略迅速做大；进而通过不太容易看见的平台战略努力做强。






兵
 法曰：上兵伐谋，最好的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而把对手之力转化为同盟之力。在中国许多散乱而竞争无序的行业，能实现这种有效整合者极少，一旦有所成就，收效往往惊人。

受制于中国医药体制，医药流通行业各自为政延续数十年，始终群龙无首。10年前，中国药品分销业年销售额约2000亿元，销量最大的是上药股份，其年销售额不过100亿元，市场份额不足5%。而当时的美国，其前3家药品销售企业的销售额占有美国市场达90%左右。

2003年，中国医药集团把位于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沈阳等五家国有药品采供一级站打包，与民营企业复星集团合资组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1099 .HK）（以下简称国药），前者以资产入股，占比51%，后者出资5.3亿元，占比49%，一家在当时还比较罕见的混合所有制央企产生了。很多人不理解：一家民营企业怎么敢把这么多钱交给一家国有企业？此为一问。

二问，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国药是一家药品批发商，其96%的业务是把药品分销给医院和零售商，医院是国药最大的客户，在中国，80%以上的药品零售是由各级医院实现的。10年间，国药从60多亿元起步，2013年的销售额预计达到1640亿元。复星当初投资的5亿多元，目前资产权益已在200亿元以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国药实施的上百次并购中，成功率达到了99%。是什么导致了国药并购战略的成功？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模型？

三问，在信息化、透明化、短生命周期、高强度的竞争趋势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放在哪儿最好？日前在与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谢德逊（Edison Tse）先生交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结构。”在对国药的管理研究中，我们引入了谢德逊这个思路之后发现：国药有两个战略，一个是外界很容易看得见的——并购战略，它是显性的，很容易跟进和学习；另一个是外界不大容易看得见的——平台型企业战略，它是隐性的，很难模仿和复制。进一步考量，你会发现，在国药，这两个战略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有了平台战略，并购战略才能够聚合资源得以实施；因为有了并购战略，把竞争者转化为同盟军，平台战略才由蓝图变成了现实。并购战略使公司做大了，平台型企业战略正在使国药做强。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平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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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来，通过实施并购战略和平台战略，公司始终保持30%多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药控股）





让我们首先复盘一下2005年底魏玉林操盘国药之初是如何“谋”势的。魏玉林认为，一个行业发生剧变需要具备三个因素，其一，资本进入行业，其二，信息技术进入行业，其三，政策发生变化。当这三个因素一起冲击到这个行业时，市场势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按照这个逻辑，魏玉林洞察到了国药正站在行业再造的战略机遇前。

国药如何再造行业格局？魏玉林认为，传统药品流通企业是“两高一低”——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在产业链中处于最低端，基于“两高一低”的传统商业模式的获利手段是，在对上游企业的物理产品进行空间传递过程中，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放大价格杠杆实现获利，而在上述三要素共同冲击下，国药如果仍然只做物理传递，不但创造的价值太小，而且根本没有前途。

由此，魏玉林重新构建了国药的商业哲学：将利益相关者都视为顾客——供应商、医院、零售商甚至政府等等都是国药的顾客，国药根据这种结构化的顾客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专业化服务。通过增值服务，让顾客产生依赖，依赖则会产生服务外包，服务外包则会促进市场份额向国药平台集中，市场份额一旦实现集中，国药便可以引入科学管理从而构建核心竞争优势。

谋定而后动。从2006年至2012年，在“隐性”的平台战略与“显性”的并购战略下，市场份额迅速向国药集中，从最初的4%提升至目前的17%。而站在全球纬度来看，美国排在前三位的药品分销企业市场占有率高达96％，欧盟的是65％。近10年来，伴随医改的不断深入，中国药品分销行业中的大企业向二三线城市和基层医疗市场扩张迅速，逐步形成了国药集团、上药集团、华润医药及九州通为代表的全国性药品流通集团。目前，国药集团、上药集团、华润医药等药品分销三大集团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以上，前10强占比达50%左右。

初步研究不难发现，“国药战略三要素 = 联合重组 + 管控 + 公司治理”。这个模型是如何推动国药并购战略和平台战略成功的？

2013年12月5日下午，在上海国药大厦董事长办公室，HBR中文版撰稿人独家专访了国药控股董事长魏玉林。他在医药行业工作已经37年，做过工厂的试验工人，站过零售药房的柜台，跑过批发企业的进销业务，自己带队创过业，做过企业运营，曾让不同企业扭亏为盈，主导过公司上市运作，做过上市公司的执行总裁，2013年11月11日升任国药董事长。

双方就坐，交谈，不超过两分钟，你就能感受到他的谈话控制力，表达清晰，有理有据，他不会从理论到理论，他能迅速识别你想要什么，然后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告诉你。




人物小传


魏玉林

国药控股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






出生时间：
 1957年4月1日


毕业院校：
 长江商学院EMBA。


简介：
 魏玉林在中国医药行业浸淫37年，从业务员到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公司董事长。操盘了国药控股从小到大的全过程。他以整合、转型、创新、跨越的投资理念，为国药确立了平台战略。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始终保持30%多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市场份额从4%提升至17%。





孵化平台模式

平台模式就是通过网络集成和集约化配置资源的方式，从总部把资金的杠杆放得更大，从而体现规模效益。


HBR中文版：
 2006年国药高层调整，你从天津调任上海总部，以COO身份操盘国药，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魏玉林：
 制定三年后上市的阶段性目标。办企业要很多要素，但首先要有一个远大的企业发展目标，有了目标之后，才能吸引到要素资源跟随你共同发展。




HBR中文版：
 为什么上市如此重要？


魏玉林：
 因为企业缺钱，药品分销业在中国是个典型的赊账经济，医院业务就像一个吸钱的黑洞一样，会无穷尽地吸纳资金，你做得越大垫付的资金就越多。资金驱动型的行业具有高投资，高风险，低回报的特点。所以企业很难做大，具体来说，正常的现金流量模型应该是“应收+库存账期=应付”，不用垫钱经营，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没有财务成本和风险差价就是赚的；第二种情况，应收账期等于应付账期，要贷点款，垫库存，有风险，但库存资金风险可控；最坏的情况是，应收远大于应付，黑洞就出现了，资金链就撑不住了。由于绝大部分企业都缺资金，所以这个行业才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




HBR中文版：
 在行业赊账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药品分销公司？


魏玉林：
 两个大背景：一，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不足，医院要承担市场化的经营，形成了医、药不分的卫生体制；二，2008年开始实行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前者促成了医院对药品零售的垄断，后者造成了在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利益群体，包括生产企业、各级批发企业、招投标机构、医务人员。各种角色分别用不同的手段影响价值链：生产企业有自主定价权，可以高定价；分销企业地头熟，在医院进行药品促销，国产药品95%以上是仿制药，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很多规模小的分销企业利用灰色的操作方式，照样可以生存；政府配置的招投标机构，则掌握了药品进入当地医院的许可证。




HBR中文版：
 公司成立时，复星投入的5.3亿元股本金都用完了？


魏玉林：
 2003年公司成立，有了现金，要做事，当时还谈不上战略，只是有一个目标——做全国药品分销第一品牌，为了能做大就开始收购企业，2004年收购上市公司一致药业43.33%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之后陆续在各省又收购了十几家民营药品分销商，最小的年销售额只有2000多万元，最大的也就1个多亿，实际上2005年底，当初的资本金就差不多投光了。




HBR中文版：
 赊账经济条件下，你的资本金又用完了，不能再快速并购了，如何为上市做准备呢？


魏玉林：
 我发现了一条关键的知识，就是把分散独立的分销模式转型为网络布局的平台模式，平台模式就是通过网络集成和集约化配置资源的方式，从总部把资金的杠杆放得更大，从而体现规模效益。

你看，传统药品商业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最低端，资本价值不高。而商业的本质是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放大价格杠杆来赚钱的，药品分销市场放开之后，竞争是充分的，信息越来越透明了，这个时候，商业要靠资源不对称和企业的规模效益来获得比较优势。如果仍然只做简单的贸易服务，不用说上市了，生存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创造的价值太小了。




HBR中文版：
 平台模式如何解决传统药品商业模式的困境？


魏玉林：
 向平台模式转型要做两件核心的事：一是管控模式要变化，二是贸易要服务化。在管理上，2003年到2006年，是跑马圈地的初级阶段，上海总部实际上是一个财务投资型总部，只有几十个人，有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党委等部门，管理相对较为粗放，下面子公司各干各的，总部不设立运营部门。我接手COO时，规模上我们已经第一了，要想成功上市，就要做运营整合，搭建总部运营平台最为重要，只有做大总部，实现专业化管理和一体化运营，释放规模效益，才能有机整合要素资源，提升存量，扩大增量，从而保持领先。




HBR中文版：
 怎样实现总部集权？


魏玉林：
 首先搭建了总部的业务平台，主管全国业务运营，业务平台有两个功能，一块是纯销（终端药品销售），一块是分销。纯销以上海业务为基础平台，分销则是把天津的分销业务（当时有30多亿元销售额和1个多亿的净利润）与上海的分销业务整合在一起，然后又在总部成立了运营管理部，总部开始对各地的子公司进行职能和业务运营管理，并把预算、人事、财务、考核等等管理都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我们的管控模式从财务投资型总部转换成运营型管理总部。




HBR中文版：
 为什么要把贸易服务化？


魏玉林：
 服务有特色难以模仿，尤其是令客户感动的服务体验，会让其产生服务依赖，对方会慢慢把更多的业务给你，直至全部外包给你，这样，你会慢慢变成服务提供商，传统模式下，你只是贸易商，商品所有权每转移、结算一次，交易关系就终结，服务贸易才是你与客户成为彼此依存的供应链的一部分。



平台战略出炉


HBR中文版：
 你到任国药的头三年，实际上成为了国药并购模型的孵化期，以当时10几家子公司为基础，推动管控模式变革和业务模式变革。


魏玉林：
 可以这么说吧。从2006年到2009年，为了筹备上市，我们侧重于整合内部管理，强化运营提升，注重报表质量，连续几年做出了比较好的业绩曲线。其实这是用管理实践孵化未来发展模式的一个过程，我们边做边想：一个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又没有要素资源的优势，应该准备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让投资者相信你呢？所以，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考虑更大的目标和战略的事情。




HBR中文版：
 2009年国药上市前，你做的最重要事情是什么？


魏玉林：
 我们重新制定了目标和战略：目标是，到2015年之前，建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医药网，达到全国一省一公司（二级），一地一公司（三级）。

2009年，我们的销售规模是470亿元，有了十几家子公司，我们又在全国330个城市中选了278个城市作为网络布局目标，这个目标是体系化的，需要综合考虑各地的市场份额、竞争优势以及网络的整体价值；我们的战略就是网络平台战略，2009年国家启动了新医改，指向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我们的平台要顺势而为，用并购的方式，迅速做大，平台越大，价值越大，制造商需要你，医院需要你，招标机构需要你，企业各相关利益人都需要你。你成为一个平台企业，各种要素资源会流向你，企业做大后利用比较优势，最终会形成关键的竞争能力。




HBR中文版：
 你制定这个战略的依据是什么？


魏玉林：
 当一个行业发生剧变之前，有个三个征兆：资本在行业内异常活跃；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新政策频繁出台。可以说，2009年我们在制定战略时，已经看到了一个高度资本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新医改政策同时发生作用的剧变市场，当所有因素已经齐备并冲击到这个行业时，这个市场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企业进行再造的时机来了。我们制定了充满进取心的目标，平台战略则是我们认为支持目标实现的最有效的战略。




HBR中文版：
 政府一直未能建立全国性医药流通网络，你们靠什么做到了？


魏玉林：
 首先就是要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能发现别人不知道的知识。当你第一个提出这个战略目标时，它与常人的理解往往是相悖的，2009年没有人理解我们提出的全国网络。所以企业家看问题既要有高度，前瞻性，也要有不同的纬度，要有“具象思维”的能力。“瞎子摸象”，谁错了？每个人都认为说出了真理，因为他摸到的东西就是那样的，只是你从更高的、更完整的角度看到了那是一头大象，你也不用争论，而是要对他们说，你说得对，但只对了一部分。




HBR中文版：
 你是怎么把“大象”讲成故事给投行听的？


魏玉林：
 我与他们讲道理，做利益分析。医改谁受益？首先，医改实施广覆盖，老百姓是受益人；其次，像国药这样的平台服务商一定会受益。原因有三：对招标和降价的品种我们具有选择性，对客户我们可以提供多品种一站式服务。平台做大后，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果；我们是全国性的地方公司，在医改过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为生产商、政府招标机构、医院等利益相关者提供个性化和全面的解决方案，通过为利益相关方创造服务价值而获得依赖，从而支撑我们的扩张和发展。




HBR中文版：
 国药作为平台服务商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魏玉林：
 平台服务商追求的是为客户提供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便利的服务，市场份额大了，品种多了，更换品种就成为我们抵消药品招标导致药品降价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可以用高毛利品种替换低毛利品种，以保证我的盈利空间稳定不变，公司即能规避医改风险也能抗经济周期。企业的价值就会大大提升。投资者喜欢这样的公司，市场就接受了，2009年实现了高溢价发行上市，融资100亿港币。




HBR中文版：
 支持平台战略的结构是什么？


魏玉林：
 就是强大的后台与高效的前台。总部是后台，直接对前台，前台包括省级二级子公司和地市级的三级子公司。管控模式是战略管控与运营型总部的结合，总部是战略决策，资源配置，风险管控，文化传播等管控平台，聚集着高效能的团队和高度信息化的运营系统。它会复杂到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看起来是个大矩阵，更强调垂直管理模式的效率和统一，突出专业化管理和一体化运营的优势，在这种结构下，总部对前台有着非常强的控制力。




HBR中文版：
 采取这种运营型管控模式的原因是什么？


魏玉林：
 总部要成为整合上游资源的平台，这种独特功能造就了它的资源配置能力，也使前台具有了更有效管控和指挥能力的基础。如果总部没有集约化运营的能力，就不能实现高效管理，也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比如我们实现的集采，有五个统一：统一寻源，统一谈判，统一付款，统一物流，统一营销。你分散时拿不到的产品资源，合起来之后与人谈时就可以拿到。我们为供应商提供供应链的数据，第三方物流服务，做冷链服务及分包装服务，通过做广阔市场的深度分销，为供应商提供互补性服务，这些服务体现了顾客价值，供应商就愿意给我们更多的品种和让利。




国药控股与国际对标公司麦卡森比较

数据来源：国药控股

国药控股


公司简介
 　成立于2003年，是跨所有制、跨地域的大型医药集团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药品及医疗保健产品分销商及领先的供应链服务商，公司拥有并经营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网络。


发展模式
 　通过“并购+平台”做大做强。


财务数据（2013年上半年）



总资产 972亿元，净利润17.9亿元，毛利率7.82%，净利率2.25%，运营周期32天。





麦卡森


公司简介
 　成立于1833年，是美国第一大医药批发商，全球500强，是全球领先的配送、信息和医疗健康管理服务供应商。


发展模式
 　通过“外部并购+内部调整+企业创新”，聚焦医疗、技术进步和服务延伸。


财务数据（2013年上半年）



总资产2210亿元，净利润50.9亿元，毛利率6.03%，净利率1.27%，运营周期12天。





优劣比较

麦卡森身处成熟市场，竞争充分，市场份额较为稳定，增长和盈利能力要弱于国药控股，但是其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好于国药控股，其运营周期为11天，远低于国药控股的32天。





拿捏并购分寸


HBR中文版：
 从2009年成功上市到2012年，国药进入密集并购期，为什么把“并购”称做“联合重组”？


魏玉林：
 并购是战略的实现方式，“联合重组”这四个字更能体现“平台战略”的内涵：并购不是吃掉你，而是更强调整合发展。在技术上，股权配比基本上是三七开，国药70%，对方30%，这就保证了国药对被并购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其实企业的运作是建立在资源组合基础上的，由于重要资源都集中在总部，子公司缺钱缺资源就做不了事，所以子公司和总部是相互依存型的母子关系，总部既管控也服务，服务也是最有效地管理。




HBR中文版：
 在资本市场的呼应下，2009年之后药品流通业并购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魏玉林：
 2009年之前，地方分散的批发商都希望我们收购它，联大靠强。一般都是按净资产进行收购，没什么溢价，被收购者的需要很简单——国药的资金、品种、品牌和平台，2009年之后不同的是，主要竞争对手开始跟进，把并购战场指向了一些资质优良的地方分销商，收购价不断抬升，PE从3倍一路涨到25倍，市场开始脱离理性。




HBR中文版：
 并购对象为什么选你，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魏玉林：
 举个例子吧，2011年的一个月之内我亲自谈了三家。其中一家是北京的一家企业，年销售16亿元，净利润6000多万元，此前被欧洲某公司看中，只剩下签约了，我找到该企业老板，给他讲国药的平台战略思想，我说，我能给你的真正有价值的不是钱、品种等等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是帮助你实现新的发展，给你一个全新发展理念。我发现这些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一个月之内，这宗交易完成了，PE是12倍，出价没有欧洲公司高。




HBR中文版：
 非理性的并购热潮，对国药的并购战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魏玉林：
 影响是转折性的。2011年我与广东的某分销商谈判，价格也是12倍（PE），竞争对手又去争抢，价格涨到了25倍（PE）。我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与价格严重背离了，这毕竟是轻资产的企业，商业核心价值会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不确定的风险较大。高价格会有高风险，因此我们决定放弃收购，最终这家公司被竞争对手买去了。




HBR中文版：
 你如何把握战略刚性与弹性的分寸？


魏玉林：
 这需要企业家精神的另一种关键能力——底线思维能力，不能做超出资源能力范畴之外的事。市场上高价格的并购让我们意识到，市场已经充斥着非理性，恶性抢购之风。公司战略不能只靠单纯的并购来实现。我们也可以通过要素资本重组的方式进行整合。




HBR中文版：
 这是否意味着放弃了到2015年实施“一地一公司”的目标？


魏玉林：
 战略执行的有效性取决于你审视目标的角度和高度。资本在恶炒，当收购目标都变成了背离价值的资本筹码时，你就要收手了。什么叫战略？第一个宣誓并第一个完成它，就叫战略。我们第一个宣誓建设全国性网络的战略目标之后，在竞争对手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第一个去做了，资本市场认可了，资源向我们靠拢了，竞争者拼命追赶，但为时已晚。2012年上半年，国药全国性网络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毕，份额达到了17%，拉开了与第二名、第三名的距离，彻底实现了领先。



收编地方私企


HBR中文版：
 大规模并购之后，国药成为多元文化的企业，加盟者绝大部分是中小私营企业和老国企老板，他们都有自己的习惯，有的人是靠灰色规则发家，怎么去控制他们呢？


魏玉林：
 刚开始双方是有距离的，为了保证并购的有效性，刚开始要适度进行战略性忽略。对于刚刚加入的老板来说，小老板的身份刚刚转换，老习惯、旧方法不可能马上改变，你要学会忽略，刚开始一定要实现包容性成长，设置一个包容性成长的周期，包容当然是有成本的，效率一定会下降，但为了“一体化”这个大目标，不喜欢的东西，你也要暂时接纳，随着总部管理职能的不断渗透，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放弃老习惯，形成新精神面貌，因为他们通过比较就会意识到，只有接受统一的绩效评估标准，才能在达标后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只有学习了新的管理知识，自身才能够得到发展。




HBR中文版：
 小老板们往往习惯于小富即安，并购之后针对他们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魏玉林：
 很简单，创造比较，像打“擂台赛”一样。根据投资回报率、利润、销售规模等指标，把企业按资质分类，张榜公布。你不要低估尊严的力量，得到表彰的优秀企业，大家在一起开会时非常高兴，业绩一般和较差的企业就感觉不好了，有人就说：“魏总，这不是羞辱我们吗？这种文化，我们极不认可。”




HBR中文版：
 如何化解这种文化冲突？


魏玉林：
 这不是冲突，这种情绪正是我所需要的。由于我们在各地并购的绝大部企业都是私营企业和个体老板，他们是老板文化，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我要让他们知道，想要大发展，就要突破管理瓶颈，光靠老板一个人是不够的，要发挥整个团队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搞了总经理培训班，各种管理职能培训班，鼓励各地公司负责人互相交流比较，他们通过这种比较、学习，迫切地意识到发展企业需要知识，需要管理，需要技术，需要人才，之前小富即安的老板文化自然就被打破了。




HBR中文版：
 这些“地方军”如何在管理上全面融入国药？


魏玉林：
 管理整合是综合性的，包括构架整合，财务整合，业务整合，系统和体制整合，薪酬整合，文化整合等。一方面我们不求一步到位，文化融合是彼此的，平均下来三年就会接受你的管理了，当然也会遇到极个别情况，小股东只想要你的资源，不想让你管他。他的企业始终不愿对你开放，文化融合不了，对此，我们的态度就是坚决退出。另一方面，该做的必须做：一，制度嫁接和信息嫁接，对方做什么，你需要知道；其二，财务总监由总部来派，总部要做到三控：控制钱，控制预算，控制风险。



整合要素资本


HBR中文版：
 你提到2012年上半年国药完全实现了市场“领先”，该如何理解“领先”？


魏玉林：
 就是你一骑绝尘地往前走，别人暂时赶不上来了，你因此有了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当然，领先只是你的第一阶段，只表明你的规模和速度领先了，但结构和综合能力还是不行的。第二阶段是做标杆，走完这一步，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你的管理和架构，会支持你进一步健康发展。第三阶段是领跑阶段，领跑阶段要解决企业基业长青的问题，核心能力是创新。




HBR中文版：
 国药进入了标杆阶段后，并购战略退场，新的经营战略是什么？


魏玉林：
 是要素资本的整合，2012年上半年我们提出了新起点，新征途，新跨越，从传统分销向现代服务转型，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健康服务提供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进入大健康产业。要素资本包括人才，团队，技术，品牌，以及各种关系、各种机会、各种准入门槛等，如果说第一阶段我们通过货币资本并购整合是做加法，那么第二个阶段通过要素资本整合，促进要素的集成和创新，产生核聚变就是做乘法。




HBR中文版：
 原有的组织结构支持要素整合战略吗？


魏玉林：
 在原有的结构下，我们虽有部门却没有体系，虽有流程，但它有边界，还是部门经济，还不能做到资源共享和无边界地合作，所以要推动要素资本整合战略，就要打破部门之间的边界。每个部门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就象盲人摸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整体上就没效率了。就是说，原有的组织架构已经不符合要素资本整合战略的管理需求了。




HBR中文版：
 结构变革过程，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魏玉林：
 我最关心的是信息资源共享及专业化分工和一体化运营的问题，我们计划成立财务资源共享中心，信息资源共享中心，人力资源共享中心，都要做起来。分工是一种成长的动力，资源共享中心是分工的一种高级阶段，共享中心是开放式的，有一些重复性的非核心的工作你可以外包，其实供应链管理就是互相管理与服务外包，彼此形成供应链联盟，整体效率和成本优势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HBR中文版：
 在要素资本整合战略下，业务结构如何进行战略调整？


魏玉林：
 之前业务集中于分销，占整个销售额的96%，其他业态很小，像麦卡森、卡蒂诺，它们并购了很多信息化公司、健康管理公司、医药器械公司等等，我们也要进行相关多元化。我们刚刚投资20亿元，把一致药业做成了工业发展的平台；零售版块，我们与国际巨头谈合作。




HBR中文版：
 在管理上做到什么程度才支持标杆阶段的发展需求？


魏玉林：
 标准化，模块化，专业化，系统化，集约化，一体化。在成为标杆之前，尽管你是行业领先的，但管理还不太成体系，没有形成有效率的系统，标准化不足，个性化东西多，就会出现管理上的短板，到处是撒气漏风。




HBR中文版：
 要素资本整合战略下，国药的利润率可以提高多少？


魏玉林：
 目前我们的净利润水平在2%左右，未来企业净利润的目标是达到5%。目前，全球排名第一的麦卡森、排名第二的卡蒂诺的净利润水平分别为1.5%和1.8%。




HBR中文版：
 要素整合执行到什么程度才意味着国药可以进入领跑阶段？


魏玉林：
 当企业可以有自由现金流，供应商与客户的账期风险可控，企业有了很高的信用等级，有了标准化管理，有了更好的人才团队，拥有相对可控的优质资源，有了更多的要素资本，企业会进入成熟的发展期，当创新成为常态时，我们的企业才可以引领行业不断前行。



抓住治理核心


HBR中文版：
 国药是一家混合所有制的国企，企业家精神如何发挥作用？


魏玉林：
 关键是对资本的尊重，资本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没有效益和价值的事我不干，不尊重资本规律的事我不干。国有企业往往是按照行政体系运行，它更看重权力。现在的很多问题往往出在一些管理者不按照资本的规律去做事，而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做事。结果干不好也做不成事。没有体现对资本的尊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资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真正抓住了资本这个核心。




HBR中文版：
 为什么国药能够实现对资本的尊重？


魏玉林：
 资本如何管企业？用董事会管。我们的董事会始终很清楚自己要的是公司价值的增值和股东的高回报。进一步讲，是要实现对要素资本的尊重：一，尊重企业家精神，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二，实施市场化机制，虽然还不完全，我可以是事业经理人，可以去奉献，但要承认更多的职业经理的市场价值，并给予对等回报，我们实行的是市场化报酬，很多人才愿意来，包括外资企业的人才也愿意来。




HBR中文版：
 尊重资本这件事，具体是如何体现的？


魏玉林：
 一家公司的操盘手往往掌握着企业的最完全的信息，他与董事会之间就存在信息不对称，首先要注重实现管理层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息对称，一旦董事会发现问题，马上会向管理层提出意见。董事会就是替资本说话，按规则办事，起到的是制衡和激励的功能。




HBR中文版：
 从1到10，如何评价国药的公司治理水平？


魏玉林：
 没有董事会支持，企业家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董事会的功能发挥了70%。在这样的董事会下，执行层就是把事情做得超过董事会的预期，让董事会欣赏。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基本上都能超越集团和董事会的预期。你能做到让领导欣赏你的时候，领导为什么还要去管你呢？




HBR中文版：
 你在国有医药系统已经37年了，如何评价自己的管理风格？


魏玉林：
 我会给你战略和战术，让你先做，你不会做，我就告诉你怎么去做，我就是这样带下属成长的。所谓成功是熬出来，你没有这些经历，你怎么会成长呢？我现在从一线退下来，到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但我不会闲着，我还是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资本没有光顾的领域只剩下医院了，我接下来希望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医疗基金。去做医院的并购整合。医院是重资产，特别是非盈利性医院是高价值，高风险，低回报。不适合用银行贷款去做，短贷长投或融资款也不适合它的经营规律，这个事业有挑战，更适合我去探索并发现资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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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丰是HBR中文版高级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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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光灯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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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聚光灯里搭配几件作品，每件作品均出自一位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之手。我们希望这些摄影师、画家和装置艺术家鲜活、理性的作品能赋予杂志更多活力与信息，更细致地阐释一些比较复杂抽象的概念。

本月我们展示的装置艺术出自艺术家莉莉安娜波特（Liliana Porter）之手。她出生于阿根廷，目前生活在纽约。波特利用在跳蚤市场和古董店找到的物件、玩具和雕像创造出画面，称之为“反映人类状态的戏剧性装饰图案（the atrical vignettes）”。更多作品，请关注 lilianaporter.com
 。





聚光灯 Spotlight




工作生活，尽在掌握

鲍里斯格鲁斯伯格（Boris Groysberg）

罗宾亚伯拉罕斯（Robin Abrahams） | 文

程明霞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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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兼顾工作与生活，就要聚焦人生核心目标，深思熟虑做出取舍。具体可分为5个方面：定义自己的成功、巧妙使用通信技术、在职场和家庭建立起强大的联盟、慎重选择出差或移居，以及与伴侣亲密合作。






核心观点


难题所在
 　无论如何安排，当代资深高管都觉得很难实现家庭与事业的平衡，致使他们无论在家庭或职场都难以充分投入其中。








解决方案
 　高管们发现，必须在职场与家庭的所有机遇面前做出深思熟虑的取舍，才能使他们更投入，更满意。








研究成果
 　那些精心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才智的高管，通常能够在职场和家庭中获得更高的满意度。






家
 庭与事业如何兼得？高管们会告诉你：乐观地说，这是每个人都心向往之的梦想；悲观地说，这只是个传说。但如果在职业与人生的所有机会面前都能深思熟虑地做出取舍，而非事到临头才仓促应对，高管们完全可以在职场、家庭与朋友圈进退自如。工作辛苦，生活不易，高管已有切身的体会，职业生涯的平步青云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稍有疏忽就可能迷失自我、错失所爱，甚至丧失立身之本。那些游刃有余的人，总能在职场的每个决定、每次活动中恰到好处地兼顾家庭。他们年复一年地把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才智巧妙地配比在工作和生活上，而非仅仅几周或几天。

21世纪的商业领袖就是这样，能在职业追求与个人生活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我们的研究结论。本文基于哈佛商学院MBA学生过去5年对全球近4000位高管的访谈，以及针对82位参加哈佛商学院领导力课程高管的问卷调查。

深思熟虑安排一切并不能确保事业和生活都尽在掌握。有时，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会摧毁一切，比如父母罹患老年痴呆，或幼子遭遇车祸。但在我们的调研中，无论性别，大部分高管面对类似挑战时都能与家人同舟共济，并保持充沛精力。他们的故事与建议分为5个主题：定义自己的成功、巧妙使用通信技术、在职场和家庭建立起强大的联盟、慎重选择出差或移居，以及与伴侣亲密合作。



你的成功你定义

如果让你负责一个重大项目，你一定会很早就明确该项目成功的标准。该原则也适用于深思熟虑的生活：你必须想清楚，成功对你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时，你要明白成功的定义也在与时俱进。

对于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定义，高管们从战术型到概念型不一而足（参见“高管如何定义工作与生活的‘双赢’”

 ）。对有些高管而言，家庭与事业平衡意味着每周至少有四个晚上呆在家；但对其他高管来说，则意味着他要了解每位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还有些高管则认为，兼顾工作与家庭意味着他工作和在家时一样活力十足。

我们的问卷调查反映出的男女差别非常有趣：在定义职业成功时，女性高管比男性高管更看重个人成就、对工作的热情、获得尊重，以及推动变革，而不是组织业绩或者持续的学习与进步。此外，将财务收入列为个人或事业成功的女性要比男性少。而男女高管定义个人成功时最大的共识是，要拥有一份满意的伴侣关系。但男性仅将“拥有家庭”列为成功的标志之一，女性高管则会描述她们眼中美好家庭生活的具体图景。而且，很多女性认为朋友及社交圈与家庭同样重要。

问卷调查的反馈大都是些短语和清单，而在接受访问时，高管通常以讲故事、描述理想自我或完美时刻来定义个人成功。这些故事和定义反映了他们的动机和目标，并决定他们在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如何安排轻重缓急。

比如，一旦工作任务与家庭责任相冲突，男性高管通常以挣钱养家者自居。一些男性高管承认与家人相处时间不够，但他们认为缺失家庭责任是可接受的代价，这为孩子换来了他们自己从未有过的机会。其中一位童年家境贫寒的男高管说，他在财务上的成功既给孩子提供了保障，也让父母摆脱了贫困。另一位高管甚至认为自己的离异并非坏事：“如果回到从前，我还会做同样的决定，专心于工作。所以现在我才能供养家庭，并且成为行业领袖，这些对我很重要。现在，我终于可以专注于孩子的教育……而且在周末花更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

即便那些自认为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实现了某种平衡，并以此为傲的高管，也拿自己和传统意义的完美男人做比较。一位被访高管说，“我每晚陪孩子10分钟，比我工作10分钟要伟大100万倍。”很难想象，一位女性会因为每天陪孩子10分钟而自鸣得意，而男人却会视此为模范父亲的行为。

的确，女性和男性的家庭责任观完全不同。男性仍然觉得自己首要的家庭责任是赚钱养家，而女性则认为自己应该给孩子做榜样。很多女性（远超过男性）强调工作对孩子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女儿们，让她们看到妈妈是能干的职场中人。一位女性说，“我认为工作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是谁。我希望孩子们理解我在做什么。我是个完整的人。”

很多女性说，平衡家庭与工作最困难的在于，要对抗整个社会对母亲角色的传统定义。有位女性说，当她女儿把彭博新闻网叫做“妈咪的频道”之后，她就再也不在家里工作了。另一位女性则说，“收入高了之后，你就能花钱雇人照顾孩子。但最痛苦的莫过于没能多陪孩子的愧疚感，尤其是看到女性朋友辞职去照顾孩子的时候。那是一种‘缺位’的负罪感。”

男女高管都表达了类似的负罪感，并将不留遗憾视为个人成功的一部分。为此，他们通常会将某些重大事件作为标记，比如，绝不错过儿子的少年棒球联赛，或无论怎样每天都要问候孩子一次。一位高管说，“我会把与家人的晚餐列为优先项，就当它是晚上6点与最重要客户的会议。”另一位女性高管则建议说，“要设计好房间格局：在厨房里放一张桌子，孩子可以在那里写作业，丈夫做晚饭，你喝红酒。”虽说是建议，但很明显，这是她个人对完美家庭生活的具体设想。




高管如何定义工作与生活的“双赢”


在定义成功的事业与生活时，高管最看重以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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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的贡献

高管说，伴侣认同他们对成功的定义，贡献了互补的能力，而且给予他们如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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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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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使用通信技术

对于有家庭的高管，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职场保持联络畅通，是个永久的挑战。

在调研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谈及通信技术之扰——邮件、短信、语音信箱以及其他联络方式让他们不胜其烦。对于有家庭的高管来说，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职场保持联络畅通，是永无止境的挑战。很多高管都警惕通信工具之扰，避免一心二用，他们坚守专注的价值。“当我在家时，我就全身心在家，”一位高管说，“在家时，我会强迫自己不查邮件、不接电话，全心全意陪伴孩子。工作时我也会全身心投入。我相信模糊二者的界限会造成很多困扰和错误。”

最后一点是高管的普遍担忧：随时在线会损害业绩。一位高管觉察到，“当你从回复邮件的狂热中摆脱出来，反而会有更多想法。”科学发展史也证明，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都不是在实验室诞生的，而是科学家在处理日常琐事甚至睡觉时产生的。另一位高管则指出，24小时待命实际上会伤害组织的主动性，“如果你的团队里都是些依赖性强的员工，永远要征求你的意见，确实会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但事实上，团队离开你就无法正常运转，并不等于你真的重要。”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高管在工作中也开始减少对通信技术的依赖。有句话说，“你不能通过电话抚养孩子”——一些高管认为管理团队同样如此。只要条件允许，最好的沟通方式是面对面。但如何判断何时应该当面沟通呢？一位受访者把传播信息和交流观点做了严格区分，“讲电话很容易，但认真深入地倾听正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我已经注意到这种趋势，那些至关重要的谈话都开始重新回归面对面沟通。当你评估一项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就一定要当面沟通。”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高管将通信技术视为家庭的侵略者，约四分之一的人视其为救星，剩下的人则表示中立或对其感情复杂。一些人十分反感在家受到智能手机打扰，一位高管愤愤地说，“手机嗡嗡作响时，你实在很难继续盯着球场。”但另一些高管则感激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我可能下午4点就得下班去对付孩子，但是我还会上线，随时与同事保持联系，查看邮件，直到晚上8点。”另一位说，“有时孩子们反感我在饭桌上使用黑莓手机，但我告诉他们，正因为用黑莓我才能呆在家里陪他们。”

无论喜爱或痛恨实时通信，所有人都认同，高管必须学会更巧妙地利用通信技术。总体看来，实时通信可能是个好仆人，也可能是个坏主人。高管们对此的建议倒是相当一致：让你的团队可以找到你，但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你；对自己多任务管理的能力要实事求是；多利用当面相处的机会维持关系、建立信任；并且，让你的收件箱井井有条。



组建强大后援团

所有高管们都坚信，要平衡好家庭与工作，必须拥有一群幕后支持者作为自己强大的后援团。很多高管认为，如果家里没有人可以专职主内，那么花钱请亲戚朋友来帮忙就是必不可少的选择。我们调研样本中的女性高管对此尤其坚定。一位说，“雇人做家务，包括日常采购、一日三餐、帮孩子穿衣服等等，可以让我们回家后和孩子一起做更重要的事。”即便那些没有孩子的高管也需要有人帮忙料理家务，尤其是当年长的父母需要照顾，或者自己生病时。

情感支持同样重要。如果在工作中偶尔遭遇疯狂或不可理喻之事，高管和普通人一样需要宣泄情绪，这时朋友和家人是比同事更可靠的听众。也有时，在遇到某个问题或重大决定时，高管会转向自己的私人朋友圈寻求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身在其中的团队成员很难保持客观。

工作中的支持也很重要。值得信赖的同事是高管们坚强后盾。许多高管都提到，在自己或家人健康出状况的艰难时刻，多亏老板或同事的鼎力相助，他们的事业才不至于脱离正轨。再万无一失的职业规划也难以避免这类突如其来的变故。

“人在年轻时，总以为能掌控一切，”一位受访者说，“但现实很残酷。”高管们讲述了心脏病突发、癌症、父母不能自理等等经历，有一位甚至曾罹患药物性精神失常。身陷种种状况的高管，在导师与团队的帮助下度过难关，重返日常工作。

既然高管不得不兼顾家庭与工作，何不干脆将私人朋友圈与职场社交圈合二为一？这个提议值得商榷。在回收的问卷中，男性高管大都倾向于将二者分开，而女性高管对此的态度则是一半对一半。赞同让两个圈子融合的受访高管说，这让他们轻松了许多，可以在任何情景下都能做“同一个自己”，在工作中交友时也更本色，毕竟他们大部分时间身处职场。而将两个社交圈截然分开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他们在工作之外寻求完全不同的新鲜体验。某位高管指出，“如果社交中心全部围绕着工作，那么你的影响力与思想的辐射范围只会越来越小。”而另外一些高管只想保护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受工作干扰。

女性高管的情况则不尽相同。出于担心职场形象受损，很多女性高管将个人生活与职场截然分开。也有些女性高管在职场对自己的家庭生活绝口不提，因为她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够职业。也有一部分女性高管在工作之外从不谈论自己的职业，甚至不会提及她们有工作。但同样，并非所有女性都表示其职业身份与个人形象存在冲突，有些女性认为时代已经前进。一位女性高管说：“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我就能越来越多谈论我的孩子。”



慎重出差或移居

很多商务人士选择在年轻无所羁绊时频繁出差，累积国际经验。

关于平衡家庭与工作的讨论经常局限于时间管理。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同样重要的还有位置管理，更宽泛地说，是你在这个时代的角色定位。一旦面临出差或国内外移居的选择，高管们的家庭因素就变得举足轻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商务人士选择在年轻无所羁绊时为积累国际经验而频繁出差。在我们的调研中，有32%的高管因为不愿举家移居而拒绝过跨国任务；还有28%的人拒绝跨国工作是为了维护婚姻。

好几位高管讲述了伴侣或配偶选择移居，导致他们的职业路径改变甚至脱离正轨的故事。而且，差旅会因为孩子而变得尤其麻烦。许多女性高管都提及自己生孩子之后就减少了出差频次；还有些高管，男女都包括，因为孩子正处在青春期而放弃了移居的机会。“孩子幼年时，移居很方便，”一位高管解释说，“但12、13岁之后，他们就想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

和男性高管相比，女性高管更少被分配也更少接受跨国工作，部分因为家庭责任，部分因为某些地域文化对女性角色的严格限制，导致她们不愿移居国外。在差旅满意度上，我们的问卷调研样本与学生对高管访谈得出的结论一致。问卷结果中，只有不足1%的男性高管曾因为地域文化顾虑而放弃跨国工作，而女性高管的数据则高达13%。对女性高管而言，差旅地点不同则挑战不同：性别成见、雇用法律、医保条件、对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观念因国而异。一位美国女高管说，在欧洲时她必须额外努力工作，以免让人觉得她颇有成就是因为“看上去很厉害”，她将这一成见部分归因为自己个头很高。另一位女性说，在中东时她参加会议总得与男同事同行，以证明她值得信赖。

尽管女性高管的麻烦尤其多，但跨国工作对任何高管都不轻松，而且很多高管觉得跨国工作并不值得。无论男女高管，在常驻某国甚至某个城市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相当牢固的职业根基。因此，如果差旅确实不尽人意，雄心勃勃的年轻高管们就要早作打算。这样既可以避免被困于不符合自己地理偏好的行业，也让他们有时间获得旅行之外的收获，比如开放的思维、丰富的经验、多种技能，以及不断进取和超群的意志力。有些高管注意到，国际经验经常被当作以上个人特质的标志。“跨国经验当然有用，”一位高管发现，“但那就好比跨业务线的合作一样，结果都是让你知道，并非每个人都跟你想法一样。”还有高管甚至质疑“空中飞人”的未来，考虑到碳排放、航油价格、安全顾虑等因素，跨国差旅的预算可能会不断紧缩。



与伴侣亲密合作

管理时间、管理通信工具、管理社交圈、管理差旅，这个任务清单很长。所有家庭生活丰富的高管都一再强调，拥有自己的成功观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每位家人都认同这种成功观。

我们样本中绝大多数高管有伴侣或者配偶，共同的目标让双方紧密相伴。他们的亲密关系为双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比如不受或少受干扰的工作、充满冒险的旅行、繁重的家长职责，以及来自政治或社交圈的影响。

高管们都强调与伴侣互补型关系的重要性。很多高管说他们非常看重伴侣的情商、专注能力、总览全局的眼光，以及注重细节等特质——总之，就是那些他们恰好欠缺的认知或行为能力。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高管认为伴侣对他们职业最大的贡献就是情感支持。男女高管都经常提及，另一半对自己非常信任，鼓励他们承担商业风险，接受那些短期内不会马上有收益，但长远而言理想的机会。他们还从伴侣那里寻求反馈和坦诚的批评。一位高管说，她的伴侣总是“问很尖锐的问题挑战我的思维，让我能够应付任何反对意见。”

伴侣表达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其核心是要确保高管能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人力资本。高管面对着密集的、多方位的、不间断的压力和需求，最佳伴侣帮助他们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事，精心分配时间和精力，更健康地生活，更明智地在工作、差旅、家庭事务与社交活动的诸多难题中做出选择。

男性高管看似比女性高管从另一半那里获得了更多支持。很多男性被访者都拥有一位全职太太，他们都说妻子心甘情愿照顾孩子，忍受他们长时间的工作，甚至习惯了举家移居的生活方式。但总体看来，他们都不指望妻子是20世纪50年代那种典型的“公司太太”，除了照顾家庭，还要负责招待丈夫的老板来家里就餐，以及为丈夫的客户举办鸡尾酒会。但个别城市与行业也有例外。一位石油业的男性高管说：“如果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像在露营的话，你的妻子和其他同事的配偶交流就变得十分重要。”男性高管不断提及，伴侣不允许他们忽略家庭、健康和社交生活。有人举例说：“我妻子极其重视全家共进晚餐，所以哪怕饭后继续工作，我每晚都回家吃饭。”

相反，女性高管更多提及的是，伴侣乐意把她们从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一位女性的解释很典型：“他很理解我的工作需求，即使工作时间超过我的预期，他也不会给我压力。”换句话说，男性高管赞赏伴侣为他们的职业积极奉献，而女性高管则感激伴侣不干涉她们的工作。

问卷反映出显著的性别差异。88%的男性高管已婚，而已婚女性高管只有70%。60%男性高管的伴侣没有全职工作，而伴侣没有全职工作的女性高管只有10%。男性高管平均拥有2.22个孩子，而女性高管只有1.67个。



明日之星在想什么

无论男女，高管们大多认为，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压力主要是女人的问题。

在我们的调研中，所有受访者都同意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与学生分享他们的观点，这本身表明了样本选择的局限性（Selection Effect），只有看重人际关系的高管才乐意做这件事。至少他们愿意反思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在这两方面的取舍中也很可能深思熟虑过，而且他们也一定有经济实力雇人打理家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虽然在家庭与工作之间挣扎，却都表示总的来说自己是幸福的，很少有人提及自己的婚姻或家庭生活因为职业压力而备受伤害。我们的调研样本是精英群体，和大多数人相比，他们很好地兼顾了工作与家庭，但仍然视二者平衡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见现实之严峻。

访问高管的学生们说，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实践那些协调家庭与工作的有效建议。一位学生说，“所有人都坦承他们不时为家庭做出奉献和妥协，但同时也强调了伴侣和家庭成员的重要支持。”学生们还察觉到，在高管们努力为家庭付出的同时，商业世界几乎没有为满足高管们在家庭生活中的需求而做出任何努力。

男性高管大都承认自己并没有把家庭列为生活的优先项。而女性高管们则比男性更愿意放弃婚姻或生儿育女的机会，从而避免同时承担工作与家庭的压力。有位女性高管说，“我不是母亲，因此没有体会过男女最大的不平等。”但她补充说，“女人如果没有孩子，人们通常会想，她要么没有生育能力，要么就是个难搞的悍妇。所以，虽然我在工作上没什么负面评价，但个人生活却难免被指指点点。”

学生访谈中一个令人沮丧的发现是，无论男女高管都认为，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压力主要是女性的问题。一位学生解释说：“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组织仍然由男性主导，很难指望它们在可预期的未来，为女性高管创造条件，更好地平衡她们的家庭与工作。”

学生们也质疑高管们一个普遍的信条：如果想要工作与家庭二者兼得，就别妄想能够在全球化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位高管告诉学生：“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完美的家庭、个人的兴趣爱好与一份理想的工作”，当时这位学生心想：“这只是他一己之见。”但是随着访谈不断持续和累积，“当每个高管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之后，我开始相信，这就是今日商业世界之现实。”至于这种现实能否改变、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改变，只能拭目以待了。

21世纪后半叶的职场与家庭前景如何？两者将如何并存？现在还很难预料。我们惟一可以断言的是三个简单事实：


世事无常。
 即便那些对工作和家庭都全力以赴的高管，也难免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比如自己突发心脏病，或者家庭成员的死亡，从而打乱他们的人生安排。一位高管一语道破：往往祸到眼前，人们才开始重视“家庭工作相平衡”。这当然也是一种面对人生的方式，但显然不够明智。哪个聪明绝顶的高管会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这种思路在董事会和工厂行不通，那么在个人生活中也行不通。


成功路，千万条。
 有些人在职业路途上步步为营，有些人则看到机会就一把抓住。有些人锁定一家公司，积累政治资本以及对公司文化和资源的深度了解；有些人则频繁跳槽，靠外部人脉和创新想法获得成功。家庭生活也是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适合不同的个人和家庭。有的家庭有全职伴侣照料生活，有的家庭则彼此妥协，确保双方都能工作。关于抚养孩子、移居海外或晚餐桌上看不看手机，都没有统一答案。但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没有人能独自成功。
 无论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多少条，你都不可能独自前行。家庭生活和职场生涯都少不了强大的后援团，而且他们的需求也要你去满足。在追求辉煌的职业成就与个人生活的旅程中，决定将自己的精力投注于何处，对两性来说都是艰难的取舍。我们这项研究给出的最终建议是：三思而行，看清楚后就全力以赴。




调研说明

2008年起，来自哈佛商学院MBA第二年“人力资本管理”（Managing Human Capital）课程的600多名学生，陆续访问了全球范围内3850名企业与非赢利组织的资深高管，包括655位CEO、主席或者董事会成员。

访谈是为了获知今日世界的顶级高管在职业与个人生活的机会面前如何做取舍。这个访谈项目最后成为学生和高管沟通合作的桥梁，特别是全球经济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后，每名参与者都想深入探索，21世纪的高管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

被访群体是平衡且多元化的，44%为女性，56%为男性，来自51个国家，所处领域包括金融、零售、能源、医疗、技术等诸多行业，其中45%的人曾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工作过。

访谈是半结构化的：只要学生的问题涉及人力资本管理，就可以根据被访者的回答，深入讨论更多的话题，以便从中挖掘出他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作为学生访谈项目的补充，我们还对82位参加哈佛商学院2012年领导力项目培训的资深高管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他们对职业和家庭的管理经验。问卷样本包括来自非洲、欧洲、亚洲、中东，以及南北美洲的58位男性与24位女性高管。本文数据主要来自问卷结果，引语来自高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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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里斯格鲁斯伯格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授，曾与迈克尔史林德（Michael Slind）合著《对话与公司》（Talk, Inc.
 ）一书，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年出版。罗宾亚伯拉罕斯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





聚光灯 Spotlight / 专访埃伦兰格（Ellen Langer）



浮躁年代，专念管理

任何领域的卓越者——《财富》50强CEO、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与音乐家、顶级运动员、最好的教师和技工都是专念之人，因为专念是抵达卓越的惟一途径。

陈晨丨译　安健丨校　钮键军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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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近40年间，埃伦兰格所进行的“专念”研究影响了从行为经济学到积极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她发现，关注周遭事物而不是心不在焉地生活，能帮助我们减轻压力、释放创造力并提高表现。她的“逆时针”研究表明，老年人只需表现得有如20岁以前，就能大幅提升健康状况。

在本期《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艾利森比尔德的采访中，兰格详述了在日益喧杂的年代，如何将她的理论运用于领导力等管理领域。






HBR：
 让我们从简单的说起。“专念”（Mindfulness）到底是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


兰格：
 专念就是主动关注新事物。当你这样做时，你就是活在当下。专念能增强你的感知力，对周围环境更加敏感。这是高度投入的主要表现。专念能够创造能量，而不是耗损能量。大部分人都错误地以为，专念既耗神又费劲——脑子一直在转。但真正耗神的是我们随意做出的负面判断和无法解决困难产生的焦虑。

我们都喜欢求稳。因为事态稳定将使得我们能控制住局面。但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变化，稳定只是一种妄求，它反而会让你丧失控制力。

例如工作。“照这个方法做”的说法是错误的。同一件事有很多做法，你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做选择。昨天的解决方案不适用于今天的问题。所以，当有人对你说，“学好了，以后就不用想了”，你就要警觉了，因为这么做将使你不再专念。规则适用于最初的规则创造者，你和创造者越不一样，这些规则就越不适用于你。当你专念时，规则、常例和目标能够带领你，而不是控制你。




HBR：
 根据你的研究，专念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兰格：
 效果之一是增强表现。在一项针对交响乐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演奏者都无精打采。他们总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奏同样的曲目，但因为这份工作的社会地位很高，放弃并不容易。我们将他们分组。一组人需要完全模仿他们以前喜欢的一个曲目，换言之，这样的演奏不用专念。其他人则需要在演奏中加上少许个人元素，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专念。你得知道，这不是爵士乐，所以加进去的东西不容易听出来。当我们将交响乐录好并播放给不知情的听众时，绝大多数人都更喜欢听用专念演奏出来的乐曲。所以，当人们各奏各的乐曲时，效果反而更好。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情形将混乱不堪。当人们缺少共同目标时，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但如果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情景下，并全情投入于当下，结果怎么可能不会更好呢？

专念还有很多其他好处。你将更加专注，记忆力也更强，同时你也更具创造力。当机会出现时，你能够把握好。你能躲开别人尚未察觉的危险。你更喜欢别人，别人也会更喜欢你，因为你会减少对他人的品头论足；你也会因此更具魅力。

你还会因此不再拖延或后悔，因为如果你知道做一件事的理由，就不会为没做成其他事而自责。当你心无旁骛地完成一项工作、在一家公司就职、创造一种产品或执行一项战略时，如果你能完全处于当下，为什么还需要后悔？

我研究专念将近40年，结果发现，几乎从任何维度看，专念都能带来更积极的结果。说专念是万能武器并无不妥。无论你正在做什么——吃三明治、做采访、拆拼某种装置、写报告，你都只有两种状态：专念或心不在焉。如果你专念，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任何领域的卓越者——《财富》50强CEO、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与音乐家、顶级运动员、最好的教师和技工都是专念的人，因为它是抵达卓越的惟一途径。




HBR：
 专念和创新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兰格：
 我与在读研究生加布里埃尔哈蒙德（Gabriel Hammond）做过一项研究，其中实验参与者需要找出失效产品的新用途。我们将人群分成两组。一组为不专念组，我们把产品的本来用途告诉了参与者：这是3M公司有名的失效胶纸。一组为专念组，我们只把产品的性能告诉给了参与者：这是一种无法长时间具有粘贴性的物质。显然，对产品新用途的最佳创意来自专念组。

除了做研究、咨询和写作，我也进行艺术创作，每种活动都和其他有关联。我对专念和错误的研究兴趣就源于一次绘画的经历。我发现自己正在用褐色上色，但我刚才脑子里想的是洋红色，所以我想把颜色改过来。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洋红色也不过是我几秒前才做出的决定。人们常常这样。面对不确定的情况，你会做出决定，如果没实现，那么就撒手不干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实际上是将决定作为你的目标，其实你可以随时改变这个决定，而且新的方案说不定更好。当你专念时，错误就会成为你的朋友。




HBR：
 专念是如何使人变得更有魅力？


兰格：
 我们有几项研究都能证实这点。最早的一项研究是针对杂志的发行。我们发现专念的销售业绩更好，并更受顾客欢迎。最近，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女性高管面临的难题：如果女性使用男性化的强势姿态，人们会觉得她们过于强势，惹人厌恶；但如果她们表现出女性化，又会给人太柔弱，不适合做领导的印象。所以，我们将女性高管分成两组，分别做说服演讲。一组表现得很男性化，一组很女性化。我们通过暗示，让每组中都有一半人处于专念状态。结果，所有听众都更喜欢专念的演讲者，与她们表现出的性别倾向无关。




HBR：
 专念是不是也会让我们少对别人妄下断语？


兰格：
 没错。我们都容易在无意识间把人归类：他很死板，她很冲动……但如果你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人，将失去和他人愉快相处或让对方发挥闪光点的机会。专念能使你懂得包容他人。人们做事自有其原因，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做过一项研究，其中人们需要给他们的性格特点打分，包括他们最想改变的性格和最喜欢的性格。结果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矛盾：人们想改掉的性格，往往是他们最喜欢的特点。比如，我之所以无法改变冲动的性格是因为我很喜欢自主。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让我不再冲动，你就得说服我不再喜欢自主。但当你从自主，而不是冲动的视角看我时，你很可能就不想说服我改变了。



用专念来管理

我告诉人们要学会融合，而不是平衡工作与生活。“平衡”意味着两者是对立的，毫无共同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HBR：
 管理者还能怎样变得更专念？


兰格：
 一个方法是想象你所有的想法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样，你就不会恶意揣度别人。你要找到理解他人的方法。

还有，当你为一件事心烦时，比如一名员工迟交了报告，或没按你的设想完成任务时，你要问自己：“天会因此塌下来吗？还是只多了些小麻烦？”很可能是后者；烦心事大都如此。

有一点很重要：人们要融合工作与生活，而不是平衡这两者。因为，“平衡”意味着是两者是对立的，而且毫无共同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工作和生活都主要和人有关，都有压力，都需要做规划。如果你将工作和生活分割来看，就不能借鉴彼此的成功做法。当我们专念时，将发现工作和生活只是一种人为归类，这种区分不应该限制我们。

你也要知道，压力并非来自事件，而来自你对待事件的态度。你认为某件事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后果将很糟。但预判只是一种虚拟，我们无法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告诉自己不会丢掉工作的5个原因，再想出5条如果你丢掉工作可能带来的好处，例如新的机会，更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等。这样，你就从认定某事必定发生转变到认为它可能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你也能应对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问自己三个问题：是否真的是公司惟一能做事的人？只有一个方法可行？如果你不做，公司就会垮掉？当你转变看问题的角度后，压力自然就消失了。

专念还能帮你意识到，结果无好坏，只有A、B、C、D几类，每个结果都蕴藉着挑战和机会。

如果你能给出一些实例，我会结合这些实例再阐述专念的作用。




HBR：
 我带领的团队分歧很大。成员为不同的战略激烈争吵，我需要抉择到底使用哪个战略。


兰格：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人申请法官仲裁，一个人说了他的理由后，法官说，“没错”。另一个人说完之后，法官也说，“没错”。两个人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没错”。法官还说，“没错”。

我们都有这样的潜意识，认为解决争端就意味着必须在两方中做出选择，或有所妥协。但双赢的方案几乎能适用于所有情形。不要让人们深陷于自己的观点，而是要让所有人都退一步，把观点亮出来；让其中一方站在另一方的角度争论，这样他们会发现对方也有道理。然后，你就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HBR：
 我是一名要务缠身的高管，现在正在经历一场人生危机。


兰格：
 如果因为家庭问题，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我会说，“艾利森，家里出了点事，我有些心神不宁，希望你能谅解。”你可能会说，“不是吧，我上周家里也出了点事。没关系，我能理解。”然后，等事情过去后，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做之前的事，但这时我们之间有了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未来极有帮助。




HBR：
 我是老板，需要给一名表现不够好的员工做反馈评估。


兰格：
 首先，你要说明评估只代表你个人观点，不代表真理，这样就使对话成为可能。比如，一个学生或员工在做一加一，算出来结果是一。老师或老板可以直接说“答案错了”，也可以试着琢磨对方是怎么算出来的。员工的回答是，“如果你把一团口香糖和另一团口香糖揉在一起，那么一加一等于一。”这回老板学到了新东西。

作为领导者，你可以表现得有如上帝，让所有人见到你都浑身颤抖。但这样做你什么都学不到，因为人们不会跟你交流，你将变得很孤立而且不开心。身居高位不见得只能成为孤家寡人。作为领导者，你依然可以对人敞开心扉。




HBR：
 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更专念的组织？


兰格：
 在给公司做咨询时，我一般先会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有多么不专念，以及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只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才是不专念：你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做事方法，但并没产生预期效果。显然两者是矛盾的。所以，工作时，你就要全情投入，并注意周围的事。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任何事都不只有一种解决办法，事实上，你甚至不能确定最初的选择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地。换个角度，所有事物都会不一样。

我给领导者的建议是，他们应该容忍“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而不是要求必须知道，这样，其他人也就只能假装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各种尴尬和焦虑。第二是取消“零事故”政策。如果你实行“零事故”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全谎言政策。鼓励人们质疑：“为什么？这么做比起那么做有哪些好处？”当你这么做时，人们就可以不那么紧张，最后所有人都能更好地发现和把握机会。

一些年前，我和一家养老院合作。一次，一名护士向我埋怨她的一位病人不愿去食堂，她只想呆在自己的房间，吃花生酱。我插话说，“吃花生酱怎么了？”她回答道，“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怎么办？”于是我说，“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你可以在食物开销上省下一大笔钱；但更关键的是，现状其实反映了食物准备和供应的问题。如果只是一个人这么干，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总有人这么干，其中肯定蕴含着机会。”




HBR：
 我猜你不喜欢列清单？


兰格：
 第一遍看清单是可以的。但第二遍再看时，大部分人都会心不在焉。按照飞行指南，在飞行时，飞机的襟翼和油门都应该打开，而防冰设备应该关闭。但如果是雪天，防冰设备仍然关闭，飞机就会出事。

如果清单能提供你当下需要获得的有用信息，那么列清单就不是坏事。例如，“请注意天气状况，基于这些状况，防冰设备应打开还是关上？”或“病人的肤色与昨天比起来，有哪些变化？”如果你的问题能让人专念，你就将他们带到当前的场景中，并能更好地规避意外事故。

顺便说一句，专念地说带含金量的话还能提升你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想赞美他人，“你真好看”远没有“你的眼睛今天看起来特别有神”来得妙。说这样的话，你必须专念，人们也会注意到并感激你的专念。



专念 VS. 专注

你需要一种适度的开放——你能注意到自己正在做的事，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否则你会错失其他机会。


HBR：
 从你开始研究专念到现在，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环境更复杂，不确定性也更多。每时每刻都有新数据和新分析进入我们的视野。所以，想在纷扰中寻找方向，专念显得更为重要，但这些纷扰也让专念变得更难。


兰格：
 我觉得纷扰只是一种感觉。很多人说信息太多，我认为，现在的信息并没有比从前更多。不同的是，人们觉得他们必须了解信息，因为他们知道的信息越多，产品就越好，公司就越赚钱。我觉得的重要不是你接受了多少信息，而是你如何接受信息。后者就需要专念。




HBR：
 科技对专念而言，更多是阻碍，还是帮助？


兰格：
 正如前面所说，专念可以用于任何事。我们在研究多任务管理时发现，如果人们能保持开放的心态并模糊任务边界，将很有帮助。你在一件事上获得的经验也能用于其他事。我们应该学习科技中充满趣味和吸引力的特点，并将它们带到工作中。




HBR：
 《哈佛商业评论》最近有一篇关于专注力的文章，作者丹尼尔戈尔曼说，运用战略和探索战略同样重要。怎样才能在专念，即不停地注意新事物和埋头苦干的状态之间找到平衡？


兰格：
 警觉，或高度的专注，往往是不专念的：当我骑马穿行于树林间，警觉地观察四周的树干以免脸被打到，就可能忽视地上的石块，于是马被绊倒，我翻落下来。但我觉得丹尼尔的专注不是这个意思。你需要的是一种适度的开放——你能注意到自己正在做的事，但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这么做，你会错过其他机会。




HBR：
 我们发现，现在管理界提到专念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研究了数十年的概念，业已成为主流？


兰格：
 有一次我参加派对，先后有两个不同的人和我打招呼说，“到处都是你的专念之术”。不过，我最近刚看了一部新电影，片头有个人在哈佛广场问路人专念是什么意思，结果没人知道。所以，要做的事仍然很多。




HBR：
 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兰格：
 兰格专念机构（The Langer Mindfulness Institute）致力于三个领域：健康、防衰老和职场管理。在健康领域，我们要继续推广“身心合一”（Mind-body）的理念。多年前，我们研究过旅馆女服务员与视力检查的关系：当女服务员被告知工作内容是体育运动后，她们的体重出现下降；当人们从底部的大字母读到顶部的小字母时，因为相信能读出更小的字母，所以视力检查结果变得更好。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专念治疗”（Mindfulness Cure），针对的是人们认为无药可救的疾病，看能否减轻症状。我们也在世界各地尝试“逆时针”静休，我们在墨西哥的圣米格尔德阿连德开始尝试，通过经研究证实的科技手段，我们希望帮助人们更大胆地生活。

我们也在做关于融合工作与生活、专念领导力和战略过程、减压及创新方面的会展和咨询，参与者有Thorlo公司和桑坦德银行，也有CARE（美国援外合作组织）和佛蒙特州能源行动网（Vermont’s Energy Action Network）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有人跟我说，我有点让我的学生吃不消，因为我总突发奇想。我现在的奇想是给孩子们提供专念训练营。我们可以将20个孩子组成一组，然后按性别，年龄，发色甚至是服装的颜色等标准分成小组，直到他们发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说了30年的那句老话，消除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人们更多地看见差别。我们也可以加入游戏，并在其间重新分组。或者，我们给每个孩子一次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这样孩子们会发现，成绩只能反映一个人在某种条件下的能力。比如，如果网球赛能连发三次球，我肯定能打得更好。




HBR：
 关于专念，你希望所有高管都能记住哪一点？


兰格：
 答案有点老生常谈，但我坚信，生活就是由无数的瞬间组成，此外无它。所以，如果你能使每个瞬间都有意义，生活就有了意义。你可以专念，也可以心不在焉。你可以赢，也可以输。最糟的是心不在焉，并输得一塌糊涂。所以你在做事时，要专念，注意新事物，让手上的事变得有意义，这样你就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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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职场高管跳槽的情况明显减少，他们的学历背景、性别比例以及晋升路径也发生了诸多显著变化。如果你有进入高层的雄心，就必须尽快步入正确的道路。






每
 个时代的企业高管都有鲜明的共同特征：一个世纪前主导最强大企业的，是创立福特汽车的亨利福特、携自己公司加盟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这样的创业者；20世纪20年代，高管跳槽成为风尚；50年代，在终身雇佣制下，高管更多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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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莉莉安娜波特（Liliana Porter）




作品：着绿衣的斧人，立方体，小雕像，7 1/4″ * 6″ * 6″




年代：2011年





时代在变化。在《通向巅峰的新路》（
The New Road to the Top
 ，《哈佛商业评论》2005年1月
 ）一文中，本文作者中的卡佩利和哈默利对比1980年和2001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世界100强企业中职位最高的10名高管的个人和职业信息。当时的研究发现，高管中终身员工的比例减小，跳槽频繁的年轻高管开始跃上舞台。

本次研究加入了2011年的数据。相比此前，高管人员特征的变化最显著：自前次研究以来，高管中女性和在美国之外受教育者的比例均有所提升。

2008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给高管层构成带来了耐人寻味的变化：金融机构在危机中受创最深，美国国际集团、美国银行、房地美等金融企业被迫重组，因此比10年前引入了更多外部高管；卡特彼勒、宝洁、UPS等状况相对稳定的企业则更多从内部提拔高管。高管的年龄和在职时长均有所上升，这一变化在经济危机前无从预料，但在情理之中：在动荡时期，领导者跳槽显然更谨慎；尽管高管表现不佳，为保持稳定，一些企业也只能维持现状。高管特征变化折射出世界100强企业行业分布变化：重工业和能源企业减少，医疗和零售企业增加，后者女性管理者比例更高，这是女性高管比例提升的一个原因。

我们分析了高管群体的职业轨迹、教育背景、多元性和晋升路径，下文将分别介绍研究结果。



职业轨迹：趋向稳定

尽管企业实施各种完备的高管培养和继任计划，但终身雇员比例显著下滑：2011年世界100强企业领导者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从未换过工作；2001的数字是45%，1980年则是50%以上。同时，高管在职时长却在上升。出现这个矛盾的原因是，全球经济衰退减少了高管流动。

2008年经济衰退复苏的曲折延缓了高管晋升速度。相比2001年，2011年在职高管晋升速度更慢，取得当下职位所花时间更长——在每个职位上平均多停留一年。相对来说，顶层高管总体晋升速度更快，当然也有例外。

相比2001年，2011年在职高管在当前企业工作时间更长；全美企业各级别管理者都如此。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相比10年前，2012年在职管理者在当前企业工作时间平均长12%，这与我们发现的高管在职时长增长基本吻合。据博斯公司年度CEO继任研究，2001年以来高管离职率出现下降。CareerXroads调查显示，相比2001年，美国大企业在2008年之后更倾向于内部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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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经济持续回暖，衰退对高管职业轨迹的上述影响难以为继。企业间具体情况差异也很大：谷歌高管晋升最快，从进入公司到升入高管层平均只需14年；惠普和康菲石油最慢，平均需要32年。

显而易见，高管年龄与晋升到高管层所需时间成正比。惠普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超过58岁，在世界100强企业中位列第6；谷歌高管团队最年轻，平均46岁。谷歌公关负责人吉尔哈泽尔贝克（Jill Hazelbaker）是我们研究中最年轻、晋升最快的高管。她曾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先后担任共和党阵营的发言人和公关主管，是麦凯恩的核心顾问之一。2011年，刚满30岁的哈泽尔贝克直接进入谷歌高管层。即使在谷歌，这样的闪电晋升也很罕见。相比企业，政治组织结构更灵活，能力和进取心过人的领导者能得到不同寻常的机遇。

不同企业高管在职时长的差异更明显。2011年，西尔斯公司在职高管为公司工作的时间平均只有3年，雪佛龙高管则是33年。20家企业自1980年起就保持在世界100强行列中，2011年，这些根基深厚的伟大企业仍有近一半高管是终身员工。雪佛龙和UPS90%的高管一直为公司工作。大卫艾博尼（David Abney）1974年从UPS空运部兼职包裹装卸工做起，历经一系列运营岗位，1999任UPS子公司SonicAir总裁，2003年升任UPS国际总裁，2007年出任首席运营官。通用汽车CEO玛丽博拉（Mary Barra，2011年为全球产品研发高级副总裁）在公司度过了整个33年职业生涯。

当然，并非所有这20家企业的领导者都如此（参见图表《1980年到2011年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变化》

 ）。相比1980年，2011年福特和卡特彼勒在职高管中终身员工更多；在霍尼韦尔这一比例则下降了80个百分点。2011年世界100强中，包括百事公司和美国银行在内的13家企业，没有高管在所在企业开始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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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到2011年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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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公立大学成主角

过去30年间，高管教育水平显著提升。2011年，65%的高管拥有研究生学历，2001年和1980年的数字分别是62%和46%。高管拥有MBA学位最多的企业有西尔斯（75%）、太阳石油（70%）和迪士尼（63%）。AT&T、默克制药和房地美高管受教育程度最高，平均接受19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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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100强企业高管在哪念的大学？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高管比例从1980年的14%降至2001年的10%，并维持在这一水平。2011年默克制药从常青藤毕业的高管最多，达50%，房地美、微软和亚马逊以44%并列第二。

如下图所示，30年来，毕业于非常青藤私立大学的高管明显减少，毕业于公立大学的高管明显增加，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高管小幅减少。这或许是因为，2011年在职高管是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那时公立学校的地位和拥有的资源都接近顶点。

常青藤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显然更有分量：拥有MBA学位的高管中，近四分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宾夕法尼亚或耶鲁大学。在C级高管中，这一比例达36%。




精英商学院学历更值钱

衡量商学院声誉，一看它是否属于常青藤联盟，二看《商业周刊》MBA排名。我们采用1988年《商业周刊》的排名，研究中大部分有MBA学位的高管都毕业于这一时间段。排名前10的商学院是：凯洛格（西北大学）、哈佛、塔克（达特茅斯）、沃顿（宾夕法尼亚）、约翰逊（康奈尔）、罗斯（密歇根）、达顿（弗吉尼亚）、凯南－弗拉格勒（北卡罗来纳）、斯坦福和福库（杜克）。在我们的研究中，有MBA学位的高管中28%毕业于上述商学院。

排名11到20的商学院是：布斯（芝加哥）、凯利（印第安纳）、泰珀（卡耐基梅隆）、哥伦比亚、斯隆（麻省理工）、安德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特恩（纽约）、耶鲁和西蒙（罗切斯特）。2011年拥有MBA学位的在职高管中，超过40%毕业于这20所学校。

我们的结论是：顶层高管中在精英商学院获MBA学位的比例更高；相比内部提拔的高管，外部招聘高管中在精英商学院获MBA学位的比例更高。





女性引领管理层多元化

高管构成更多元：2011年在职高管中女性和在美国国外受教育者比例有所提升；但美国男性依然占据统治地位。

女性在金融服务、医疗和零售行业的集中度稍高。在消费品和航空航天企业中，女性更易成功，后者有点让人惊讶。塔吉特、洛克希德马丁和百事公司女性高管比例最高，达到半数。

并非所有企业女性高管比例都显著提升，如下图所示，仍有多家世界100强企业职位最高的10名高管中没有女性。

2011年在职高管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比男性多，但比例差异很小：31%的男性和32%的女性拥有MBA学位；8.48%的男性和8.52%的女性拥有博士学位；拥有硕士和法律博士（JD）学位的女性比例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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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中常青藤大学本科毕业生性别差异最明显：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男性比例是女性的近两倍（11%对6%）。在常青藤大学获MBA的男性和女性高管比例则基本相同。

2011年在职女性高管升到当前职位平均比男性少用3年，但很少有女性能够得到最高职位，2001年情况也如此。只有5%女性高管成功升至最高层，男性高管则是17%。

升至顶层的女性高管平均奋斗28年，男性是29年。女性中层高管获得当前职位平均需23年，男性为26年。女性高管晋升更快，平均每个职位停留4年即获提拔，男性则需5年，2001年情况也如此。（参见图表《三个级别，三种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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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级别，三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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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女性晋升更快？我们认为女性晋升通道与男性不同：女性中层高管更多负责具体业务，如法务总顾问、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等；综合管理岗位男性更多，晋升虽相对较慢，但升到最高层可能性更大。



女性势力上升明显，但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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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到2011年女性高管比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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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高管与女性高管对比


	
在同一家企业度过

整个职业生涯的顶层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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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当前职位平均用时（年）


	
在当前企业平均工作时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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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经历的岗位数量


	
每个职位平均停留时间（年）








2011年同级别在职高管中，男性和女性在职时长相近，在当前企业开始职业生涯的比例也接近（女性28%，男性31%）。相比2001年，男性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明显下降；女性高管中终身员工比例原本不高，因此下降不明显。



工作时长非晋升决定因素

世界100强企业高管如何升至高层？顶层高管（CEO、董事长）与中层（业务部门领导）、下层高管（副总裁）的晋升路径截然不同。为工作投入的时间并非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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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层的努力，在找到工作前就已开始。顶层高管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比例是下层高管的5倍，拥有常青藤MBA学位的比例是3倍。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顶层高管中，外部聘用的比例大于内部提拔：外部招聘的顶层高管中38%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64%有常青藤MBA学位；内部提拔的顶层高管中16%本科毕业于常青藤大学，28%有常青藤MBA学位。如果说常青藤制造“金领”，那么在外部招聘中体现得更明显。

顶层高管升至所在职位，自然比其他两级高管花更长时间。尽管顶层高管一开始就进入了职业发展快车道，但他们需要经历更多岗位，以获得足够的综合管理经验；在上升过程中，他们还需要不断积累权威。中下层高管更可能在具体业务领域充分发展。

进入高层的路径有很多，但通往顶层的道路已被严格规定，想到达顶峰就必须早早踏上那条路。




外籍高管增多

高管层构成多元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外籍高管增多，其比例由1980年的2%升至2011年的11%。外籍高管受教育年限、拥有MBA学位、常青藤大学MBA学位比例与美国高管差异不大。

在规模更大、地位更稳固的企业，外籍高管比例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公司跨国业务更多，外籍员工进入高管层机会更多。以菲利普莫里斯董事长路易斯卡米莱里（Louis C. Camilleri，2011年时任公司CEO）为例，他生于埃及，在瑞士受教育，1978年成为菲利普莫里斯欧洲的业务拓展分析员，1995年任集团下属卡夫食品总裁、CEO，之后任集团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

位于美国东西海岸的企业外籍高管明显更多：在百事（纽约）、英迈（加州）和菲利普莫里斯（弗吉尼亚），56%的高管在美国国外受教育。AT&T（得克萨斯）、达美航空（佐治亚）和雅培制药（伊利诺伊）则没有高管在美国国外受教育。





1980





2.2%




在美国国外受教育


2001





7%





20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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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卡佩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乔治泰勒（George W. Taylor）教席教授、人力资源研究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莫妮卡哈默利是西班牙马德里IE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罗西奥博内是该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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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开云集团CEO：奢侈品收购的增长法则

弗朗索瓦-亨利皮诺 | 文

陈圆妮 | 译　安健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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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皮诺的团队收购新的奢侈品品牌后，通过为收购的品牌提供产品开发、物流、零售商店的开设等帮助，配备具有创造力的设计师和优秀的管理人员，从而实现了收购品牌的有机增长。






20
 03年，我父亲约我去一家巴黎他最喜爱的餐厅共进晚餐，那个时候我俩都住在巴黎。他是Artemis的董事长，这家家族控股公司旗下有我父亲1963年创办的PPR集团以及包括佳士得拍卖行在内的其他多项生意。我的情况是，1985年从巴黎高等商学院（HEC）毕业，1987年进入家族公司工作，在几个月前刚满40岁。吃饭的时候，我父亲突然说他想退下来，并想让我来当Artemis的董事长和CEO，我对他的选择非常惊讶。“你不工作了去做什么呢？”我问他。当时他67岁，而且刚刚见到一个朋友在没有为家族企业准备好继承计划就意外死去，因此他觉得时机到了。

晚餐是周四的事情。当我下个周一走进公司总部的时候，发现自己办公室的家具已经焕然一新——我父亲坐在我的桌子前面。“你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你的办公室在那儿。”他指着拐角处他曾经的办公室说道。他已经利用周末把所有东西都搬过来了。

1992年，我父亲成立了一个“皮诺理事会”小组，由8位经验丰富的商界人士组成，他们的工作就是评估我是否最终有能力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我每年要与他们中的一位进行一对一的午餐会面，然后他们会来我父亲的住所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我非常有幸能够认识他们。但是我不喜欢被放在显微镜下的感觉。2001年时他们得出结论，我是合适的继承人，然后这个小组就解散了。

在执掌Artemis两年后，我兼任了巴黎春天（PPR）集团的董事长和CEO，于是就面临一个关键问题：我应该让业务继续保持父亲管理时的原样，还是让公司有新的方向？PPR集团（2013年更名为开云集团，Kering）拥有五花八门的业务。我们制造建筑产品，在西欧和美国拥有零售商店和邮购业务，在1999年连串的交易后我们收购了奢侈品公司古驰集团。我担心我们的资产与西欧尤其是法国的联系太过紧密，公司需要变得更国际化，更具增长性，以及获得更丰厚的利润。所以，我决定让公司的业务专注于奢侈品部门——即服装和配饰，因为该领域具备更长期的增长潜力。几年以后的2007年，我们获得了彪马的控股权并决定以彪马为旗舰品牌，打造公司的第二个业务战略支柱——体育和生活方式部门。

过去的10年，我们剥离了公司的其他业务，通过一系列的收购来强化我们在全球奢侈品市场的地位。现在，除了古驰，我们还拥有14个奢侈品品牌，包括亚历山大麦昆、布里奥尼、圣罗兰、丝黛拉麦卡妮和葆蝶家。我们业务扩张的核心能力是公司帮助收购品牌实现增长。人们常常关注交易过程，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收购品牌有机增长，并且从整个集团的经验中获益。在和丝黛拉麦卡妮或者克里斯托弗凯恩这样的品牌合作时，我们与它们分享集团的物流、IT以及发票系统，以便它们能更高效地开发产品。我们还为它们提供旗舰店的选址及店铺开设辅导，也帮助它们招募合适的人才。

公司业务的转型使得我们规模变小，但是业务更加集中、盈利也更为丰厚。2003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销售额缩减超过了50%，从244亿欧元降到97亿欧元，但是利润却上升了约40%。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国际化，2007年开始，公司来自法国的收入从41%降到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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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业务聚焦

我在公司的历练很多，也在不少父亲建立的B2B业务中工作过。我曾经负责一个生产窗户的部门；管理过公司的非洲业务，负责30个国家的汽车进出口经销。但是，在公司收购古驰之前，我毫无奢侈品行业的经验。收购之后，我担任古驰的董事，从那以后才开始了解这个行业。

在担任PPR集团的CEO后，我开始评估我们的战略。我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能否行得通？经济全球化是过去15年间的一个重大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海外扩张都是异常复杂的。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虽然不断丰富自己的产品线，但更愿意将业务范围限定在与本土临近的市场。美国公司有可能这样做，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是法国的市场则相对较小。PPR变成拥有多种业务的企业集团，并不是我父亲的宏大设计，而是因为他为了维持增长而不停地收购。我接任CEO的时候，公司状况依然良好，但是这种模式已经到了极限。这也是我决定集团聚焦奢侈品和运动领域，打造全球品牌的理由。

当我谈到我们的品牌时，我会避免用“组合”和“集合”这样的词，因为它们让我们的方法听上去显得有些随意。事实上，我们有自己的收购战略，我们最初就对想要达成的目标有着清晰的想法。我们的关键假设是，单一品牌不能覆盖所有价格和风格的细分市场。理论上，我们能够让古驰扩张并覆盖更多的细分市场，而不用收购其他品牌。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做会牺牲古驰的独特性，而这正是它的DNA。因此，我们选择让品牌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当我们考虑是否要收购一个品牌的时候，我们要确保该品牌在集团（各个品牌）中有清晰的使命并且匹配独特的细分市场。

我们帮助收购品牌的重要法则就是助其发展零售战略。服装奢侈品牌在成熟之后，它们的增长通常不再靠批发（主要销售给百货公司和专业的独立零售商店），而是要开始建立它们自己的零售商店网络。纽约和米兰的旗舰店吸引不同的顾客，同时也可以作为广告存在。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合适的条件开店是成功的关键。当年轻品牌加入开云之后，它就进入全球性的商铺网络：我们的专家知道世界上所有大城市开设独立门店的最佳位置，也对全球各地的大商场非常熟悉。我们和许多业主有良好的关系，而且了解合理的租金价格。如果你是伦敦的小品牌，到柏林或者香港开店可能是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而一旦你的品牌成为开云的一部分，我们的专家会帮你实现这一目标。

零售网络的增长需要与品牌自身的能力相匹配，在这点上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奢侈品品牌都犯过错。我们在帮助新品牌增长的过程中也走过弯路。有时候品牌经理过于激进，开店的速度过快，但是如果品牌没有足够的产品组合来填充3000平方英尺的商店，而又签了5年或者10年的合约，就可能面临灾难。10年前，圣罗兰的商店网络铺得太快，一些店面又太大，最后我们不得不关闭或者收缩很多零售店，并且5年没有开新店。后来我们觉得品牌再次具备扩张能力的时候，才继续零售店的开设。有时候情形相反：品牌CEO太过保守，我们则提出挑战，让他们比预想的更快进入下一阶段。

我们帮助品牌在集团内增长，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葆蝶家。2001年，我们收购这个意大利皮革品牌的时候，它的销售额是5600万欧元，其中只有30%来自它的39个直营店。但是，收购之后的12年，它的销售额增长了17倍，现在超过80%的销售来自其在全球的196家门店。2012年，葆蝶家的营业收入达到3亿欧元。这个惊人的成绩不是单靠品牌自身的力量，它的实现依靠了集团的资源和我们的人才管理方法，这样的集团支持在业内是不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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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和经营协同效应

我们买下古驰之后，总结出了一些最好的有关奢侈品品牌人才管理的方法。首先，我们给创意人才很大的控制权。品牌的创意总监并不仅仅只是设计产品，他或她实际上360度全方位控制着品牌形象、门店概念和广告宣传。其次，我们确信创意总监必须和一个强势的CEO相辅相成，这两人的正确匹配能够让战略愿景和创意愿景结合在一起。当品牌开始增长之后，执行则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通过为创意团队找到合适的经营管理伙伴来让其创意变为现实。

成为大公司的一部分也创造出更大的后台协同效应。我们认识所有织物品类和皮革的供应商，所以能够帮助品牌在最好的条件下找到它们所需的东西。每个品牌都全权控制着它们的采购战略，我们的旗下品牌显然也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例如，古驰和葆蝶家就会使用完全不同的皮革。但是，协调采购仍然能够让我们帮助每个品牌在全球范围内找到新的供应商，丰富它们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我们有两个产品开发中心，一个是米兰附近的高级成衣中心，另一个是佛罗伦萨附近的皮革制品中心。这些中心帮助我们的一些品牌，能够更快地把设计师的初步概念变成在商店销售的产品。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需要加快这一过程，一些更成熟的品牌会有不同的基础设施。但在任何情况下需要确保我们的品牌对创意流程（包括研发和创新），采购战略以及供应链和制造的全权掌控。人们常常把奢侈品品牌和展示设计的时装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为了取得成功，公司需要物流系统能够把成品迅速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商店。时装周之后，买家们开始为设计系列下单，我们则启动生产。在9月的春夏时装秀之后，我们在10月到次年2月初这段时间来制造第一批交货的产品。这些产品不是T恤，它们的制作流程很复杂，而且产品还有生命周期。如果交货晚了，后果将无法弥补。如果你能提前一周交货，则意味着额外的销售和利润。

要变成一家全球性公司，我们需要转变企业文化。2008年，在公司总部工作的150人中只有一人不是法国人。到2012年底，我们的员工已经来自18个国家。现在，我们的意大利员工超过法国员工，员工的平均任期是4年，比过去的任期时间更短。与此同时，我们谨慎行事并且坚持公司的根本：我们遵循很多管理实践，其中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对单个品牌的放权管理。



把奢侈品搬到网上

收购伦敦的女装品牌克里斯托弗凯恩是凸显我们收购战略的典型案例。我们在2013年1月宣布收购该品牌，但是已经观察了这个公司好几年。我们认为它是非常有前途的品牌，拥有强大的创意愿景，能够与公司的现有品牌互补。我在并购交易的初期，大约在交易宣布一年多以前就与该品牌的创意总监和创办人克里斯托弗见过面。我去了他的工作室，并且看了他的时装系列。他和姐姐共同创立了这家公司，他们并不是很想出售自己的品牌。我向他解释了我们的运作方式。我告诉他：“如果你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我们是非常适合的。”最后，我们没有买下全部的股权，而只是获得了控股权，克里斯托弗仍然是该品牌的股东。

协议签署以后，我们派了一个小的整合团队过去，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建立报告系统能够让我们追踪公司的财务业绩。我们也和克里斯托弗一起寻找CEO，并让他了解到创意总监专注于创意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准备2014年在伦敦开一家旗舰店，如果没有开云，克里斯托弗凯恩是难以做到这点的。

我们仍在寻找扩充开云旗下品牌的机会。我们认为奢侈品包含高级成衣、配饰（主要是皮革制品）、珠宝和手表。直到几年前，我们只有一个珠宝品牌宝诗龙，它是非常高端的品牌。而我们销售的唯一的手表品牌是古驰。在那以后，我们买下了芝柏和尚维沙，两个著名的瑞士手表品牌；买下了麒麟珠宝，一个精致的珠宝品牌也是开云的首个中国品牌；买下了宝曼兰朵，一个中端奢侈品珠宝公司。我们仍在手表领域努力，10年之后开云的这块业务会更加强大。

在电商领域，我们也在加强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跨越所有品牌的平台，与一家专注于奢侈品电商的网站YOOX有合资项目。但是，电子商务对奢侈品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很难在网上重新创造出与实体店购物同样品质的客户体验，在网上很难区分主流商品和奢侈品。我们认为，开云能够开发主流品牌没有的全新服务体验来实现差异化。例如，现在的成衣市场，人们可以预订两三个尺寸或者颜色，在家试穿然后退掉自己不想要的。但是，假如我们可以通过预约实现让店里的裁缝上门为你改制衣服呢？这是我所想到的奢侈品品牌的线上客户体验，当然这也会成为今后10年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




专注于奢侈品

皮诺简化了他2003年接手的企业集团，并专注于奢侈品和运动品牌。



1999

收购古驰集团42%的股份

收购圣罗兰

收购塞乔罗西70%的股份



2000

收购宝诗龙

收购亚历山大麦昆



2001

增持古驰集团的股份至53.2%

收购葆蝶家

与麦卡妮合资推出

丝黛拉麦卡妮

收购巴黎世家



2003

继续增持古驰集团的股份至67.6%



2004

增持古驰集团的股份至99.4%

收购塞乔罗西剩下30%的股份



2008

收购Sowind集团23%的股份（芝柏和尚维沙）



2011

增持Sowind的股份至50.1%

收购布里奥尼



2012

与YOOX成立致力于电子商务的合资企业

收购麒麟珠宝的多数股权



2013

收购克里斯托弗凯恩51%的股份

收购宝曼兰朵多数股权

收购奥图扎拉少数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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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索瓦－亨利皮诺是开云集团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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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收购式创新与教育创新这四种模式各具潜力和局限，中国创新有其现实复杂性。






中
 国人曾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水车；纸币、票号、公务员与科举制度这些极具创造性的金融与教育体系也诞生于中国。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相比欧洲经济体更为开放，更加市场化导向。然而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西方才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发源地，中国只能培养出死记硬背、墨守成规的书呆子。在那里，人们虽然努力研发，却极少产生突破性的创新。

我们试图找到原因，但答案却莫衷一是。有些人将之归咎于工程师创业者。动点科技（TechNode）网站编辑杰森林（Jason Lim）认为，“大多数中国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不是设计师或艺术家，而是工程师。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缺乏创造力，想不出新点子或新设计。”

另一些人则指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致使侵权事件规模空前。他们指出，盗版苹果产品并非中国独有，但只有在中国，冒牌的苹果专卖店堂而皇之的经营，而且店内员工都以为自己真的在为这家美国公司工作。

还有一部分人抱怨中国的教育体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Ichisada Miyazaki）将当代中国的应试教育称为“中国的考试地狱”。当学生把全部精力用于提高考试成绩时，他们怎么可能成长为创新者？

本文三位作者在中国有几十年的实地经验与研究。从我们共同撰写的几十个案例中不难发现，上述这些观点均有可取之处（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许多最具创新能力的西方公司也是由工程师创办的）。不过，这些批评无法揭示当代中国创新状况的全貌。中国不乏企业家和市场需求；而且基于中国政府的雄厚财力和强烈的政治意愿，中国完全有潜力制定出一系列经济政策，重构教育和科研机构。美国正是依靠这些措施成长为科技强国的。但这种潜力能否变为真实的能力？在我们看来，中国面临的挑战相当巨大。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收购式创新和基于教育改革的创新，纵观中国创新发展现状，人们可以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对中国寻求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前景和所面临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自上而下

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明确表示，要在2020年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社会”，到2050年实现科技强国。这看似不是空话。中国中央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并制定了相应的监督措施，督促地方官员彻底贯彻这一国策，甚至村级官员也被纳入其中。

事实上，近4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动用财政资金，自上而下地刺激创新，并表露出强烈的政策意志。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并改革了苏联式的中国科学院，以便在同行评审（而非政治）基础上，为预商用的大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这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运作方式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国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资助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的进一步商业化。1985年，第一个高新开发区在深圳成立，此后这种趋势在中国势不可挡。如今，高新区已成为中国政府官员考察各大城市的常规项目。

对风电行业的鼓励政策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新兴创新产业的推动作用。2002年，为鼓励制造商的竞争，中国政府对风电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国外进口产品很快涌入尚未成熟的中国市场。仿照其他行业的模式，政府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时，国内企业产品必须占70%。虽然外国公司持续在中国加大投资，但到2009年，在排名前10位的风电企业中，中资企业达6家。这促使国内企业的产品销量在全行业总销售额的占比呈井喷式增长，从2006年的51%一跃升至2010年的93%。

依据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在短短几年内，中国要实现对进口技术的依赖度降至30%以下，增加国内研发资金，在政府确定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即生物技术、节能技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和先进材料）领域，超越国外竞争对手。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给予中国公司出口补贴，并出台政策，要求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尽可能采购本国公司产品。尽管有人指责这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的条款，但极少有跨国公司因此退出中国市场，相反，它们顺应了中国支持自主创新的进程。

中国政府常常设定宏大的目标，其实现目标的能力在高铁项目和登月计划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项国家级项目，需要投入的资金、技术和改良技术，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强大的政治意愿下，中国能够像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那样，通过政府资助项目实现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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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流失与人才引进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就读国内大学，但也有很多人开始选择美国高校




2001年 6万3211人；2011年 19万4029人





自下而上

二战后的30年间，日本很多行业在技术上超越了美国。现在，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创新做着同样的事。

尽管中国强力推行创新国策，但即便是最强有力、最有信心的政府也难免力有不逮。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对于创新的阻碍作用绝不容忽视。

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探究这些是如何束缚企业创造力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田溯宁返回中国，创办了亚信公司（即现在的亚信联创）。这家电信业的初创公司，三年内成长为320名员工、收入4500万美元的公司。

1996年，出于对中国电信业技术变革步伐缓慢的失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说服田溯宁离开亚信，去领导一家刚创立的新公司——中国网通。该公司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连接300座城市的光纤网络。2001年，当三位作者中的一人（麦克法兰）参观该公司时发现，这是一家极具创新性的公司，拥有开放的创意文化，尽管它的四个股东都是政府机构。

2002年，电信巨头中国电信被政府拆分，该公司在北方10省的分公司被划归中国网通旗下。一夜之间，田溯宁要负责管理一家拥有23万名员工的企业。

两个组织之间的文化冲突异常激烈。许多中国电信员工视田溯宁为来自美国的外来人，认为他要用不符合国情的方法改造公司。合并半年后，麦克法兰把我们所做的中国网通案例拿给70名中国高层管理人员看，其中包括20名电信从业人员。这些人非但没有从案例中组织变革和商业成功之间的关系中学有所得，反而集体攻击田溯宁，认为他的管理方式不够“中国化”，同时指责麦克法兰没有从积极的角度呈现中国背景下的硅谷文化。田溯宁很快辞去了中国网通的CEO职位，后来又退出了董事会。

由于要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中国网通最终外表看起来很像一家现代化的电信公司，但它的核心仍是国有企业。

但即使没有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市场的现实仍然促使企业追求渐进式发展而非突破性创新。想一想B2B门户阿里巴巴公司，这家网站在2001年摇摇欲坠，让人担心它随时会破产。但是，通过创造性地改进国外技术，满足发展中市场的需求，阿里巴巴目前在近250个国家为8000万客户提供服务，旗下的拍卖网站淘宝网最终成功将eBay挤出中国。百度的例子也很有趣，作为中国搜索引擎的领导企业，它既无任何技术突破，也不挑战政治权威，但在中国本土的成长极其迅速。为满足中国区域市场的不同需要，它量身定制产品，并进行组织和流程改造，如今百度占据着世界最大搜索市场80%份额。

二战后的30年间，日本很多行业在技术上超越了美国。现在，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创新做着同样的事。技术改良已成为一种收益丰厚的惯用做法。不过，通过收购获得技术则是不可忽视的新趋势。



收购式创新

媒体已多次报道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热潮，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标的大部分集中在大宗商品和资源行业，投资地多集中在非洲与拉丁美洲。

但最近，中国企业开始加大对美国和欧洲的技术投资，这一趋势不可小觑。其背后原因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厌倦向西方公司支付高额的许可费和专利费，在政府鼓励下，它们寻求通过收购技术和人才，达到购买而非租用突破性创新能力的目的。

华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公司驻华盛顿特区对外事务副总裁、美国前外交官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mer）曾将这家电信巨头形容为“你从未听说过的大公司”。当华为在全球设立了16家研发中心，并试图并购美国公司之后，现在没有人再这么形容华为了。（同时，华为在美国的并购也引来了诸多非议。）

海尔，中国家电和消费电子产品的领头制造商，同样拥有广泛的全球设计和研发中心网络，遍及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意大利都灵则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的选择，江淮汽车、一汽、长安在当地设立了研发中心。

尽管国内的反西方文化潮流可能还很强劲，但在海外经营的中国民营企业已开始接受外国当地的高级人才。普卢默并不是惟一一位在华为工作的西方高级人才。2010年，该公司聘请了北电网络（Nortel）前首席技术官约翰罗伊斯（John Roese），负责公司在北美的研发业务。

此前一年，英国电信首席技术官马特布罗斯（Matt Bross）加盟华为，负责公司总共25亿美元的研发预算和运营。他们都直接向华为创始人兼CEO任正非汇报。同样，风机制造商金风科技（Goldwind）聘请了来自美国清洁能源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蒂姆罗森茨维格（Tim Rosenzweig），担任公司负责美国业务运营的首任CEO。他又带来了几位拥有卓越背景的跨文化经历与行业专业知识的高级管理人才。

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包括卡特彼勒和小松。最初，三一曾试图依靠本土人才和技术在欧洲和美国取得成功。但几次失误促使企业在与欧洲和美国地区总部紧密相连的地点，建立研发中心，就地招募当地的专业人才。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著名水泥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从曾经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简言之，我们看到中国企业通过日益广泛的收购和合作，填补创新能力上的短板，它们步调一致且成绩斐然。

不过，要成为21世纪创新的领军力量，中国还需要培育未来的创新者。这是中国大学的责任。




外国研发中心在中国增长迅猛

1999年



少于30个




2004年



600个




2010年



超过1200个







来源：《北京周报》、《亚洲时报》、人民网






教育创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就曾建立了强大的国立高校，如北京大学、交通大学。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创造性的私立高校应运而生。

如今，中国的大学东山再起。以清华大学为例。该学校成立于1911年，原本是为期两年的文科大学，专为学生留学美国所设的预备学校，民国时期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到20世纪50年代，学校演变为苏联式的理工类大学。如今，这所学校重新回归为大型综合性大学，入学难度超过哈佛和耶鲁。2016年，清华将开设其首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学院——施瓦茨曼学院，以美国捐赠者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的名字命名，每年招收200名研究生，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清华大学相信，施瓦茨曼学院的学者将成为21世纪的罗德学者。（罗德奖学金是一个世界级的奖学金，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美誉，得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译者注
 ）。

就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而言，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战后扩张或20世纪70、80年代欧洲众多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近年来中国在中学后教育体系上的变化更为显著。文革十年大多数院校被关闭，1978年中国的大学向不到100万学生敞开大门。1998年，入学人数已达到340万，依然远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450万。而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已达2390万，比同年美国大学入学人数多400万。

如今，民办院校和大学在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25%，与公立院校相比，它们的成长速度更快。大型公司也越来越多地涉足教育领域。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建立了淘宝大学，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电子商务经营者、管理者和销售人员。在未来，它将为超过100万在线学生提供商业教育。

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每年将产生更多的博士生，其数量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中国大学正致力于打造高层次、创造性研究和人才的摇篮，将科研与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政府和很多机构都不惜重金资助中国的一流院校。在10年内，中国一些顶级大学的研究经费将追赶上它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同行。而在工程和科学方面，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21世纪，中国的高校能否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标杆？很有可能（尽管目前未有一所中国大学排名在全球前50名），原因很简单，它们拥有相应的资源。但关键问题是，中国高校能否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框架。目前我们的答案可能还是否定的。

在大学里，创新的先决条件是自由追求思想。但是，诸多可比指标显示，中国教学机构中的教师极少或根本无法在治理中发挥作用。

像绝对领导和绝对权力一样，绝对创新的意义也被高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业和教育都能享受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后发优势”，即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高。

当然，近十年来，中国通过技术改良确实实现了一些创新，展现出了一定的创新实力，并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中国能就此领先于全世界吗？中国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智慧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能接纳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崛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存疑虑。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与中国人的创新或知识能力无关，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拥有无穷的潜力，但与其基础教育、大学以及企业有关，在这些机构的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限制。




领导人从素质教育中产生

中国人开始接受很多美国高校笃信的理念，即最好的领导者是那些接受过最广泛素质教育的人。素质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专家，而是让人抱有好奇心、善于思考和秉持怀疑态度。

今天，所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包括在光华管理学院就读的学生）都要选修多种素质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哲学和历史。北京大学还以拥有一项名为“元培计划”的精英文科课程为荣，该计划以20世纪初北京大学著名校长哲学家蔡元培的名字来命名，他曾在德国受过教育。与北大隔街相对的清华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也已实施了一个类似项目，该项目被认为是在中国所有大学的素质及常识教育中最具想象力的课程。

如今，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改革可能与规模和范围无关，关键在于即使是在工程师的领导下，高层机构也已认识到，缺少人性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当一个社会失去文化根基时会发生什么，这一点也许中国的教育领导人比谁都清楚。这是一场改革中的教育革命，其结果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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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Feature



董事会的低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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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帕森斯（Richard D. Parsons）

马克费根（Marc A. Feige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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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推动的变革不能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远见的董事会正悄悄从四个方面进行自我变革：紧密介入公司战略制定和人才管理、合理优化董事会人员结构、与管理层沟通以及与CEO合作。






核心观点


问题
 　外部推动的改革有助于杜绝公司作假、维护股东权益，但对提升战略和改善管理收效甚微。








解决方案
 　作者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成功董事会的创新举措：


介入战略制定与人才管理。
 高效董事会努力了解公司业务，并积极参与选拔高管。


合理化人员结构。
 引入其他公司高管，严格评估董事表现，促进多元化。


加强与管理层沟通。
 董事多做功课，增加实地调研，引入外部顾问。


与CEO紧密合作。
 优秀董事会能为CEO提供集体智慧，设置强势的首席董事以保持独立性。





“董事会的成功事迹可以写成教科书，但其中的魔法很难被其他公司复制。”

——唐果戈尔，Clayton, Dubilier & Rice公司CEO


过
 去10年来，股东、交易所、各州和联邦政府重重施压，美国公司董事会已今非昔比。休长假归来的董事可能发现，除了会议室窗户的位置，一切都变了。

监管部门现在规定独立董事比例必须过半，此前没有硬性要求。如果董事长兼任CEO，大多数公司（标普500强企业中的97%）会委任一位独立的首席董事或主持董事，并赋予他在董事会内外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独立董事通常在CEO缺席的情况下举行闭门会议，这在以往很少见；股东有权评估薪酬委员会决策；审计委员会职责显著扩大。董事须出席更多会议、对公司管理投入更多精力，并对业务更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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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部推动的变革未能有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如公司治理领袖人物马蒂利普顿（Marty Lipton）律师所说，董事会变革不能“一刀切”。要提升董事会监督水平，生搬硬套管理结构、规定会议出勤率或设置所谓第三方监督还远远不够。唐果戈尔（Don Gogel）是PE投资公司Clayton, Dubilier & Rice CEO，身兼多家公司董事。他说：“董事会的成功事迹可以写成教科书，但其中的魔法很难被其他公司复制。”换句话说，优秀董事会内部的化学反应是达到卓越的关键。例如，为实现专业化管理，家族企业雅诗兰黛任命外部人士法布里齐奥弗雷达（Fabrizio Freda）为CEO，之后市值增长逾190亿美元。雅诗兰黛董事会构成多元（15名成员中有7名女性，2名非洲裔美国人，1名中国人），同时保持家族传承，这使它能制定未来10至20年的发展规划，且具备足够的管理能力实现其愿景。（注：
 理查德帕森斯是雅诗兰黛董事会成员。）

我们从最令人仰慕的公司中，选取了20多位董事进行采访，将他们的观点与我们自身的公司治理、管理和咨询经验结合，尝试为读者解密优秀董事会的“魔法”。这些公司董事会近年来低调展开大幅变革，取得持续进步。很多新举措并未对外声张，因此鲜有公开讨论。外部强加的人事、政策变动经常见诸报端。但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内部变革比外部压力更有效。

下文中，我们从公司战略和人才管理、董事会人员结构、与管理层沟通以及与CEO合作四个方面介绍董事会的创新举措。这些创新将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介入战略制定与人才管理

“董事会必须了解人才管理流程，掌握核心高管信息……吃饭时把高管安排在董事旁边对他可能是个机会，但选贤任能不应仅止于此。”

——罗恩威廉姆斯，安泰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兼CEO

以往，董事会了解公司战略的主要方式是听取管理层报告。这些报告冗长且形式化，以至于有董事将其称为“PPT谋杀”。

合格的董事会现在认识到，董事必须实地考察公司的战略和人才管理。身兼德尔福集团（Delphi）、惠普、泰科（Tyco）和Vanguard投资等公司董事的拉杰古普塔（Raj Gupta）说：“董事们习惯坐在会议室里，现在他们都在实际考察业务。”霍尼韦尔前董事长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回忆说，董事们“了解业务增长点和投资方向”。董事会议程也在发生变化。据沃达丰董事长柯慈雷（Gerard Kleisterlee）说，公司董事会不花太多时间讨论季报，而是“重点关注战略议题和关键人才”。

董事正努力了解业务，并贡献有价值的观点。曾在福特汽车担任首席董事的伊夫霍克戴（Irv Hockaday）告诉我们，福特福克斯应用的软件比人类第一艘宇宙飞船装载的软件还多，董事会正努力适应公司的技术导向转型。雅诗兰黛经深入研究设置的10年规划比3年计划更长远，CEO弗雷达会花数小时向董事详细讲解。

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董事会的领导尤其重要。利普顿最近写道：“为培养重视商业伦理的公司文化，董事会必须定下基调。”企业必须照顾到客户、供应商、社区、政府和公众利益，董事会在这方面责任越来越大。例如时代华纳董事会关注的议题之一是，儿童和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因一个子品牌与集团品牌定位不符，在董事会的支持下，管理层决定将其出售。

董事会另一重要职责是为了人才储备而进行核心人才评估，并讨论继任计划。例如，安泰保险管理层向董事会报告公司200名核心高管的发展需求。安泰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兼CEO罗恩威廉姆斯（Ron Williams）说：“董事会必须了解人才管理流程，掌握核心高管信息，这比与高管当面交流还重要。不应让片面的主观印象和偶然因素左右对人才的判断。吃饭时把高管安排在董事旁边对他可能是个机会，但选贤任能不应仅止于此。”

关于CEO继任的研究显示，董事会内部挖潜能力日益提高。根据博斯公司对2500家上市公司CEO继任情况的调查，过去4年中，70%至80%的CEO是从内部提拔，这显示越来越多的董事会正从公司内部发掘和培养顶尖人才。



合理优化人员结构

很多美国公司董事拥有丰富的商界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但他们往往身兼数职，且缺乏行业知识，无法完全发挥能量。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对独立董事比例的硬性要求：很难找到既具有深厚行业背景，又不在竞争对手或关联方麾下的“独立”人士。如哈佛商学院教授杰洛希（Jay Lorsch）所说，很多董事都是杂家而非专家，这很成问题。一位世界50强企业前CEO说：“有些董事不懂业务，经常错得离谱，对公司贡献很小，我们还得哄他们开心。”

各界人士纷纷贡献解决思路。在《推动董事会专业化》（
The Case for Professional Boards
 ，《哈佛商业评论》2010年12月刊
 ）一文中，罗伯特波曾（Robert Pozen）呼吁企业主要从退休高管中聘请“专业董事”。波曾的主张很难完全实现，但现在越来越多公司要求董事具备行业经验。据全球高管寻聘和领导力顾问公司史宾沙的调查，标普500强企业董事中，曾在其他公司领导独立业务单元的比例从10年前的7%升至22%，审计委员会主席中曾担任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的比例从2002年的4%升至1/3。

董事会也在加强对董事的评估考核。一家世界50强企业每年投票选出下届董事会成员。每位董事要提名自己以外的五位候选人，未获投票的董事将被劝退。公司CEO说：“不能发挥作用的董事会影响董事会团结。这是个艰难抉择，但我们必须如此。”

越来越多公司要求独立董事作出实际贡献。我们了解到，Sprint公司一位董事自觉对核心技术不懂行而请辞。在一家世界100强企业，三名董事私下说好：如果其中一人不能得到另外两人或整个董事会认可，那么他必须改进或主动离开。高效董事会要求董事积极参与战略讨论，董事不能仅凭直觉，必须依据事实、经验和专业知识给出判断。

董事会不能为专业化牺牲多元性。思维模式趋同的团队容易陷入群体思维，封闭的思维框架和轻易达成的共识可能使公司误入歧途。为此，企业必须引入年龄、性别、种族、经历和教育背景不同的董事。史宾沙的研究显示，董事会构成越来越多元：标普500强企业女性董事比例从2002年的12%升至17%。



加强与管理层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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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总骚扰CEO，董事会应该让管理层放手去干。”

——罗恩休格，苹果、雪佛龙和安进公司董事会成员，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前董事长兼CEO

一位世界50强企业董事向我们诉苦：“与管理层对话极度挑战提问技巧，只要问题没命中靶心，高管总会虚与委蛇。”经验丰富的董事知道，即使管理者出发点良好，他也可能不自觉地夸大机会、掩盖风险，报喜不报忧。很多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对话都有此类问题，董事必须负起责任，刨根问底。

现在很多董事在董事会前主动与管理层交流；为补充专业知识，有些董事专门上课。柯慈雷解释说：“这样董事会会议就可以直奔主题。”这有助于董事会营造良性沟通氛围。在宝洁，实地调研公司运营后，董事争相报告自己的发现和见解。

董事会加强实地调研并不意味削弱管理层的决策权。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前董事长兼CEO罗恩休格（Ron Sugar）是苹果、雪佛龙和安进公司（Amgen）董事会成员。他说：“不要总骚扰CEO，董事会应该让管理层放手去干。”

优秀董事会在会议室外也保持紧密联系。董事们常常共同参与调研，每年或每两年进行一次集体实地考察。大多数董事会每年举行一次战略会议，详细讨论各人关心的问题。例如哈特福德（Hartford）公司董事长兼CEO利亚姆麦吉（Liam McGee）每年召集一次会议，为期两天，董事会和管理层共同讨论最紧迫的战略议题。这类沟通无疑收到了效果：3年来，哈特福德董事会更加了解公司面临的机遇，支持管理层做出艰难决策，助推了业绩增长。

近年来，不少董事会积极引入外部专家，从而提升了决策质量。优秀董事会聘请公司治理专家评估其表现、给出清晰反馈；咨询公司经常参与制定高管薪酬方案。

管理层和公司利益不一致时（如薪酬争议），外部专家的建议尤其有帮助。如果管理层和董事会就同一事项分别聘请顾问，双方可以比较哪方建议更合理；即使不能达成一致，至少能弄清关键点。

董事会可以引入外部专家、顾问，但不应介入公司日常管理。好的董事会与管理层界限分明。例如花旗集团董事会单独聘请合规顾问和信用顾问，但不会把他们的建议强加给管理层。

董事会正不断进步，但在沟通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建议董事会与管理层合作，加强危机模拟。团队的创造力、应急能力和领导力在压力下很难保持稳定，因此危机来临时董事会不一定能应对得当。很少有公司能完全避免危机，因此事先演练有助于董事会提高危机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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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CEO紧密合作

明智的CEO清楚，与董事会高质量沟通对双方有益，因此会加强和董事的互动。麦吉将哈特福德董事会视为一个团队：“空降到公司后，我逐步和董事会建立互信，因此面临困难时能并肩作战。关键是加强沟通、保持完全透明。”

博西迪也经历了与董事会磨合的过程：“和董事会分享信息越多，我越不担心。我知无不言，让他们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如果风暴将至，我会告诉他们。”医疗公司Tenet Healthcare CEO特雷弗菲特（Trevor Fetter）有同感：“应该把事情摆在桌面上。”Verizon通信公司前董事长伊万赛登伯格（Ivan Seidenberg）力图使董事会认同公司的成长理念：“我希望他们多想想如何把公司打造成百年老店，而不是只盯着短期回报。”本着这一原则，董事会批准了投资额100亿美元的数字业务升级方案，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十分明智。

埃德布林（Ed Breen）接手泰科时，这家公司身陷财务丑闻，几近破产。在全力挽救公司的同时，布林建立顶级的内审体系，并将大洗牌后的董事会成员派往各业务部门，与负责人讨论风险管理。

Frontier Communications公司董事长兼CEO玛吉伍德罗特（Maggie Wilderotter）给每位高管分配一位董事作为个人导师，不仅让管理者受益，也使董事会更了解公司业务和管理层。为增加沟通渠道、尽量做到兼听，安泰保险的罗恩威廉姆斯每年都会单独拜访所有董事。

与CEO紧密合作十分有益，但董事会也应保持独立。如果CEO非常强势或很有人格魅力，董事会容易被其绑架，董事长由CEO兼任就更如此。董事会高效与否，要看它如何辅佐、挑战和考核CEO。独立董事闭门会议渐成风气，公司治理专家拉姆查兰视之为“目前最重要的公司治理创新”，我们认同他的观点。董事可以借此坦诚讨论问题，不必担心冒犯或疏远管理层。这会使双方共赢，尤其是CEO会得到更多好建议。

Tenet Healthcare董事会每次正式会议前后都安排闭门讨论。菲特说：“在有些董事会，会议行将结束时董事长或首席董事环视大家问‘有人觉得需要闭门讨论吗’，而CEO还在场。为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提前安排很有必要。”即使看上去没必要，菲特也坚持为董事会留出闭门讨论时间。

闭门会议后，董事会的一大挑战是将批评意见传达给CEO。首席董事必须确保CEO得到反馈。高效董事会每次闭门讨论后都请CEO听取他们的意见，双方会就下一步行动达成一致。董事会和CEO可以先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和回应。

我们描述了董事会一系列低调但革命性的创举，涉及行动方式、职责、决策、内部沟通以及与管理层的关系。很多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希望对业绩负起责任，并为提升治理水平付出了巨大努力。只有不断自我完善，董事会才能给股东带来回报，并为员工、客户和公众创造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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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查德帕森斯是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高级顾问，曾任时代华纳公司CEO、花旗集团董事长。马克费根是Feigen Advisors共同创始人，为世界300强企业CEO和董事会提供咨询。



相关文章阅读：《强化公司治理CEO五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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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企业中，有关商业思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研究仍然难以摆脱缺乏计划、听天由命的窘境。创新模式本身也需要创新，企业可以利用已有数据和分析工具，用5种模式为客户创造价值。






核心观点


问题
 　面临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成熟公司很难找到新的方式来赚钱。








分析
 　大多数公司拥有那些可用于扩张旧业务或建立新业务的信息。数据爆炸、分析工具和云计算，让我们拥有了这些机会。








解决方法
 　回答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能接触到但还没有开始采集的信息有哪些？”或者“我们能否将自身能力当做一种数字服务来出售？”这些答案将帮助公司开启新的商业价值。






关
 于企业创新难的问题，一个常见的解释是：长于执行清晰战略的管理者不善于进行反常规思考。好创意出现时往往会失败，因为公司的组织方式只能支持现有的商业模式。企业无法理解和支持新的战略。这种解释被广为认可。

有一点毋庸置疑，如果你用系统化的方式来解决商业创新问题，而非用什么“头脑风暴”或者创新训练营，你就能提高成功的几率（同时避免盯着白纸发呆的尴尬场面）。在寻找商业创意上，我们已经有一些被实践证明过的标准方法。第一种以能力为基础——在开展新业务和进入新市场时，如何在我们特有的能力和资产基础上进行拓展；第二种以客户为中心——通过对消费者行为深入研究，发掘有哪些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仍亟待开发和满足；第三种强调商业环境的变化——如果我们紧跟大趋势及其逻辑推导出的变化趋势，未来有哪些商业机会？

本文提出第四种方式。它是对现有框架的补充。即主要关注数字信息及工具大爆炸带来的商业机遇。简言之，它关注的是：企业如何利用已拥有的数据和分析工具，为客户创造价值？过去5年里，我们和IBM各个层面的客户一起探索了该问题。过程中我们目睹了IT在辅助寻找新的商业价值上的进步，这种进步以5种互不相同但又常常重叠的模式体现出来。这些模式是我们理论框架的基础。通过系统化地研究这些模式，多数领域的管理者可以找到新业务的创新想法。（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潜在技术发展的趋势，见下文“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些模式？”

 ）

这些模式并不需要依赖多么先进的科技。对第一种，我们就不陌生：使用实物创造（或可能创造）的数据，来改进产品或服务，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例子有计量能耗的智能电表，它可以让发电厂优化定价，吸引更多的用户。这种电表还可以安装在汽车上，这样保险公司就能知道司机的驾驶习惯是否安全。

第二种模式也不新：实体资产数字化。15年前，你只能购买纸质版的《哈佛商业评论》，现在你可以在五六种不同的数字平台上读到它，还可以将喜欢的文章发给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读后感。

第三种模式比较新：跨行业或行业内数据整合（即大数据）。智能城市就是一个例子，比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私企、交通公司、城市职能部门会汇总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第四种模式是数据贸易：如果一些企业的信息对另一些企业来说很有价值，它们就会出售这些信息。比如一家手机服务公司通过观察司机在哪里减速来判断堵车的位置，并把这些信息与导航服务提供商共享。

第五种模式：能力程序化。通过云计算，企业可以将自己最擅长的服务出售给其他公司，就像商务差旅管理或企业客户关系管理（Concur公司和Salesforce公司）所做的那样。

我们发现它们的创新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新业务是渐进性的，有的则颠覆了整个行业格局。一些公司只是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用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可持续创新）。其他公司的创新则更具颠覆性：这种创新需要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来支持它们。公司还可以不断完善，逐渐成为以平台为基础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里，互补的产品和服务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稳定技术展开，这些产品和服务一般由其他公司提供（比如iTunes和音像制品的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对这5种模式一一说明，并以自身及客户的例子进行阐释。同时，我们还会列出一些“自测问题”，帮助您确定自身企业适合哪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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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些模式？

几十年来，一提到IT创造商业价值，我们就会关注它如何将运营和管理流程自动化，以及如何降低相关成本的。互联网的出现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谷歌、亚马逊，eBay还有电子内容传播的革命。IT的第三波浪潮带来的创新由三股力量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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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爆炸

数字化为我们带来了大量可用数据。与供应商和合伙人相关的数据几乎可以实时获取。客户越来越乐于分享全部的信息，物联网也飞速发展。这些资源的价值逐渐开始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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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的数据工具

我们整合、分析和利用结构数据的能力正在继续进步，而我们理解和从数据中学习的能力也被改变了。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在 2011年 2月美国热门的电视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Jeopardy！）里战胜了人脑，此事件表明重大改变已经发生。现在人类能够从技术中得到“解答”，只需提出正确的问题，我们所在的世界将从信息时代转向洞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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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业务

历史上，公司的转账一般都在实体空间中完成。随着公司变得更加虚拟，其本质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复杂程度不断上升的业务流程现在可以交给标准化的软件处理。通过低成本，高性能的云计算，它们可以发展成为某种服务。商业数字化为减少运营成本和为客户创造新服务提供了机会。每种趋势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众多公司正在尝试将两到三种趋势结合起来，开发出新的价值主张。

（
返回阅读原文

 ）






模式一：
 外延产品，制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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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技术、无线通讯和大数据的发展，使企业在任何情境下（比如风力涡轮机、厨房用具或智能手术刀）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成为可能。这些数据可以用于改进企业资产的设计、运营、维修，或者用于完善某活动的执行方式。上述能力将成为新服务或商业模式的基础。一个经典例子是，引擎生产商劳斯莱斯的引擎健康监视系统（EHM）。在2005年前后，新的感应技术和数据管理技术让劳斯莱斯能尽早发现飞机引擎的问题，进而优化维修安排同时改进引擎设计。这种对成本控制的能力鼓舞了劳斯莱斯尝试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保留引擎所有权的同时为航空公司提供维修保养服务。这种服务仅根据实际的飞行时数收费，也就是“按飞行小时包修”。

来自感应器的新数据同样帮助公司优化了其他服务，比如零部件库存管理和飞行效率报告。劳斯莱斯完全可以将这种能力进一步拓展到涡轮机和游艇引擎上，甚至围绕这些数据搭建一个平台。凭借这种处理海量感应数据的能力，公司可以开发一个IT系统，并向某些行业开放第三方应用。

外延型产品中一个较新的例子是SKF（瑞典轴承制造商）的智能轴承，它包含一个小型的、自供电感应器，可以持续不断向系统通报运行情况。有了这一技术，轴承可以被就地监控，这在之前是完全不可能或不切实际的。SKF还提供数据服务，让客户可以看到轴承的损耗程度，并采取补救措施，比如加润滑油或减少超载从而避免事故发生。机器因此变得更加可靠，同时也减少了停运的可能。

感应器还能探测到轴承实际的负载数据——这些信息可以用于改进系统和轴承设计，并探测出轴承以外的问题，比如器材内部的高强度振动。

非工业企业当然也可以从这种创新模式中受益。美国前进保险公司（Progressive Insurance）提供了一项叫做快照（Snapshot）的服务，可根据客户的开车方式来收取保险费。（该保险公司在客户车辆上安装了一种设备，用以记录行驶公里数、夜间驾驶和紧急制动等信息。）




模式二：
 资产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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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20年里，音乐、书籍和视频的数字化颠覆了娱乐业，孕育了iTunes、流媒体服务和电子读物等新的商业模式。随着移动技术继续助力这一趋势，更多创意公司开始使用数字化技术创造它们自己的外延型服务或新的商业模型。

比如国际女性博物馆（International Museum of Women），它是一个创新的非营利组织，在网上举办全球女性国际艺术展览。博物馆现在已经有来自200多个国家的60万参观者，1万名艺术参与者，4万个电子新闻订户，1.1万Facebook粉丝以及7000名twitter粉丝。该博物馆举办展览的花费，只是传统博物馆的九牛一毛。传统博物馆需要借用、运输和展示艺术作品，花销巨大。此外，网络博物馆的参观者足不出户，就能与艺术家进行直接交流。

实体资产数字化改变了更多行业的运营方式。比如，先进的分析技术和可视化技术让制造业的设计变得更加出色，惠及行业包括航空业、汽车业、服装业和家具行业。3D打印诞生后，逆转了之前数字化的进程，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数字图像制作出实体物品。（通用电气公司如今就是这样制造部分涡轮机部件的）。医疗档案的数字化让医生能够更高效和准确地诊治病人。外科医生在高风险手术中，可以通过人体数字化模型来提高手术准确度，缩小创口。人们非常期待它能带来医疗行业的革命。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化管理作为一项新业务应运而生。很多行业需要一种长期且安全的方式来存储它们的数字资产。这些资产包罗万象，可以是机型设计、核电站运营数据、石油勘探日志、娱乐内容或者政府档案，但它们在保存和访问权控制上的要求基本相同。因此，如果某个企业可以成功管理自己的数据，就可以跨过行业的障碍，将这种能力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其他行业的企业。

随着将更多的资产数字化，竞争优势很可能发生转变。数字化大幅降低了分销成本，过去非常关键的库存安全和运输问题，如今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但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和定制服务，将变得日益关键。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企业探索新的方法，通过利用买卖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加强与客户的亲密感，为行业带来进一步的改变。那些能帮助其他公司应对这一挑战的企业，也将会从中获利。




模式三：
 在行业内部 / 跨行业整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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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和能够进一步进行数据整合的IT新标准，让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跨行业/领域整合信息。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博尔扎诺，整个城市人口近四分之一是退休人员。这给该城市的社会及医疗服务带来巨大压力。IBM和该市合作，开发出遍及全城的入户感应网络，用以监控一些日常环境数据，比如温度、二氧化碳水平和自来水用量等，同时还对“正常”行为模式进行监控——比如规律的做饭时间。一旦检测到异常，系统会自动给用户指定的朋友或者亲戚打电话，这样，他们可以确保这些老年人平安无事，或者呼叫相关的救助服务。幕后完成这一切的是一个将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起来的IT系统——包括社会服务、医疗服务、物业维修等。这让紧急状况的综合应对成为可能。

市政府相关人员认为，因为该系统的应用，援助服务和看护的费用降低了30%，很多退休老年人可以呆在家中，减少了养老院的需求和相关运营费用。其他城市也在积极尝试跨领域创新。大伦敦市政府建立了类似服务，期待尝试一种管理城市的全新方法。它们推出了“快捷城郊物流项目”（Agile Urban Logistics project），将网店的包裹递送信息和即时的交通状况结合起来，用最优化软件找出解决运送快递的货车造成的交通拥堵现象。目标是鼓励企业发展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在某些特殊地区使用分享式快递服务。

非政府领域也存在类似机会。尽管沃尔玛和戴尔这样的企业，已经成功完成了其供应链的数据整合，但大多数供应链网络仍然无法协调一致。IT的进步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比如在汽车行业，制造工厂在用水给机器降温时，需要小心调整水温。如能获得可靠的上游水温数据，对于提高工厂效率大有裨益。供水单位可以将这类信息提供给企业，以此创造额外收入。在德国，医疗领域跨行业的数据整合成为了提高效率的一个新业务。过去，医疗和牙科服务在向保险公司收费时，会通过很多不同形式（包括纸质和电子形式）提出请求。新服务可以直接从医院的IT系统中收集信息，保证了数据的保密性、标准性和清晰性。之后可以按照不同保险公司的格式要求将数据发给它们。该服务让保险公司可以自动完成支付，检查账单，避免商业欺诈。保险公司由此省下的钱比服务成本还多。




模式四：
 数据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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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企业拥有将不同数据整合起来的能力，并开发出与其临近业务相关的多种新服务。比如沃达丰和GPS设备及服务提供商TomTom最近的合作。沃达丰有着完善的移动网络，能够识别出手机用户开车的位置以及驾驶速度。这样的数据可以准确定位交通拥堵——对于TomTom来说，这些信息极有价值，于是它们从沃达丰那里买来了这些数据。

我们推测，其他一些公司也能使用手机数据来改进运输和交通，并用更为商业化的方式来完成。比如，那些想投放本地化广告的公司，或者手机用户附近的饭店和商铺。

英国气象办公室、IBM、伦敦帝国理工商学院，以及研究气候变化的格兰瑟姆研究所合作建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开放式平台”，旨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交换全球气候数据。很多组织包括保险公司和针对自然灾害的机构，需要此类数据。但目前的状况是，此类数据越来越多，而相关标准却凤毛麟角。这让数据共享及整合变得很困难。而且，广为接受的气候模型分析标准还没有开发出来。这些领域的鸿沟限制了评估和决策的质量。这个新机构的目标是通过提供网络平台，填补这些鸿沟，该网络平台向很多参与者开放。它将会为气候知识、数据及建模提供贸易市场。平台背后的组织希望它能推动创意方案的产生，解决与气候相关的风险评估及控制问题（这一举措属于两种模式的结合——数据贸易及跨行业数据整合）。




模式五：
 将独特的能力程序化

[image: ]
 IT系统自发明之日起，就为商业流程自动化做出贡献。现在，公司有了一种实际的方式将它们标准化，让它们更完善并出售给第三方。任何最优的流程——但并不是公司的中心竞争优势——都变成了盈利的业务。云计算让这样的机会触手可及，因为它让企业在软件传输，版本更新方面更加容易，并在定价上允许客户“按需付费”（pay as you go）。

IBM的全球费用报告解决方案（Global Expense Reporting Solution）最初是为了实现公司内部旅行预定和花销报告流程的全自动化。IBM发现，该系统除了将行政费用降低60%-75%以外，还帮助员工更好地遵守公司的差旅及娱乐政策（T&E policies），这让总体花销降低4%。几年以后，IBM发现很多客户对这种节省成本的做法感兴趣，就将该系统变成一种服务卖给全球企业，成功开发出一项新业务。对结果数据流的分析让IBM能够更好地关注客户内部的审计流程。IBM现在能向第三方提供内部开发的应收账款管理系统。

另一个例子是花旗集团。花旗银行开发出一个转账数据模型，用以分析金融系统不同部分的现金流，找出了客户无法有效使用不同付款功能的问题所在。5年内，公司将这些模型转变成了一系列客户服务。花旗银行的电子移动平台（CitiDirect BE Mobile）让金融机构和他们的客户能随时随地追踪付款状态。公司推出该服务的第一年，系统可处理的转账金额达110亿美元。如今，这一数字是1100亿美元。2013年10月，花旗推出了CitiDirect BE Tablet,目的是帮助C级管理者更有效地管理他们在全球各公司的财务流动。

创造新价值的机会并不仅存于IT流程。英国一家大型目录零售商，已经开发出专门的高效快捷系统，用于设计和介绍网上产品目录。该公司出售的商品种类远远超过对手，但库存储备只有对手的一半。如果该公司将这一领先于行业的能力出售给其他零售商，就会创造出一个新业务。该业务从理论上可以发展成为一个颠覆性平台，第三方零售商可将其用作一种市场渠道。



5种模式的结合

这5种模式对于那些寻找新商机的公司来说很有帮助。我们也在上文列举了关于这5种模式的优秀例证。但现实中的应用往往体现为不只一种模式。（在我们撰写本文时，已经发现一些例子适用于两到三种模式！）此外，现存业务的一些相对简单的延伸，经常会发展成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以智能电表为例，现在它在发达国家几乎无处不在，它能记录全天的电能消耗，并将信息提供给电能供应商。这些设备的雏形是想在一些方面改善公共服务。

智能电表应用让按日收费成为可能，这样能够反映出用户的需求模式，优化处理公共服务运营及基础设施使用情况。客户还可以根据获得的信息来管理自己的能源使用情况。要不了多久，该电表就能为新业务创造更多的契机。

比如，它们可以收集家电的能源使用模式的相关数据，并将这些信息再卖给家电制造商，也可以给住户提供升级服务，诸如接入自产能源（利用太阳能板发电等）。

我们相信，智能电表还能为平台型业务提供支持。德国能源设备公司E.ON在智能电表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的业务部门，IBM辅助开发了相关IT系统（软件和基础设施）来支持该公司的不同需求——数据采集，数据聚合，动态定价模式等。最后IBM发现，为这一系统进行的模块设计也能用于为其他公用设备提供商提供定制服务。（这一新业务是IBM和E.ON联合开发的）。智能电表还可能成为一个技术平台，为住户提供种类繁多的应用，比如安全系统以及娱乐系统。



从了解自己开始

在和客户一起开发新的商业机会时，我们会先用一两个具体例子来描述这5种模式，然后直接进入问题环节。这些问题帮助企业列出基于现有业务的原始数据，以便从中攫取新的商业价值。问题看似简单，但回答起来却需要深思熟虑。



我们有什么数据？

我们能获得但还没有采集的数据是什么？

从我们的产品和运营中能创造出什么数据？

我们能从别处获得什么样的有益数据？

通过和其他人合作，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共享数据？



获得答案后，团队会再次审视每种模式，看是否有机会修改或者结合某些模式，可应用于本公司的商业运营。

问题包括：




1．
 外延型产品

与我们的产品及使用相关的数据有哪些？

我们现在拥有哪些数据？哪些可以在下一步收集？

这些数据让我们有哪些深刻的发现？

这些发现如何为我们、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或其他行业的公司提供新的价值？




2．
 资产数据化

我们的资产中有哪些是全部或者主要以数字化形式出现的？

如何运用它们的数字化本质来增强其价值？

有没有可以变成数字资产的实体资产？




3．
 数据整合

我们的数据能否通过和其他人的数据结合创造价值？

我们能否作为媒介，将其他人的数据进行整合，从而创造价值？

谁将从这样的整合中获益？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吸引我们及合作者？




4．
 数据贸易

为了创造价值更高的信息，如何结构化和分析我们的数据？

这一数据对公司内部、现有客户、潜在新客户或者其他行业是否有价值？




5．
 能力程序化

我们是否拥有其他人没有的独特能力？

是否能够将这一能力标准化，让它可以广泛使用？

能否将这一能力做成数字服务？

本行业或者其他行业中，谁会对这一能力感兴趣？

收集、管理和分析这些数据如何帮助我们开发出一项能够程序化的能力？



一旦你完成了第二组问题，一切就明朗起来：我们将不同的概念进行整理和排序。当有了一到两个想法时，就可以进行进一步调查；再往下是关于这些想法的细节补充。之后要进行情景设定，假设某个想法创造了新的重大商业价值，还要找出实现这一切的主要可能。几周后，团队要重新聚集在一起，将结果展示给高管级别的创新带头人。

这几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远离最初的角色——让运营和管理流程自动化，并减少相关成本。当然，IT会继续担任这一角色。但它创造新商机的作用更加强大。

技术进步越快，新契机就越多。现在，公司该静下来想想，如何通过系统化方式来审视这些进步，仔细考虑IT如何在制造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外，帮助企业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平台。认真审视5种模式和你的企业的关联，诸位就能更好地掌控数字经济带来的机会，并获得回报。




成功因素

我们看到和参与过的成功案例有四点共性（除了基本的跨职能团队、充足的资源和顶级管理层的支持）。





强大的技术

在项目中，关键是让CIO、CTO或者主管IT的管理者担当重要角色。如果此人是该项目的高级主持者则更好。

这也意味着CIO / CTO的角色应该关注商业价值而非商业效率的创造，这对CIO / CTO的技术和背景提出了新要求。





外部成员的加入

在探索创新行动时，企业常常受益于外部观点——来自顾客，供应商，相关产业或者IT专家。那些执行力最强的公司在扩张时一般都会引入外援，这是让服务更快推向市场的捷径。





激励型领导力

如果某个创意是颠覆性而非可持续的，需要有强势的领导者来顶住企业既有文化先入为主造成的压力。暂露头角的领导人往往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们通常非常想证明自己，推陈出新。





情感投入

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成功的创新已经超越智力层面的意义，成为某种情感投入——甚至成为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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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什克帕马是IBM's Academy of Techology技术总监。伊恩麦肯齐是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大卫科恩是IBM托马斯沃森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大卫甘恩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发创新部门的副院长。



更多大数据内容请点击阅读：《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大数据专区






特写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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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罗盘：破解企业四大困局

王成 | 文　李全伟 | 编辑




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容易迷失方向，变成没有战略的“流浪汉”。战略罗盘直指战略本源，不断拷问企业四大战略问题（战略的有无、战略的好坏、战略的实虚、战略的快慢），推动企业找到明智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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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罗盘模型示意图






在
 一定程度上，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是不重视战略，而是对战略重视过度，滥用了“战略”一词。比如一些企业经常把“战略”和“战略性”混为一谈，很多工作被冠以具有“战略性”意义，诸如战略性人力资源、战略性成本管理、战略性采购等等。这些工作对企业经营有“重要意义”，但不一定属于“战略”范畴。不知不觉，“各个职能部门推出的各种管理工具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战略”。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高管层使用‘战略性’这个词的次数越多，他们所拥有的真正的战略就越少。”基于此，一些首席执行官和事业部总经理们苦心积虑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制定了一份“坏战略”。

为什么会如此？我想这与很多管理者缺乏系统的战略培训有关。很多高级经理人是从销售岗位或生产岗位等业务线一步步提拔上来，他们往往是技术专家或生产专家，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专业的战略知识，这导致他们容易走入一个误区：把他们所熟悉的工作视为战略。这正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所洞察的关键问题：运营工作正在日益替代战略工作。很多部门经理被提升为事业部总经理，事业部总经理被提拔为公司领导者，他必须做出很多改变和转型，其中最富挑战的就是“从战术家到战略家”的转型，这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运营细节，还需要关注战略大局。

也有人认为企业深受“战略”之害，比如，战略赶不上变化、下级单位做不到不打折扣地执行战略等。本文介绍的“战略罗盘”，目的是让大家回到“战略”这一本源，对战略进行全面并深入本质的阐释。当这一入口被彻底打通后，我们对战略的诸多问题就能豁然开朗。

战略是以持续拥有未来，且面向未来展开的探索旅程。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需要确保整个组织奔跑在正确的航向和航道上。当今经营环境充满变化，无论身处在红海或蓝海，企业都很容易迷失方向，变成没有战略的“流浪汉”。有鉴于此，我建议企业高管都能配备一个强大的装备——战略罗盘。这个战略模型简单实用，直指战略本源，它会不断拷问高管四大战略问题，并推动他们找到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四大战略问题是：

1．战略有没有：公司有战略吗？如果有，你能用一句话说清公司的战略吗？

2．战略好不好：你所制定的战略是个好战略吗？战略既有高下之分，也有好坏之分。

3．战略实不实：战略不能务虚，战略落地需要扎实的资源和能力作为基石。

4．战略快不快：天下武功，惟快不破。在剧变时代战略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进化而来的。



有战略：一句话能说清楚

你能用一句话说清自己公司的战略吗？哈佛商学院科里斯教授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高管无法用一句话讲清楚自己公司的战略。这往往意味着你的战略不够清晰明确，更糟的是，这很可能说明你的企业根本从未有过战略。

如果公司没有明确清晰的战略，你甚至连自己公司都无法介绍清楚。万科董事长王石曾分享过他面临的一个挑战：在国外接受采访时总会被要求，“请介绍一下万科”。在十几年前，他实在无法在10分钟内把万科的业务讲清楚，因为万科的业务太杂乱。王石说：“一个企业成熟与否，可以通过介绍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这有点类似女士的裙子效应。裙子越短，越引人注意。”他给出的建议是，你最好能够用60秒钟介绍完毕你的公司。关于战略，我们的建议也是，你最好能够在60秒钟之内，用一句话讲清楚。

这一点如何做到？它需要管理者深入思考并回到三个基本的战略命题：我是谁（业务领域）、去哪里（战略意图）和如何去（战略地图）。任正非在2012年《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文章中，回忆了1997年前后的华为，“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到1997年后，公司内部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但公司往何处去，却不得要领。”最后，华为经过上上下下几轮讨论，在公司创立10周年之际出台了《华为基本法》，才明确了三个基本的战略问题。

《华为基本法》的第一条用一句话清晰概括了华为的战略：“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去哪里）。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是谁 / 去哪里），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用我不是谁来更加清晰回答我是谁）。”“我们是以优异的产品、可靠的质量、优越的终生效能费用比和有效的服务，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需要（如何去）。”

遗憾的是，很多企业都错误理解了《华为基本法》，把《华为基本法》归到企业文化范畴。所有企业都在学《华为基本法》编制一本所谓的企业文化手册，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模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战略清晰化和战略统一性”问题。2012年末，任正非写了《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一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华为基本法》的战略意义及其组织意义：“水一旦在高压下从一个小孔中喷出来，就可以用于切割钢板，可见力出一孔的威力。”所谓“力出一孔”是指，华为要把所有资源聚焦在战略上，战略做到清晰化，并在内部形成战略统一。有了清晰的战略，才能有伟大的组织，战略决定组织，组织跟随战略。正如德鲁克所言，组织中所有人的意志、行为都必须指向一个战略结果。



好战略：让你远离竞争

从好战略到好企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就是你的战略不能太虚，要扎扎实实，直指根本。

没有哪家企业会主动承认自己没有战略，大部分企业都会声称自己“有战略”。进一步追问，很多管理者会倒出一些实情。比如，我们有战略，但是我们的战略还不够细化清晰；我们有战略，但是我们的战略执行得不好等等。他们说的也许都是实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有战略”这个认知才是最大的伪命题。“我们有战略”往往不过是有一个“坏战略”而已，并不是一个“好战略”（编者注
 ：“坏战略”这个概念是理查德罗曼尔特(Richard Rumelt)在2007年提出的，见《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
 》，2011）。


坏战略制造同质化，好战略创造差异化。
 很多企业有战略，往往指的是他们有一份非常厚的战略规划报告，遗憾的是很多战略规划报告不过是一篇“规划八股文”而已，空洞言论充斥其中，同时战略八股文输出的经常是同质化的战略，而战略的本质却是创造差异化。我曾看过3家中国公司请世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所做的战略规划报告，除了经营数据和行业分析有所差别之外，涉及到战略的核心内容时，几乎无差别，战略愿景几乎都是“成为世界一流的XX公司”，经营理念无非就是“创造卓越、持续创新”这类词汇，重合度非常高，缺乏个性。为什么说战略的本质是创造差异化呢？在过去，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太少；而今天，人们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太多。如果做不到差异化，企业就会被淹没在竞争大海中，被顾客所抛弃，这样的组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战略中最糟的错误是与竞争对手在同一维度上竞争，就像大家都在竞争同一场比赛，赢家只有一个。好的战略往往是“不走寻常路”。


坏战略仅是“计划”，好战略更有“谋略”。
 很多企业说自己“有战略”，其实他们有的仅仅是一个“愿景”或“经营目标”。坏战略提出大量的目标和重要性，却没有谈到多少实际的政策和行动。一份好的战略就像一个有支点的杠杆，能够将力量尽可能地放大，利用较少资源获得较大成功。

因此，战略不仅要回答：我是谁、去哪里、如何去，还要回答“在哪竞争”和“如何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战略的定义可以非常简约：战略=“战+略”。战就是决定“在哪竞争”，略就是决定“如何竞争”。这两个维度交叉在一起，共同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战略定位。在军事上，战略的定义就是针对敌人（竞争对手）确立最具优势的有利位置。富有谋略的“好战略”不仅能够发挥杠杆优势，也能够将劣势转换为优势。当王老吉从传统的“饮料”定位转换为“凉茶”定位时，口味劣势一下子转换为优势，高价格的难题也迎刃而解——预防上火的凉茶，把一般人喝不惯的中药口味（劣势）变成了金字招牌，同时让王老吉3.5元的零售价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

当然，最好的定位是“首位”，美国西南航空为什么能持续盈利40年，因为它成了低成本航空的第一代表。王老吉为什么快速崛起，因为它成了凉茶领域的首位。修炼到如此境界，你就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从容淡定，基于此，好的战略就是要你远离竞争。



实战略：从战略能力到能力战略

你的企业“有战略”，还是“好战略”，但是依然可能会遭遇战略溃败。“好战略”常有，“好企业”却不多见。这是因为，从好战略到好企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就是你的战略不能太虚，要扎扎实实，直指根本。

在一个战略咨询项目中，我和一家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进行过一次艰难的对话。因为该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坚持差异化”，董事长非常喜欢这句话，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对显而易见的东西反复论述往往是肤浅的战略，务实的战略应该回答的是，究竟要在哪些方面做到怎样的差异化。罗曼尔特教授也分享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他曾看到过一家银行的战略规划报告，其战略目标是“成为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枢纽”。“金融枢纽”意味着该银行接受存款，然后再把这些钱贷款出去；“以客户为中心”是个时髦词，但是仔细研究其战略后，发现这个时髦词没有任何资源和能力上的支撑。删掉“成为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枢纽”这句话中所有浮华的修饰语后，你会发现，该银行的战略就是成为一家银行。

这种“虚战略”曾经在通用电气也很常见，让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很头疼，于是他决定大规模裁减通用电气战略规划部门。韦尔奇认为，战略规划部门过于关注繁琐的数据和空洞的概念，不注重创建和维持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重建战略规划部，并不是因为韦尔奇不需要战略，反而是因为更需要“扎扎实实的战略”。韦尔奇为什么会有如此举措？我们需要翻开全球化的历史。深入历史总能找到事件发生的深刻缘由。

20世纪80年初，日本企业在全球的突飞猛进让韦尔奇非常担忧：NEC（日本电气公司）后来者居上，超越了美国GTE（美国通用电话电气公司），下一个超越的会不会就是通用电气？！和韦尔奇一样，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思考的还有一位战略大师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他深入研究了NEC和GTE这两家公司，找到了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NEC把战略重心放在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构建其核心竞争力上。他指出，企业不仅仅是产业和服务的组合，更应该是核心能力的组合。

韦尔奇在这些思考的启发下，决定把“六西格玛”和“无边界”打造为通用电气的核心竞争力。他不仅仅在“宣称战略”，而且在“践行战略”，他推动自己“深潜”，扎根到业务中去，亲自带领团队打造核心竞争力，他在他的自传中非常自豪地论述了这些扎扎实实的战略行动：“在5年的时间里，CT医疗部门团队把射线管的寿命从2.5万次提高到接近20万次。到2000年，利用6西格玛，他们研制出了平均寿命达到50万次的新型射线管，并且被定为行业标准。这一关键部件的突破，使我们推出了迄今为止销售最快的通用电气光速（Lightspeed）牌CT扫描仪。”

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太多公司凭借机会或垄断资源，赚取了太多的“浮财”，但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对核心竞争力存在错误理解，导致核心竞争力建设一直在原地踏步。很多企业把一些稀松平常的资源或能力视为核心竞争力，然后告诉员工：“我们已经有核心竞争力了，你们好好冲锋吧！”当我们能够把核心竞争力和能力、资源区别开来，我们就会充分意识到构建核心竞争力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

这些扎扎实实的核心竞争力指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整个组织所发挥的整体战斗力，是组织在人员招聘、培训、薪酬、沟通以及其他人力资源领域进行持续投资的结果。核心竞争力最终决定组织的本质，形成组织的独特身份和战略个性。如果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不具备，你需要深入思考，“为了构筑战略优势，我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沿着这个路线走下去，你的设想会变成未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伟大是熬出来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日积月累出来的。



快战略：战略更需要快速进化

好战略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战略管理的重心不是“设计规划”，而是“加速进化”。

核心竞争力如此重要，而且富有挑战，挑战在于：核心竞争力很容易“老化”和“固化”。数码相机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让柯达的核心竞争力一下子“老化”；曾经以高纯度胰岛素获得大量市场份额的礼来公司，公司被“固化”在提高胰岛素纯度的能力“轨道”上，以至于完全忽视了来自诺和诺德的小发明“注射笔”，而痛失胰岛素领域的半壁江山。

“核心能力”可能会变成阻碍战略变革的“核心阻力”，柯达、诺基亚、索尼等公司的陨落，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具有强大战略地位的公司，往往是强大和笨拙并存，这样的公司会面临三种惰性的牵绊：战略惰性、能力惰性和人员惰性。

天下武功，惟快不破。如何克服这三种惰性，进入到“快战略”的境界，让公司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又保持高度的敏捷性，像通用电气和腾讯那样，“大公司罩上小公司的灵魂和速度。”我的建议是采取4种方法：

1．把你的战略区分为三类，事前规划的战略、事后总结的战略，以及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自发涌现的战略。事前规划的战略并不能完全预知未来的变化，因为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保持开放的心态，鼓励那些在变化创新中的“自发涌现”。深入研究微信这一款产品，就会发现这是腾讯内部“自发涌现的战略”，还险些在内部被扼杀掉。在腾讯总部以及马化腾眼中，并没有对微信进行过严肃科学的事前规划，即使是“微信之父”张小龙也没有对微信在事前有准确的定义。

2．基于此，你需要重塑公司的战略管理流程。传统的战略管理流程太过于“自上而下”，其核心任务就是定目标、下任务、做考核等，把战略管理全部细化成严格而漫长的流程制度，让战略变成了“慢战略”。研究表明，真正的战略往往是“自下而上”，在战略执行进程中，下属部门往往会涌现出很多好的战略，未来战略规划部门的使命就是把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完美集成在一起。作为“战略家”，你是战略“总设计师”，更是战略“总许可师”。

3．在组织内部推动“精益创业（Lean Startup）”。这已经是硅谷流行的范式，在小米手机上也有生动的展现。你需要放弃传统“零缺陷”的管理方法，在公司内部鼓励“不完美、有缺陷”的想法或产品，先在市场中投入一个不完美的原型产品，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用户/粉丝的反馈建议，对产品进行快速迭代优化。以速度替代完美，在快速进化中实现完美。基于此，好的战略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未来战略管理的重心不是在“设计规划”上，而是“加速进化”上。

4．遵循5%原则。曾任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校长的魏思炯(John Wells)提出了一个5%原则：企业首席执行官应该每天拿出5%的时间思考战略。IBM也遵守5%原则，公司高管团队每个月都要花1天时间来回顾和思考战略。这固然成本高昂，但是管理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围绕战略进行集体学习”，当然这种集体学习不是简单的读书看报，而是要深入探询我们的心智模式：我们对行业 / 客户的哪些假设是错误的？我们存在哪些视觉盲区和战略盲点？我们肯定和否认了哪些未来趋势？很多尚未采纳5%原则的公司，往往只有在重大危机之时才会反思战略问题，这时就已经错失了战略变革的机会窗口。



战略罗盘的四大视角

对四大战略问题的探询，是思考战略的四大视角，不同的视角往往看到战略的不同方面。正如战略罗盘模型所揭示的，有的高管谈到战略更偏好外部导向，聚焦在产业环境和竞争状况方面；有的高管更偏好内部导向，聚焦于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同时，对战略的研究，也往往涉及两个重要议题：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很多企业都非常头疼“战略执行”的问题。

众多调研都在证明战略执行的效果有多差。有高管将战略执行差归罪于员工没有能力，也有高管则归罪于战略设计的不好。我曾在一次战略咨询访谈中了解到，生产管理部的老总抱怨战略规划部的老总：“战略规划部总抱怨我们战略执行能力差，我认为是他们战略设计能力差。如果有本事，为何不制定一个我们能够执行好的战略呢？”

基于这两个坐标轴，我们可以形成四象限，这四象限代表了战略罗盘的不同方位，也就是我们观察战略和思考战略的四个视角：计划视角、定位视角、能力视角、学习视角（见图表《战略罗盘四大视角》

 ）。

这四大战略视角，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你不能舍弃任何一个视角，缺少任何一个视角都可能导致战略性的致命失误。如果没有计划视角，企业可能会变成“战略上的流浪汉”，无法回答“我是谁”“去哪里”和“如何去”。如果缺乏定位视角，会变成“战略上的‘东施’”，企业会不停地去模仿竞争对手，无法创造差异化，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如果没有能力视角，企业就有可能变成“战略上的墙头草”，没有核心竞争力沉淀的组织犹如浮萍，企业战略无法落地生根。如果缺乏学习视角，容易变成“战略上的恐龙”，对外部变化的反应迟钝，充满了太多的惰性，不能创造出“快战略”，只能在外部剧变的环境中唱起挽歌。

到底应该选择哪个视角来管理战略呢？最好的选择，就是把这四个视角全部组合在一起。在战略领域，目前迫切需要强力组合（Powerful Combination），当一位首席执行官能够将四大视角合于一身，强力组合效应就发生了，其战略领导力效能将得到大幅提升。

在快速变化的年代，我们也会发现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充满了无数的“战略再设计”，单单学习和掌握战略执行已经无法提升公司的执行力，战略执行者和战略设计者都需要管理“自发涌现的战略”，思想和行动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快速前行。同样，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也无法如此界线分明，在小米手机的快速成长中，你会发现原来处于外部的客户，竟然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小米手机的设计和应用开发。

很多企业家都在向韦尔奇学习，他有一句名言：“通过谋求似乎难以企及的目标，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会变成现实”（计划视角的观点），这句话激励着很多企业勇敢地进入新领域。结果，这些企业由于扩张过快而迅速陷入战略沼泽地。因为，他们忘记了韦尔奇还有另外一句话：“如果你不具备竞争优势，就不要去竞争。”（定位视角的观点）。

显然，韦尔奇具有一流的战略智商，正如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将“头脑中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想法而继续思考，并迅速行动的能力”定义为“一流智商”。

通过战略罗盘的导向系统，中国的商业领袖们也可以具备一流的战略智商，成为韦尔奇那样伟大的战略家！引领企业在正确、清晰的航道和航向上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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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罗盘四大视角

这四大视角几乎涵盖了战略的全部核心问题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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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是KeyLogic（凯洛格）公司董事长。





特写 Feature



让办公场所变身创新宝地

伊莉斯瓦洛（Elise Valoe） | 文

陈圆妮 李全伟 | 编辑












管理者往往聚焦在创新目标、创新方法等问题上，很少考虑“在何处创新”。经过15年综合研究，Steelcase公司发现，适合的办公场所能促进创新的产生。






创
 新是推动企业增长的惟一出路，很多管理者把推动创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但却很少有人关心办公场所与创新的关系。致力于研究办公场所人类行为的Steelcase应用研究顾问和WorkSpace Futures团队经过调研发现，办公场所是企业夺取创新圣杯的关键所在。恰当的办公空间能够推动员工之间的合作和分享，也能够支持企业的业务流程，给企业文化带来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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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不同企业中的不同属性组合，Steelcase的研究人员从中得出了8种能够同时支持持续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模型（见图《企业属性影响创新》

 ），并提出了为了促进创新，企业在设计办公空间时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企业属性影响创新



不同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模式推动创新。Steelcase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企业内部不同的变量属性组合，并根据这些研究结果确定了创新的架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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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视角——企业内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范围

过程——企业内部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程度

资源——资源的来源，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

文化——创新者和整个企业之间的关系



（
返回阅读原文

 ）



创新模型与空间对策

办公场所的好坏能够增加或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这些互动是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有些企业只使用其中一种模型，还有一些则会根据项目的类型以及期望的结果在不同的层面采用多种模型。每一种模型都有着能够支持企业创新成型、孵化以及发展新思维的空间类型与之相对应。以下是对各个模型的描述（见后图《8种创新模型》

 ）。


1．内部市场模型。
 这是一款高度集中的模型，创新的文化和发展的理念已经融入了企业的各个层面。各种思想都能够获得充分的交流，各个团队和每一位员工都有责任推动创新。高通公司内部通报恰好是这种模型的最佳例证：“无论你在做什么，我们通往创新的前程自始至终都与你密切相关。”


相对应的空间：
 创建一个能够让各个团队合作和分享思想的环境至关重要。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在墙壁或者其他垂直表面张贴信息，以方便快速更新信息的中心项目区域。私人空间能够让员工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深入讨论或者开展头脑风暴。咖啡厅是用于闲谈的空间，既可以作为团队之间的分界线，又可以作为吸引其他区域的员工前来这里分享思想。


2．内部分享模型。
 这是一个资源分享的模型，多个专门团队的成员根据需求方便地会面。团队成员可以依靠这种临近的关系方便地获得即时帮助，同时这种空间能够支持团队之间的分享文化，使得这些团队能够在几乎不间断的长期和短期项目中保持互动。Steelcase公司就采用这种模型来组织WorkSpace Futures团队的产品开发和服务团队。


相对应的空间：
 每个团队都有一个门前的走廊区域用于分享公共信息。越深入到空间内部，就会有更多的信息得以披露。每个团队的私人区域能够让各个团队尝试新思想并测试雏形产品，同时不受外人的干扰和干涉。灵活配置的封闭项目区域能够让团队根据需求来扩大或者缩小。个人办公空间则安排在毗邻区域的外围周边。


3．内部集中模型。
 这种创新的模型能够赋予企业内某一特定群体肩负起创新的重任。这个特别的团队拥有深厚的行业知识，通常采取非常规的流程，但仍然属于企业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并获益于能够轻松获取企业资源。梅奥诊所（Mayo Clinic）率先创立的SPARC创新项目（See、Plan、Act、Refine和Communicate）便是这种模型的一个案例，使得创新的过程和设施成为独立但又是整体文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相对应的空间：
 团队的工作环境需要一片位于中心地带的绿洲充当连接的桥梁，方便他们在此放松和聊天。项目空间也要与这片绿洲相连，因为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供团队成员用于分享思想和雏形产品。雏形产品区域可以创建出一道边界，得以让外界观察内部对新想法的测试以及在现实空间中建立起实体模型。


4．异地模型。
 对于部分企业而言，远离公司是实现创新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模型中，位于偏远地区的中心恰是开发、产品雏形以及评估创新的团队所在。这个团队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自由，可以采用独立的价值和过程。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够获得企业的资源。波音公司就使用这种模型来开发他们所需的波音787中型喷气式梦幻客机，这款产品在2012年几乎被抢购一空。


相对应的空间：
 与“母舰”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任何异地团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视频会议的作用至关重要。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异地团队，热情欢迎访客的“门前走廊”区域可以让这个团队接待来访者。由独立的办公点组成的边界能够提供兼具私人和公共会议的空间。空间的深处则是创新的核心地带：实验室、项目空间以及雏形产品区域，还有为移动办公的团队成员提供的可替代的办公配置。


5．合作伙伴模型。
 有时候将各种观点进行融合是产生突破的最快途径。几家企业可以通过长期或者短期的联手合作，有针对性地高效利用多元化能力，获取到不同的资源，开展知识转移，并分担风险和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和耐克共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搭载关联iPod感应器的Moire运动鞋，能够用语音信息来播报跑步的距离和速度，并播放与该距离相对应的音乐。


相对应的空间：
 在这种模型当中，每个合作伙伴都拥有自己的空间，但他们也会分享空间——包括物理层面和虚拟层面。内部实验的合作和测试都会在分享的房产设施中实施，然后他们又会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去寻求专业资源咨询并在专门的实验室当中开展工作，直到大家都准备好下一轮的会面。各个空间当中都配备了接触空间和演示区域。


6．咨询顾问模型。
 这种模型就像是创新专家根据项目的需求亲自到企业来上门问诊。他们能够带来独特的问题解决技能以及新鲜的视角，而不会受到企业本身的现状或者潜意识当中的包袱所拖累。他们能够留下关于如何开展创新的持久性教育，进而推进许多未来项目的改造。宝洁公司就是采用这种模型的公司，它们曾经和咨询公司IDEO密切合作。


相对应的空间：
 这些公司或许拥有大相径庭的文化，但是分享的空间能够让它们汇聚到一起，分享需要双方共同支持的信息。这种接触往往是在雇主方面的一个类似“招待所”的空间里展开。两家企业会在这里分享思想、测试雏形产品并在中立空间当中推进创新，这些中立空间包括项目区域、社交空间以及资源空间。与此同时，双方也有各自独立的、充斥着个人文化的办公区域。


7．网络模型。
 “造好之后，自然有人会来光顾”是这种创新模型背后的态度，它邀请员工来参观并带来各自的思想，参与到由公司主导的网络，其中通常包括有机构、组织以及社区成员或者从业人员——或者上述所有人员。信息输入的流程是随机的，并能够包容来自积极参与的毛遂自荐者广泛的观点以及意料之外的结果。通过Me网站所形成的乐高积木设计正是采用了这种模型，乐高公司会从中寻找出一些最佳思想用于其新的积木组合。


相对应的空间：
 举办各类活动——包括异地活动和在线活动——让员工能够汇聚到一起并分享信息，然后再将这项资料带回到各自公司内部的团队环境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8．社区模型。
 一切都着眼于当前的需求，作为一个独立的网络汇聚起来，迅速地开展献计献策以及从最大程度上解决一个需求。其优势在于独立于任何组织的视角广度，以及自由和开放的知识传递。


相对应的空间：
 尽管社区模型对技术有依赖，但却也能从这种将不同的人汇聚到一起的空间当中获益，并支持他们从事各自热衷的工作。为当今的“合作办公文化（采用替代办公策略或者自雇）”配备预定制或者会员制空间，使之成为研究这些新兴现象的实验室。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社区休息室区域除了个人办公空间和会议室等可预期的功能之外，还可以起到迎宾的作用。走廊上的艺术品展示或者演示空间则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使得空间更具人性化色彩，并使之更加利于合作。



设计空间6原则

创意和产出性合作通常发生在小规模的团队，规模过大容易迷失于自身的复杂性，经验表明，6到8个团队成员最合适。

无论一家企业采取何种创新模型，空间的设计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它将有助于加快创新结果的产生。成功的设计能够从最大程度上消除壁垒，并支持充满才智的员工们开展工作，使得企业能够依靠他们改善公司的创新业绩。简而言之，恰当的空间能够推进创新。以下是在为创新活动设计空间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基本原则：


1．让空间足够灵活。
 创新的空间需要通过重新配置来支持自发性：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之间切换、动态的信息传递、支持各种工具的使用。除此之外，企业还可能需要支持多个项目团队同时或者排队使用同一个空间，这也使得灵活性更为重要。

考虑将固定和流动的建筑元素进行组合——例如半永久的墙壁和可移动的隔板。

为大型和小型团体活动创建一个灵活的枢纽。

用可移动家具来支持用户自行配置。

考虑到隐私问题，配备用于视频或音频会议的封闭空间。


2．让空间能够激发灵感。
 创造出新鲜的事物是一切知识工作的基础，对于负责产品和服务开发以及其他企业创新的人而言，灵感尤为重要。具有刺激性、引人入胜的空间能够让他们迅速进入状态并持续推进创造性思维。

提供充沛的自然采光和视野。

把自然元素和自然材料引入整个空间当中。

仔细考虑颜色的选择，是要刺激的还是要抚慰的。

提供休闲、非正式和舒适的配置。

可以将支持个人和文化的艺术品以及有意义的物件引入到整个空间当中。


3．让空间充满合作。
 创新团队需要秉持分享的心态。个人的洞察以及记忆需要汇聚成团体的知识以及记忆——越快越好——而项目的进度历史也必须是易于识别的，以减少任何不必要的回溯和错误。

将个人办公空间安置在团队空间周围来最大程度地提高能见度。

配备用于非正式的头脑风暴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的团队区域。

利用数字信息开展广泛的对话并使用计算机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将现场的虚拟的团队成员汇聚一堂。

提供包括白板、插针板、泡沫芯板、投影屏幕等能够提供垂直内容展示的平面，这将有助于用户积极地接受和获取信息。


4．让空间成为员工认真办公的工具。
 用于员工认真办公的空间将和团队所采用的其他创新工具一样得心应手。通过支持所有办公模式——专注办公、合作办公、学习和社交——创新空间当中的每平方英尺都将能成为一块用于创新思维的高效工作室。

将墙壁架构视为用于组织和展示信息的平面，并借此关联整个团队进程。

确保使用中和存放中的办公用具能够手到擒来。

将每一块垂直表面都当作可能展示信息的表面。

考虑采用能够将材料方便地放置在手边又划定了存储区域的分层存储设施。

提供能够支持技术的高效反应基础设施。


5．让空间能够展示出文化和品牌。
 企业的身份和文化对创新者而言既是令人安心的内容，又极具深意，而空间则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强调重要的价值和流程。在空间当中展示品牌和文化则可以通过设计来强调企业对创新的支持。

切实地在空间设计中强化语气并强调文化，意识到适用于一家企业的文化并不会适用于另外一家企业。

允许能够激发自豪感和冒险精神的产品展示以及其他集体成就的展示。

允许团队定制和个性化配置，以展示所有权以及身份认证。


6．让空间更加社会化。
 共同创新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对于创新而言不可或缺。它能够建立起信任，在团队开展紧张工作期间尤为重要。在开放和放松的环境当中展开的非正式对话是推动成功创新的空间所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供获取食物和饮料的便利。

提供舒适的休息座椅、咖啡桌以及其他促进交际的家具。

在接近工作区域的地方选定休闲的合作空间，以方便员工稍作休息并交换信息等。

为访客建立起能够恰当地观察办公空间以及工作进度的迎宾区域。

每位管理者都期待创新越来越多，但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对办公空间进行革新将有助于企业创新。空间为员工——包括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人员——提供了办公场所，方便大家汇聚到一起，共同为普通的以及非凡的挑战创造出全新的解决方案。其结果是，办公空间的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也势在必行，它将展示用心设计的办公空间能够支持和协调其他企业要素，使得企业能够创造出新的解决方案。




8种创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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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市场模型


	
2．内部分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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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部集中模型


	
4．异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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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作伙伴模型


	
6．咨询顾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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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网络模型


	
8．社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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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案例 China Case



中集ONE模式：精益管理 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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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企业暴风骤雨式的转型变革相比，中集推进精益管理更像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ONE模式的精髓是重塑企业文化，改变员工思维，通过管理升级，再造高效组织，它适用于看似复杂、实则可以流程优化的中国企业。






题
 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石碑，历经三十年风雨，依然矗立在深圳蛇口工业区。这12个字，一直以来被视为“蛇口精神”的精髓、甚至“深圳精神”的代表。它的提出者，是被誉为中国改革先锋的原蛇口工业区创办者袁庚。作为中国当时改革开放的最前线，蛇口工业区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现了中国首批中外合资企业。投产于1982年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集）就是其中一家，它的总部，就设在距离袁庚题词石碑不到100米的地方。

中集以集装箱业务起家，得益于中国迅速崛起的外贸业务，以及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外贸港口的地域优势，在不到20年时间里迅速壮大。通过自身积累和多次并购，中集在1996年超越了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制造企业。

在稳居全球第一之后，中集进行了相关业务多元化，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为全球市场提供物流装备和能源装备和相关服务的大型企业集团，业务领域涵盖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能源和化工装备、海洋工程及空港等装备的制造与服务，领一时风光。

然而，起端于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对未来充满危机感。在市场变局和内外压力之下，作为传统制造和服务企业，中集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实现升级、改造、创新和跨越，一直是那几年无可避免的战略主题，也是让麦伯良和中集管理层不敢掉以轻心的管理难题。

幸运的是，基于此前相关准备，麦伯良带领中集管理层从那一年开始系统构思一个被称为“ONE”的精益管理模式，经过两年多准备、尝试和优化，中集于2010年初启动了一场战略升级行动，意在为中集的业绩增长构建能力平台。

在某种程度上，“时间就是金钱”颇为准确地诠释了中集等中国企业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的上半场比赛，而“效率就是生命”则暗示着，经历了粗放式发展阶段的中国企业，比如中集，在更为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下半场，可能需要换一种“打法”，要构建并提升自身的持续竞争力。

HBR中文版的调研发现，中集从2010年开始的这场战略升级行动，正在进入竞争力持续提升的收获期。过去几年，虽然全球经济持续处于低谷，中国经济增长遇阻，尤其是集装箱行业整体乏力，但中集的营业收入罕见地实现了逐年稳步增长。2012财年，中集营业收入543.34亿元，营业利润26.39亿元。

与此同时，中集已推行数年的精益ONE模式也日臻完善：从集团内小范围试点，到全集团推广，再到开始向外输出，精益ONE模式成为中集管理升级的主动力，其设计、准备、尝试、实施和优化的全过程，颇具样本价值，对于许多深受市场变局和粗放经营双重压力的中国企业，有一定借鉴意义。为此，HBR中文版历时数月对中集的精益ONE模式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分析，力图还原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意识和全球商业版图的中国企业的升级图景。



以日本精益管理为师

任何初创且追求基业长青的企业，都会从粗放管理过渡到规范管理，中集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式成为中集管理层多年来的必修课，在尝试、对比多种管理经验和方法后，从日本开始风靡的精益生产方式引起了中集的注意，并最终成为中集管理升级和战略优化的突破口。

精益生产方式（Lean Production）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丰田公司。受限于日本当时的资源条件，在借鉴福特汽车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丰田汽车创造了独特的生产组织形式——丰田生产方式（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与福特“推动式”的流水线不同，丰田生产方式属于拉动方式，通过使用“看板”等工具，将员工纳入自动化体系。TPS主张“彻底杜绝浪费”，提高生产效率，要求在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提高综合效率。

正是因为多年来全面推行TPS，丰田从破产边缘一步步积累发展。2003年，丰田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当年利润超过全美三大（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汽车制造商利润总和。到2007年，丰田汽车取代通用汽车，坐上了全球汽车业的头把交椅。丰田快速崛起且屹立不倒，亦令其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广受关注。

20世纪90年代，基于对丰田等日本企业的大量调研，由詹姆斯沃麦克(James P. Womack)和丹尼尔T琼斯(Daniel T. Jones)撰写的《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出版发行，迅速风靡全球，精益生产方式自此备受瞩目。一般经验认为，通过实施精益管理，企业可以获得产能提高20%-25%、不良品减少40%－50%、库存减少50%－70%、制造周期缩短50%－70%、生产场地节约30%-40%，也就是经营业绩的全面提升，竞争实力的充分加强。

由于早年与日本同行的较量，以及进入日本市场的各种接触，麦伯良对日本企业在制造方面积累的经验一度感到吃惊，进而深为着迷，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正是在丰田等日本企业长期奉行的精益管理思想。

麦伯良回忆，在1987年的某一天，他到日本谈生意，三菱公司为了接待他，制定了一笔100万日元的专项费用方案，这笔经过严格审批的费用算得非常精细：招待费、交通费、考察费，详尽而透明，便于执行和监督。这件事情对麦伯良的直接触动很大，让他更确信，日本产品的高品质来自精益思想，只要进入日本市场就达到了国际最好水平，为此他立志要通过打入日本市场来提高中集的产品品质。

从1994年上市到2001年，中集连续8年保持快速增长，但集团对于集装箱业务的过度依赖，致使风险也在增加。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市场对集装箱的需求出现大幅萎缩，麦伯良和中集管理层经过调研决定加速多元化步伐，通过优化业务结构，降低集装箱业务比重；另一方面，麦伯良也敏锐地感觉到，中集前20年的快速增长，更多是一种粗放式、基于人力和原料等成本优势、依赖市场拉动的增长，这种方式不能打造持续竞争力，尤其是如果中集要想成为一家“世界级企业”——这是2002年麦伯良在集团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目标。当年麦伯良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声称：“给我15年，还你一个世界级企业。”

然而，更高效率的精益生产方式知易行难，关键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早在2002年，麦伯良推动中集启动了派员赴日学习精益管理的计划。“这一年开始，我每年安排一个年轻人的代表团，到日本丰田、三井、住友这些大公司学习交流，去了解和学习精益生产。这些年轻人都是从集团各公司抽调的，”麦伯良对《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说：“我的想法是，把这些人作为种子，要求他们去优秀企业参观、学习和研讨，深入了解精益生产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有些国内企业已经引入精益生产方式，但运行下来收效不佳，企业界对精益生产方式的疑问不少。麦伯良隐约觉得，这种在丰田积累了五六十年才逐渐成型的精益生产方式，学起来不可能那么容易，必须做长期打算。按照麦伯良的要求，中集这些派出去的年轻人回国后要做两件事：一是要将学习收获、感受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向他汇报。二是要他们回到各自公司后组织专场汇报，和其他人分享，还要将行动计划向所在公司的领导汇报，并组织实施。

连续5年之后，麦伯良觉得中集已经有点基础了。这5年陆续派出去的那几批30来岁的年轻人，累计也有200多人。这些人在各自岗位取得了不错成绩，逐渐成为中层骨干，有些还担任中偏上的职务。

“差不多在2007年，我跟他们说，要在中集开始推行精益管理了。”麦伯良说，这个时间点，正好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但中集已经隐约感受到集装箱行业的整体寒意。早在1996年，中集集装箱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从2003年开始，中集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在净利润上一直保持着几个百分点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集装箱行业整体利润逐年下降，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向精益要效益的需求，对于中集这样长期靠规模取胜的企业显得非常迫切。

2007年，麦伯良将中集集团的子公司——制造与管理基础比较好的南方中集，作为推行精益管理的试点，并在南方中集成立了精益推进办，邀请了日本的专家组成顾问团，请他们授课、做现场改善活动。随后，天津中集也开始尝试。来自南方中集的人力资源总监杜传建回忆说：“那时的组织模式挺有意思，专家一般一个月过来一周，这一周就是改善周。我们带着队伍到现场去做改善，每天改善后还要做报告，发布改善新闻，汇报当天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目的是通过这种带动方式，培养员工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结南方中集和天津中集的试点，最重要的是对精益管理思想和模式的全面传递，对中集沿用多年的相对粗放的管理模式的颠覆，对精益管理的实战操演。但这种局部试点的真实效用不能高估，因为它们与总部和其他中集成员（公司）之间会出现种种体制（机制）和思维行动的不协调，最终对集团层面的效率提升和管理升级作用有限。



自上而下构建“ONE模式”

ONE模式整体推进的过程，是不断挑战人的惰性、组织惰性的过程。

经过5年的前期摸索，在南方中集和天津中集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之后，麦伯良打算从集团层面力推精益管理。

“推行精益管理前，我带领管理团队走访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的下属企业，学习其ACE管理系统（Achieving Competitive Excellence，获取竞争优势），然后又学习通用电气公司的6西格玛管理系统。”麦伯良说，“这些世界级企业大多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中集的目标是世界级，我们也必须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精益管理体系。”之后，这个想法被正式提上日程，交由吴发沛（集团副总裁）和王建中（集团企业管理部总经理）研究落实。

2008年1月，在中集集团工作会议上，“构建有中集特色的管理模式”的设想正式提出，后来，吴发沛为这个模式取了个名字叫ONE模式，ONE就是Optimization Never Ending，寓意“持续改善、永无止境”。

“自2007年7月我来到企管部，一直在系统地构想这件事。”王建中回忆，“在此期间，我们走访了一些优秀企业，包括当时国内做TPS咨询的公司。我们不断学习TPS、6西格玛、ACE、波多里奇的卓越绩效模式等，然后尝试把这些模式融合在一起。”

中集的ONE模式不能生搬硬套丰田模式，这已经被很多中国企业用惨痛经历证明过。王建中想到的创新办法是将这个构想解构，首先将其解构为一个个子模块，然后期待在各个模块成熟的时候，再将这些模块结构化，进而还原出一个完整的模式。

在王建中的主导下，ONE模式分解成20多个模块，从3S、安全管理，到标准作业、设备管理、品质管理，再到成本管理，计划物流模块等改善工具，还包括创意工夫、ONE小组、方针管理等工作方法。这一切的目的是令中集更快、更高效、更好质量和更低成本，并让全员都能够参与。这些不同模块，构成了ONE模式三个层面：现场改善、体系改善和制度、文化改善。针对各个模块的开发，王建中带领他的团队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方案，5年之后，ONE模式基本成形（见附文《制造的艺术》

 ）。

中集ONE模式本源是精益思想，詹姆斯沃麦克认为，或许大量生产与精益生产方式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它们最终目的不同：大量生产厂家的目的是“足够好”，这意味着可以容忍一定的废品率，可以接受最大限度的库存、窄线的标准产品。而精益生产企业的目的是：不断降低成本、无废品、零库存和无休止的产品变型，通过对尽善尽美无止境的追求产生根本性改变。

王建中把改善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面是创意工夫，由工人自主改善；再往上一层是ONE小组，发挥团队力量进行改善；更高的层面是课题，由公司或部门组织资源进行研究和解决。再往上，公司每年制定方针目标以确定重点改善的方向，再把方针目标分解到各部门、班组，直至个人，不同层面运用不同工具进行改善，全员参与。

发动全体员工参与并非易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都有自己的惰性。”王建中说。ONE模式整体推进的过程，是不断挑战人的惰性、组织惰性的过程。因此，需要千方百计打破这些惰性。

刚开始，很多精益专员持怀疑态度：你推进这个逻辑对吗？谁先谁后？推进的逻辑和框架是什么？所以每年每次中集组织的专员集训，王建中都会去给他们讲各自该如何定位，模式推进的整体大思路是什么、去年推到什么程度、今年要干什么事，等等。王建中要用非常精彩的构思告诉他们，模式推进的思路不容置疑——你可以挑战，但必须相信。王建中通过先培育专员队伍来推进精益理念，再通过专员带动一般员工参与进来。

最棘手的是各个公司的管理层。王建中说：“这一层干部是关键，好多企业的管理层是老资格，是创业者，身上挂满功勋章。如果这些人思想不统一，进程就要打折扣。”王建中采取的办法是实行干部专员化：原来的专员不都是部门经理，现在要求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包括公司管理层，用3年时间必须成为一个模块的专员。再通过专家化并用考核牵引的办法，把高层管理者也纳入整个体系。

“在各企业里面推进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名志同道合的副总经理，或者是总经理助理，这个人要善于学习、思想一致、活动能力强。他的作用非常重要，他能帮助总经理统筹资源、落实举措、加速进程。”王建中建议。推行精益管理的过程，本身也是精益ONE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构成精益管理思想的第三极。



[image: ]



ONE模式的模块与体系结构





ONE模式改变了什么

中集用“精益利润中心”指标体系来衡量并跟踪改善成果，经过第一阶段近5年的推进，精益改善给企业带来的效益逐渐在业务绩效指标上逐渐体现出来。对中集通华、中集宝伟和荆门宏图三家企业试点生产线连续三年的跟踪数据结果显示，生产效率逐年提升，2013年同比2011年分别提升14.5%、29.6%、48.3%；2013年，中集共完成TBP课题905个，ONE小组课题数量1126个，分别创造收益7162万元和2490万元，收益额同比2012年增加131%和138%。2013年，集团收益改善课题共创造收益额2.67亿元。

改变的不只是账面数字。2012年9月，南方中集通过劳务公司，向外派遣了571名员工，在一家美国企业进行为期3个月的劳务输出（目的是避免淡季时的员工流失）。中集采取的劳动报酬方式和日本企业很像，后者各级雇员大多数以奖金的形式获得很大一部分报酬，而奖金直接与公司利润挂钩。在中集的报酬结构中，奖金收入占比也很重。按照詹姆斯沃麦克的观点，这种方式可以抑制经济周期对企业的影响：当市场销售下降时，企业的运营成本较低，一旦市场恢复，员工又很快集中精力到工作中。

这些员工输出后，中集管理层一度担心他们在美式管理的“糖衣炮弹”下一去不复返。此前他们了解到，那家公司在人文关怀方面做得可圈可点。不过，这种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3个月后，571名员工不仅悉数返回，还带来了非常宝贵的改善心得。

中集副总裁刘学斌说：中集员工效率一开始不如对方，后者是坐着操作，而中集员工习惯站着操作，最初生产效率只有对方的60%左右。中集员工一周后基本达到了对方生产效率，到3个月时已经是对方的2倍多，还有些人在对方公司担任现场管理干部。作为这些外派员工领队之一的杜传建也证实：“刚开始对方有些班组担心我们的员工不能准时完成车间的生产任务而不敢用，但当看到生产效率提升后都开始抢着用。”

这些外派员工在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效率迅速提升的原因是什么？南方中集总结的结论是精益思想起了关键作用。

按照克瑞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管理学家，组织学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组织效率提升的方式是学习。这种学习的热情在中集的外派员工中得到很好体现。“他们经常下班后还在琢磨，跟现场的班组长、对方的老师傅请教问题，”杜传建回忆班组长告诉他的情景，“这是他们平时在中集的工作习惯。”——这也正是ONE模式所推崇的改善意识和能力。

“我们做创意工夫、做改善，以及现场的沟通，大家这种集体智慧的碰撞很多，”刘学斌说，“效率哪里来？生产线需要严谨性，讲究节拍，一条流水线应该怎么协同，怎么调动，这里面有学问。我们有管理节拍的经验，加上创意工夫，我们改善了很多东西。”

有想法还得有行动，中集不光给员工提供创意工夫的平台，还给他们实践机会，而一旦好的创意工夫被认可，就会迅速推广。这一场景很难在美式流水生产线中实现，因为任何细微的改善，都需要经过层层审批，才可能实现整改。员工提到一个例子：有两台挨在一起的设备，由不同的人操作。在作业的时候，需要把一个装备放进设备里，按一个开关，工人在边上看着就行了。中集的工人说只要稍微错开一点时间，一个人完全可以看管两台机器。

机械行业分析专家郑贤玲认为，这家美国公司的生产线设计者把流程设计好了，效率最高，不需要现场改善，员工只需按章操作。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全部会固化下来，不利于流程改善。而中集认为还有不断改善的可能，改了以后效率会更高，这种方式还能把一线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郑贤玲认为，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美式流水线的理念，每个工人只需管理好自己所负责的环节即可，其他问题不用管。而精益管理要求工人具有多种技能，不光要在某一特定环节不断寻求改善，还需要着眼上下游，甚至全局，来考虑整体改善与效率提升的可能。这也意味着，精益生产方式下，员工有更广泛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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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工夫与效益提升





从“术”到“道”的突破

每个员工都富有创造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并且和可积累的持续改善体系结合，这个体系才会不断前进，这就是中集ONE模式的“道”。

中国企业学习丰田模式由来已久，为何鲜有成功者？有人认为，可能与日本企业的两个重要特性“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有关。但吴发沛认为这些“只是术，不是道”。“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重建经济，来自美国的平等观念——让每一个人去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也影响了日本社会。根据日本当时的情况，如果不承诺终身雇佣，很可能吸引不了人才。即便来了，员工也不会全心全意，于是产生出一个终身雇佣的体系，年功序列也是如此。”

关于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甚至在日本国内都有过误会，认为这是日本企业历来的传统，对此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经澄清过。但是，丰田生产方式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工人的工资越来越高，而单件的成本越来越低。丰田就像是把工人的薪酬从以前的计入可变成本——随时可以替换工人，转变成一个类似于可以计入固定成本的方式，而固定成本分摊到单件产品里，会越来越低。吴发沛认为，以前可能如此，但现在日本企业在中国不是这样，这些都是精益管理的“术”。

“如果把所有这些，甚至是50年前他们已经用过的‘术’，说成是推动管理的必备前提，可能本身就错了。”吴发沛说，中集构建精益ONE模式，不仅勤于学习丰田工具方法的“术”，而且努力参悟精益思想的“道”。这个“道”，与中集践行的“以人为本、共同事业”不谋而合。

“每个员工都富有创造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和可积累的持续改善体系结合，这个体系才会不断前进，这是中集ONE模式的‘道’，”吴发沛说，“至于说用什么‘术’，哪些‘术’好我们就结合起来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用工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90后新生代”步入职场，企业遭遇一次又一次的“用工荒”，员工归属感也明显不如以前。于是，一些企业开始灌输、强调“共同价值”，借此提高员工归属感。

“30年前，人们爱说自己是有单位的，是某某企业人。现在中集没有强调让员工非得说自己是中集人。”吴发沛说。他认为，对于企业的管理者，已经慢慢感觉到即使强调也没有用：“并不是说你来吧，来了就是一家人，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对于企业的员工，他想知道自己好好做就能得到什么，能够被公司以某种方式认可。而且，公司也能把对员工的期望说清楚，只有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而这已经不是‘术’层面的问题了。”

在吴发沛看来，一个企业里不同位置的员工，对他的认可方式不一样。在现在的制造业里，尊重和认可变得日益重要。“在ONE模式里，更多的是让这些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眼睛里面不仅仅是看到那点收入，当然收入也很重要。”

郑贤玲也认为，从文化角度看，ONE模式更符合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都想当老板，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希望：自己不是一件工具、附属品，而是主人。ONE模式尝试把每个人恢复到主人层面，让每一个人觉得“我的地盘我做主”。

“ONE模式让员工们觉得他有更多的可以创造、发挥的空间。ONE模式把基层员工的个体改善称之为创意工夫，这是一种员工立足于本职工作的自主改善。只要是有利于工作的，都可以做，而且企业鼓励这种行为。ONE模式的创意工夫，倡导每一个员工打破常规，拓宽边界，并且营造出氛围，只要有人做更多一点的事情，企业就鼓励他们。久而久之，人人参与改善，‘持续改善、永无止境’也就成了一种文化，”吴发沛补充说，“而在很多企业里，管理者固有的思维可能是，所有都是规定好的，你只能按规定做。如此一来，员工当家作主的意识被扼杀了，成了生产线上的一个机器零件。”



回归“社会人”假设

精益管理的本质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改善的本质是实现人力资源的自我开发，这正是中集精益ONE模式的精髓所在。

精益生产方式能否让员工得到人性上的满足？有人认为，对员工而言精益生产方式比大量生产方式更具破坏性，因为管理者们在不断试图证明系统内存在松弛现象：浪费工时、员工超员、库存超量，而要想办法将其消灭。詹姆斯沃麦克和他的合作者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合理组织起来的精益生产系统，确实能够消灭松弛点——这正是“精益”所在，但它又向员工提供了控制其工作环境所需技巧和把工作完成得更加顺利的不断挑战。

詹姆斯沃麦克进而提出，精益生产方式提供一种创造性紧张，从中员工有许多办法来迎接各种挑战。这种参与解决复杂问题的创造性紧张，恰恰是区分手工的工厂工作与大量生产方式时代的职业性“脑力”工作的标志。因为“精益生产要求每一位员工都能极其勤奋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是不断思考从而有效推动整个系统运行。”——让工人得以实现自我价值，这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境界：自我实现的需要。

“现在我们对员工的要求是，你是这个岗位的主人，”麦伯良说，“员工当家作主意识强了，焕发了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身素质随之得到提高。这点很重要，因为未来的竞争是人的竞争。”

随着ONE模式的推进，集团总裁办马天飞越来越感到：“人力已经从成本变成了资源，不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能够开发的资源。”王建中也说：“中国人骨子里有很强的当家者意识和业绩观，工人从过去温饱的追求到现在业绩观的追求，诉求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管理也要随之而变。自上而下，我们逐级释放员工积极性，唤醒所有人的当家者意识，焕发活力。这么做是让每一个员工能够在这个事业平台上，随着中集的发展，自己也能有所成长有所收获。”中集ONE模式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来构造它的机制。

中集企业文化的变迁，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变迁的一个缩影。在王建中看来，中集一直在诠释、倡导以人为本。中集以前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强民富，共同发展”，演进到现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主张“以人为本，共同事业”，这诠释了整个中国，或者是整个民族价值取向的变迁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集集团正在走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西方工业管理的路，从经济人回归社会人。

“过去是打一份工。现在给我们这些员工重新定位，是成为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王建中说，“一方面，我们提出共同事业，是说这个事业也要变成他的事业。而以人为本要以社会人为本，让他们生活有保障，人格受尊重。另一方面，他内心呼唤的是要有成就、要当老板。在中集，一切是为了落实这种理念。通过赋予他们这样一种可期待的远景，让他们参与到这个共同事业中来。”

有人说，蛇口工业区以及深圳特区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试点最大限度释放了民间的活力与力量。对于中集来说，精益ONE模式的意义，则在于最大限度释放了员工的激情与活力。人类几千年的演进，就是一次次释放人的潜能的过程，大多数企业仅将引入精益管理的目的定位为，提升效率或降低成本、减少浪费，这种定位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精益管理的本质是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机器。改善的本质是实现人力资源的自我开发，这正是中集精益ONE模式的精髓所在。

把中集集团7年的探索放到中国产业能力提升的大范畴中，我们将会有更多发现，中集没有简单地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而是将其本土化、改造并提升。企业因此提高了盈利能力，中集传统的制造业文化升级到了可持续动态调整的现代制造业文化，这对于中集未来保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从中集看中国企业管理升级，探索多样化的中国式精益，对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因此也极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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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的艺术

——中集ONE模式探索实践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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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就像一座宝藏，静静地等在那里，很少有人能够获取，而其实现过程似乎就是艺术。只有弄懂如何学习和应用先进工具方法，把多数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各种举措联动，才能找到通向精益宝藏的入口。






丰
 田生产方式因为丰田公司的成功而备受瞩目，引来许多公司争相效仿，但很少有企业能够取得和丰田一样的成就，在中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如何能够掘取丰田生产方式的宝藏，根植于自己的企业，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并锻炼和培养出一批“丰田式”的员工，将“精益”融入企业文化，这是困扰中国制造企业一个重要问题。中集也曾有如此困惑。

在系统推进中集ONE模式的过程中，我们思考最多的是，在具体工具和方法的背后是什么力量保证了精益的落地，如何让精益成为中集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外力，只能自己去摸索和体悟。经过这么多年持续探索，中集似乎在逐步接近答案，也许让精益落地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也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们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设定精益的目标和愿景，让它成为大家共同的行动方向？选择什么样的组织和推进方式以及配套机制，使精益工具和方法落地？影响精益落地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战略引导ONE模式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

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精益是“战略举措”、“系统工程”、“一把手工程”和“全员参与的工程”。

精益管理方式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系统，没法拆成一个个单独的部分，一些企业在学丰田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着手。中集有些成员企业请了日本老师过来，现场指导改善，结果更多是点上的改善。这些经验还会随着员工的流失而流失，没有把隐性的知识变成显性的、可传承的系统，没有可积累的持续改善。

精益的推进不可避免会与企业原有的工作方式、激励和约束机制、评价和晋升系统乃至企业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一个项目、一次活动能够解决的问题范畴，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精益是“战略举措”、“系统工程”、“一把手工程”和“全员参与的工程”。所以，从中长期视角去看待ONE模式的推进，企业将它上升到公司战略高度尤为重要。

2008年，集团组织力量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形成了中集第一份精益战略规划，初步描述了未来5年（至2012年）中集ONE模式的总体架构和思路，明确了各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路径。在中集的精益战略里，把丰田模式的两根支柱，即彻底杜绝浪费的生产方式和效率化的管理方法加以分解和组合，形成标准作业、设备管理、计划物流、品质管理、成本管理、安全管理等生产工具，以及TBP、创意工夫、人事体制、职能教育、文化等工作方法，共同组成了我们的模块框架。

战略规划最大的目的是达成共识，我们的精益战略每年都在修订、讨论和宣贯，这可能比战略的具体内容更加重要。现在我们也在为一些企业提供帮助和支持，我们最开始问的问题是“想做到什么程度、达成什么目标？”“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精益吗？是大家都想做吗？”同样我们也在不断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不断提升认识。



全方位系统设计是推进的关键

系统设计是顺利推进精益管理的关键，这包括模块关系、推进组织、工具导入和保障机制、人才培养和文化落地等系统设计，这些问题涉及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在系统设计之下精益工具和文化一步步融汇到企业的肌体中，我们认为这才是ONE模式真正的落地。


模块关系的系统设计。
 在ONE模式战略规划中，明确了ONE模式的模块组成。但具体推进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哪个模块是突破口呢？这里面大有学问，决定推进的成败，不同企业有不同选择。在中集，吴发沛副总裁和企管部的团队经过反复考量，决定以安全管理作为突破口，既治标，又立本。一方面，安全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都是不容争辩的职责；另一方面，它也是以人为本的要求，必将受到广大员工的欢迎。

精益安全模块到底该是什么样？这同样需要系统设计。我们向很多不同流派的老师请教，到很多优秀的企业参观、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研讨、总结，将知识和工具在实践中与中集的实际情况和以往的经验相结合，构建出安全管理的整体框架，选择那些受欢迎、效果好、参与积极性高的做法，共同形成了中集自己的“精益安全9+8体系”。该体系围绕危险源管控，既有完备的制度体系，又有保证制度落地的现场活动。几年的实践，成效明显，为ONE模式后续模块的推进开了个好头。

精益安全一炮打响之后，路线图中第二个模块的定位是尝甜头，让总经理尝到甜头，让员工尝到甜头，也能和精益安全相关联，不能太过繁琐和困难，我们选择的是设备管理模块。过去设备管理主要以事后管理为主，突发事件频发，且检修缓慢。我们推出了全员设备保全（TPM）模块，同样效果显著，从员工到总经理开始尝到了精益带给他们的业绩提升和工作便利。

我们在思考除了将精益工具引入外，亟需解决如何让员工愿意接受精益思想、愿意参与进来的问题，创意工夫模块应运而生。通过创意工夫平台，普通员工的改善智慧和活力得以迸发，2012年全年中集有36万件创意工夫，数字背后是具有“问题精神”的人才育成，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如此，一个模块接着一个模块，先后顺序有严密的逻辑。几年下来，ONE模式的整体框架基本清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智慧和韧性。


推进组织的系统设计。
 中集一共有50多家制造企业，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企业想法相同，而集团的力量和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在推进组织上我们的做法是遵循自愿、共享、协同的原则，寻找志同道合的企业一起来做。

我们在集团内部成立了一个精益协同组织，这个组织是一个非行政型组织，加入的成员企业可以获得一定的权利，但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权利是可以优先享受各种资源，义务是必须在所在产业板块内根据部署推进ONE模式的各个模块，并承担推广和复制责任。

精益协同组织在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领头羊和探路者作用，每到一个节点，就会有很多成果出来，然后集团内共享，接着再往前推进。我们的第一批成果、第一批专员、第一批内部讲师都来自精益协同组织，精益协同组织可谓燎原之星火。现在我们的精益协同企业共有12家企业，各主要产业板块、各种生产组织形式都有代表，这也保证了ONE模式的普遍适用性。


工具推进和保障机制的系统设计。
 随着精益工具的不断引入、模块不断推出，后台保障机制是否能与之相配套越来越重要。在2011年-2012年我们的一项工作是探索和推出了中集改善收益手册和改善收益管理机制，这是在解决精益工作的效益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问题。通过手册，我们可以知道节省人力、工时和材料的具体算法，这个计算要延续多长时间、计算一个季度还是计算一年等，同时这种计算又是和财务数据相勾稽。通过收益计算的结果可以将现场改善和评价体系结合在一起，而评价体系又和教育体制、晋升体系结合在一起。让后台保障机制不断助力与各模块的推进，另一方面通过后台保障机制的改变，使各模块的工作得以固化。

这种系统设计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各模块的分级评价机制、精益专员的晋升通道和配套要求等等。越到后期，我们越认为精益推进过程中的系统设计尤为重要。



精益落地的精髓是“精益式”的人

有学者把丰田成功的关键归结于“丰田式”的人。丰田模式的中心在于员工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深深地根植于公司的理念和原则，其核心是对员工的尊重和持续改善。从我们推进ONE模式的过程看，精益落地的精髓正是如何能拥有一批“精益式”的人，我们坚信只要公司自上而下传递尊重和信任，员工必将自下而上反馈智慧和改善。如何能将人和文化的问题解决好是我们反复揣摩和思考的重点。

精益专员是我们的先锋队。中集把每个模块推进的主推力量经过选拔和培训，形成精益专员队伍。这些专员会把整个推进过程的具体内容总结出来，形成培训资料，然后在各自的现场进行推进，并不断改善，同时还负责其他企业的推广复制和审核。专员队伍就是一支专家队伍，这支队伍是精益推进的保障。我们对专员的要求是四位一体：辅导师、评估师、培训师和宣导师。辅导师能现场辅导；培训师能做培训；评估师能就改善情况做到心里有标准，并能够对照标准给予评估；宣导师要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传播精益精神，除了身体力行，还要去影响周围的人。中集拥有一支400人的专员队伍，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只有先锋队还不够，还需要从上到下的全员参与。每个企业都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层面：总经理、干部和骨干、普通员工。只有总经理引领，干部和骨干带动，全体员工一起参与，才能把精益做到位。知易行难，中集需要针对不同层面的特征，从愿不愿意、允不允许、能不能够三个方面想方设法不断地团结志同道合者、不断地刺激和诱惑犹豫观望者、不断地孤立和减少麻木不仁者。比如中集有年度改善发表会和总经理论坛，有精益的奖项，让真正做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能够感受到精益带给他们的荣誉。通过多年的坚持，“工作=作业+改善”、“每天进步百分之一”这样的理念深入人心，从工具到理念中集在和精益对接。

ONE模式一路走来，给我们最多感动的正是员工，他们的智慧、奉献、改善无不超出我们期望。这正印证了一句话：公司只要提供适宜的环境，员工必将全力以赴。精益落地的精髓是人，是具有“问题精神”的人。数万人，处于“中毒上瘾”一般去搜寻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是精益能够成功的最关键标志，也是每个致力于精益管理的企业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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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工厂”：中集人的精益梦想

目前ONE模式推进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用时5年，在集团各个企业里面的基本框架已经搭起来，大家对精益的认识基本清楚了。过去遥不可及的“世界级制造”，将会进入我们下一个阶段，作为中集的目标。“世界级制造”是什么概念？去看看日本丰田的工厂、美国波音公司的工厂，我们能体会世界级制造企业的一些特点：真正拉动式生产、真正的单件流，在大计划的控制下一套指挥系统在完整运作，所有的物料都在有序流动，这是中集下一阶段的目标。

透过这些表象，我们更加看重其背后的生态系统。麦伯良总裁曾在年度改善发表会上讲到他对中集ONE模式的期望，即“希望中集ONE模式能够让每位员工充满激情地、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到共同事业中来，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与企业共同成长”。其实，麦伯良总裁的期望恰恰是对“以人为本、共同事业”的生动诠释。什么叫以人为本？一个是赋权，一个是赋责，两方面组合在一起，才可称为以人为本。

中集精益ONE模式构建的过程并不是硬件、大资源投入的模式，而是润物细无声，软硬件不断结合、不断改进的过程；不是换汤不换药，而是脱胎换骨的过程，这才是中集所追求的目标。精益ONE模式作为一项变革，有坚定的支持和参与者，也必然有暂时不理解的观望者，我们需要由衷地感谢，因为这些不同的力量客观存在，才让精益的落地有了艺术的气息，也成为ONE模式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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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中是中集集团企业管理部总经理。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对话麦伯良：用ONE模式提升企业竞争力

郑贤玲 邓勇兵 | 文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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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NE模式的推进过程中，中集自身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更通过文化的塑造，激发了全员参与。






在
 位于深圳蛇口客运码头旁的中集集团总部，透过总裁麦伯良办公室落地阳台的玻璃，可以看到不远处堆满集装箱的繁华口岸，以及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若是换作在几年前，麦伯良大概没有多少闲暇时间欣赏窗外的景色：无尽的文件、电话，以及下属的工作汇报，占据了麦伯良大部分的工作时间，超长时间工作成为常态。

不过，由于ONE模式和分层管理的逐步推进，最近两年，这种局面得到了明显改观，麦伯良有时还能抽出时间到高尔夫球场挥上几杆。“终于可以停下来仔细想想更深刻的问题、有更多的时间考虑未来的战略了。”麦伯良说。随着不断有外部企业派员到中集取经学习，以及陆续传递回来的各种正反馈，55岁的麦伯良甚至有意把推广ONE模式做成一门生意，择机对外输出。



ONE模式能解决什么问题


HBR中文版：
 中集过去更多的是采用收购、整合和扩张的发展方式，而现在更强调精益管理、效率提升，原因是什么？ONE模式能解决什么问题？


麦伯良：
 两者不能这样断开来讲，中集现在还在急速扩张，不断收购、兼并、整合全球的资源，步子并没有放慢。而企业的管理和运营，同样也伴随着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在持续地加强和改善。我们是制造业出身的企业，制造业有两个概念很重要，一是精益求精；二是节约，充分利用资源。

经过摸索，中集逐渐形成了ONE模式。贯穿ONE模式的精髓是重塑企业文化，改变员工思维，只有汇聚每一个员工的改善才能最终推动整个集团的升级。ONE模式是一整套精益管理体系，由很多不同的模块组成，如成本、品质、安全等模块，其应用范围覆盖了管理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ONE模式的推进过程中，中集自身存在的问题得到了全面的解决，更通过文化的塑造，激发了全员的参与，这正是ONE最大的价值。




HBR中文版：
 中集的ONE模式借鉴了TPS、6西格玛还有ACE的内容，在你看来，它的核心是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


麦伯良：
 ONE模式的核心要点是以人为中心，立足每个员工的改善，全员参与，共同推进集团升级。通常人的精益观念比较淡薄，并不会时时处处有改善的意识。那首先要调动他们，让他们觉得任何事情应该都有改善空间，让不断改善的观念深入每个员工的心中。因此，首先要在文化、观念和理念上改变大家，形成改善的意识。

我觉得ONE模式更接近丰田模式，丰田叫做精益生产方式（TPS），它是东方的产物。我们不会照搬TPS，中集发展出来的这个模式，结合了日本、德国制造企业的优势和特点，还有美国企业ACE、6西格玛的精髓，并贴合了中国国情和中集实际情况，更符合中国人、中国企业的特性。




HBR中文版：
 根据中集经验，要顺利推行ONE模式，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麦伯良：
 随着精益推进的越发深入，我们就越发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门艺术。中集要做好精益、调动全员需要全盘的考虑和脚踏实地的推进。关键因素有两点：首先是关键领导对精益管理的认知高度、深度够不够。集团及其所属企业的领导者对它的认识是什么，是一件任务还是一项创造的工作，领导者的信念和决心对ONE模式的推广很重要。对一个企业而言，这项投资并不大，但回报大、见效快。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实施队伍，尤其是主要负责人，他的实施策略，也是成败的关键。组织实施很重要，你找谁来负责这个事，当领导的要做好安排。任何伟大的理念和工程，实施、执行非常重要。在中集，我不是指挥官，只是一个战略决策者，指挥官很重要，而且指挥官得要有策略。我认为这两条最关键：领导做事下定决心、坚定信念；执行者有策略，让大家很快地凝聚共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变革升级行动中来，队伍壮大了可以攻艰克难。



ONE模式有多大普适性

中集的精益推进并不局限于某一产业，而是有试点有计划地在各产业共同推进。


HBR中文版：
 为什么在集装箱事业部最先推行精益生产方式，而不是技术先进性及精密度更高的海工，或者中集的其他业务领域？


麦伯良：
 精益和精密没有必然关系。精益是一种改善，一种变革。它是通过处处着眼改善提升，使效率进一步提高，浪费进一步减少。精益不仅仅是工厂生产体系的事情，更是一整套管理体系，它包括物流管理、采购管理、成本控制、财务管理等全套内容，可以覆盖在员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精益变成一个全员的行动，因为只有通过全员的行动，才能把精益落到每一个点上。

中集的精益推进并不局限于某一产业，而是有试点有计划地在各产业共同推进。整个过程并不容易，但做出来了，中集的精益就有了普适性，因为集合了各产业共同探索的智慧。中集有100多家企业，沿海地区很多、中西部和东北也有，国外诸如德国、美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些地区差异比较大，中集必须有试点地去推，循序渐进，而不能把它变成一场全集团轰轰烈烈的“运动”。各产业业务不同，成熟度不同，有些地方它没到这个时间点，就要注意方式方法。集装箱板块有30年的历史，它的基础很好，推行起来容易见成效，容易产生示范效应。




HBR中文版：
 关于推行ONE模式的时间点选择，中集在2008年开始升级行动，是不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一些问题，使得推行精益管理变得更为迫切？


麦伯良：
 不是这个原因。事实上，中集早在2007年就启动了精益管理的探索，是在市场发展最顶峰的时候，到2013年已经7个年头了。推精益管理的时间点是什么概念？我认为要看企业的基础。搞ONE模式是要投资的，企业要讲求效益，中集连续5年，组织了200多人去日本参观学习，那不是投资吗？组织这么庞大的体系，去研究、构建每一个模块，不需要投入吗？集团每年还要召开那么多大会、要颁奖，也是要投资的。有投资就要有回报，但回报时间可稍微放长一点，但是也不能放两辈子都回报不了。




HBR中文版：
 丰田精益思想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在供应链上下游都延伸推行，跨越了企业边界，ONE模式是否也可以跨企业，甚至跨行业推行？


麦伯良：
 中集进行的探索，是一个试点。如果中集做好了，我希望把这套系统推向社会。因为中国有数百万家制造业企业，这套体系放在制造业企业，有比较广泛的适应性，根据企业的情况进行改造就可以用。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中集是不是要成立一个精益管理推进公司，像咨询公司一样，专门推广ONE模式，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有需要的企业，把它当生意做，往上下游推广、渗透。这样做可节约合作伙伴的成本，也就相当于节约了我们的成本，提升了效率。

中集精益ONE模式的构建过程本身是跨产业方式，而试点推进的过程本身已经展现了切实有效的成果。所以我和员工讲要敞开心胸，把我们的精髓，有利于帮助其他企业成长的经验，分享出去，不要吝啬。我们不能局限于某一行业，要走出去，把动员公司全体人员创造改善的这套精益模式推广开来，让其他企业理解精益的精髓，领略精益的艺术。

中集是社会的一员，也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我们对社会、对中华民族有责任感。我们觉得ONE模式价值大，为什么不推荐给这个社会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既然已经发现它是有价值的，是适合中国的，就要把它推广出去。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空间巨大，改善的空间也巨大，通过精益管理和技术创新，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这几个方面要是做好了，多管齐下，加上中国人的勤奋、好学，不怕困难，中国制造业仍然是世界之王，将来也一定是这样。




精益词汇

3S管理

整理（Seiri）、整顿（Seiton）和清扫（Seiso）。“3S”活动的对象是现场的“环境”，它对生产现场环境全局进行综合考虑，并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与措施，从而达到规范化管理。





TBP

是问题解决方法的简称，源自“丰田工作法”（The TOYOTA Business Practices），是中集集团推行精益生产模块之一。





TPM

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的首字母缩写，中文译名叫全面生产维修，又译为全员生产保全。是以提高设备综合效率为目标，以全系统的预防维修为过程，全体人员参与为基础的设备保养和维修管理体系。





创意工夫

针对员工本职工作范围内，从现有的流程、方法中发现问题，用新的方法或设计解决问题，并用独创性的想法、步骤使工作比原有方式做得更好，且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果的全员改善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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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贤玲是经济学博士，资深行业分析专家，她著有《中集：可以复制的世界冠军》一书。邓勇兵是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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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该信任谁

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 |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是否信任他人，我们总是过多地看重对方的声誉及其自信度。然而研究表明，人类行为总随环境变化而变，我们的直觉往往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假
 设你正在洽谈一项为期数年的合同，为一家大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客户告诉你，她的公司希望就特定服务，和你达成协议；但她希望你愿意在合同期间提供更多服务，她相信你能在该公司需求增多时，订出提供额外服务的条件。你该答应她吗？

假定有一位潜在的商业伙伴，想跟你购买价值1200万美元的服务，但由于预算所限，他只能付1000万美元。如果你接受这个折扣，他提出未来双方可能有长期盈利机会，但目前还不能作任何承诺。你该和他成交吗？

任何管理者遇到类似上述情况都会进退两难，因为很难得出明确答案。如果你选择信任新客户、承包商或合作者，那么自己就会处于不利境地：你的财务收入等方面要取决于他人的忠诚度。

如果你坚持在签订合同前核实每一句话，并要求所有细节详加说明，整个过程会费时费钱，还可能使自己陷于不利境地。

上述两个情形源于我一个朋友的经历，他是全球最大咨询公司之一的合伙人。由于事关信任，为保护隐私，谈及他本人及其公司和客户，我们皆使用化名，就称他罗布好了。尽管他答应了两名客户的提议，选择信任对方，结果却大相径庭。第一位客户将罗布的许可看做是，她及其所在的大公司在这一合作关系中占主导权，在未来工作中能够任意提条件。时间一长，她的公司提出了越来越多不合理的要求，而她则明确表示，如果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公司就会选择另一家更乐于提供这些服务的供应商。而第二位客户则证明了自己的可信度，他给罗布的公司带来的长期收益比最初合同里的折扣额要高。

要想在商界获得成功，无疑要乐于与他人合作并信任他人。但问题是，该信任谁，信任多少？数十年的科学研究表明，在决定是否可以信任他人时，人们判断的准确度比纯碰运气强不了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方是否值得信赖是完全不能预测的，只不过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测方法不对而已。我们过于看重对方的声誉，及其表现出的自信，而忽视了一个事实：人类行为总是随环境而变，而我们的直觉往往能作出更好的判断。

那么当攸关你公司的资金和资源得失时，如何才能更好地对可信度作出判断，从而提高你的成功率呢？



诚信善变

多数人认为，好名声代表着讲诚信。因此才会有很多类似问题出现：这家公司过去可靠吗？之前的客户是否认为它是不错的生意伙伴？

此类问题的答案广受欢迎。类似Angie’s List和Stack Overflow的无数点评类网站和资源，都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应运而生。但此类评判方法存在问题。和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反，诚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过去公道诚实，将来未必也如此。

想弄清个中缘由，我们需要摈弃人们总在“好”和“坏”之间抉择的成见，因为一般人并不如此思考，严重的精神病人除外。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一般会留意短期和长期两种收益，介于这两者间的利弊权衡则决定了当下的可信度。例如，没按承诺完成工作的毁约者可能会获得一时的利益，但他们未来从同一位合作伙伴甚至其他人身上，获得更多益处的机会减少了。哪个结果更好取决于具体情况和相关各方。

以欺骗为例。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心理学家皮尔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和我做了很多相关实验，屡屡得出一个令人惊讶且失望的结果。尽管多数参与者认为自己正直可信，但90%的人在他们认为不会被发现的情况下，都会做出不诚信的行为来使自己获益。这是因为，匿名意味着不需要付出任何长期代价。更意想不到的是，多数选择欺骗的人并不认为此举代表他们不可靠；他们甚至一边谴责其他人的欺骗行为，一边给做着同样事情的自己找借口。

现在结论已经很清楚，可信度视情况而定。如果一位销售马上要签下大单，却临时决定换工作，那他的打算也很简单：向之后的需求妥协，不计当前后果。因此请记住，当利弊权衡和所负责任发生改变时，客户与其他合作商做生意积攒的声誉，不足以让你能信任它。



权力越大，诚信越低

穿阿玛尼西装的男士和穿 Men’s Wearhouse运动外套的男士，谁更可信？着装看似和可信度无关，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心理学家保罗皮夫（Paul Piff）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指标能够预测可信度：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诚信度越低。例如，一项实验中，皮夫和同事让受试者扮演招聘者，他们被告知，有一份不超过6个月的临时工作对外招聘，但一名十分合适的应聘者只对长期职位感兴趣。当受试者被要求准备职位介绍词来打动应聘者时，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招聘者不仅没有告知对方这是一份临时工作，而且还告诉研究人员，要是被问及职位任期，他们会撒谎。

根据此项研究和其他研究结果，你可能会认为富人没有穷人可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德国科隆大学心理学家约里斯拉默斯（Joris Lammers）的研究证明，一个人的诚信度并非由他或她银行里的存款数字决定，而是取决于他或她认为自己有多大权力，或者说有多少弱点。在模拟办公室环境下，拉默斯随机指定受试者担任“老板”或“下属”角色。他发现，多数临时升至更高级别职位的人会变得更虚伪，他们在谴责他人的不道德和利己行为时反应很快，却认为自己同样的言行是可以接受的。

当某人的地位比你高时，或者哪怕只是如此认为而已，大脑都会告诉他，你需要他多于他需要你。因此对方会更倾向于满足短期需求，而不那么担心不讲诚信带来的长期后果。所以在决定应该相信谁时，需要考虑权力差异，包括新差异和临时差异。如果潜在合作者刚刚升职，或刚拿下一个大单，他可能会觉得某些关系不那么重要。尽管很多顶级公司一贯享有盛誉，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对大客户和小客户一视同仁。



自信不等于有实力

诚信并非意味着一切，能力也很重要。如果个人能力无法达到工作要求，高尚的情操没有意义。惊人的是，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哈佛大学教授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的研究表明，四岁大的孩子就能分辨出哪些教师能力更强，通过他们获取信息，而且相信他们的话。

信心太有迷惑性，特别是在攸关金钱或其他资源得失的时候，我们总愿意相信看似自信的人。例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贾森马滕斯和杰茜卡特蕾西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在解决与盈利相关的麻烦时，更愿意相信看起来自信的人，并使用他们提供的信息。

然而，有太多时候我们误把他人的自信当实力。一个人一贯的业绩能够与他或她展现的自信吻合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虚张声势甚至拿花招骗人，就成问题了。

什么才是判断工作能力的最佳方式呢？一定要亲自调查。尽管声誉不一定能判别诚信，却肯定能说明工作能力。这是因为人的能力总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受利益取舍和道德抉择的影响。因此当你看到充满自信的公司领导时，不妨和他们现在以及以前的雇员、供应商和顾客聊聊，来验证其真正的实力。




如何提高别人对你的信任

慷慨大方

心怀感恩能促进信任。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团队让受试者处理难题，然后介绍一位“恩人”帮他们解决难题。在接下来的任务中，那些对恩人表示出更多感激之情的受试者不仅更努力工作，协助和保护恩人，而且更公平地和他们分享利益。


经验：
 给新同伴一个感谢你的理由，实现双赢：短期内你的慷慨大方会让他们获益，他们则会以忠诚相报。





强调共性

我们本能地会根据共性判断出哪些同伴值得信任，这是一条捷径。

在最近的研究中，皮尔卡洛瓦德索洛和我用一些微妙的方法，影响了和他人面对面时，受试者对自身的看法。比如让他们和陌生人佩戴同色腕带。那些感到“建立起联系”的受试者更易理解他们的同伴，哪怕自己受损失，也会更频繁地帮助同伴。


经验：
 强调共性更容易让你的同伴觉得，和你可能建立起持久且有益的关系。





避免惩罚

扬言处罚能暂时防止不诚信的举动，但这样的策略会产生反效果。

例如，在荷兰莱登大学最近的研究中，受试者参与了名为“公共财物”的游戏。一开始有的人得知，如果他们为一己私利挪用集体财产，就会受罚；而有的人则不知道。前者与后者相比，对其他同伴的信任度更低，而且合作性更差。


经验：
 本来人们认为诚信是公认的做法，但威胁和惩罚会削弱人们的这一看法，也令新同伴不太愿意冒险支持彼此。





相信直觉

多年来，学术界、商界和军事界的研究者，一直试图找到一些判断可信度的简单方法。那些号称能通过肢体语言判断说谎者的书籍有用吗？它们根本就没有实证依据。美国联邦政府会计署最近公布的报告也显示，即便是国土安全部和运输安全管理局培训探员所使用的策略也不够可靠。

总有人试着想找到某个能揭露他人不可靠的“线索”，比如假笑或躲闪的目光。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线索靠得住。好比“摸脸”这一举动，可能说明一个人潜意识在掩盖什么，也可能只是因为她脸痒而已。你要结合一系列线索，比如对方的姿势等，才能更准确地预测或揭示其动机。幸运的是，大多数人出于本能都会这么做。

最近在和康奈尔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合作的实验中，我们让受试者参与一个经济类游戏。比赛前，我们让受试者通过面对面或在线聊天的方式互相交流，并录下了他们简短的“自我介绍”对话。尽管两组的平均合作水平相当，但当人们进行金钱交易，预测合作伙伴是否会讲诚信时，之前面对面互动人群的判断更准确。这意味面对面交流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和信任相关的信号。

为找到这种信号，我们从录像中搜集并对比了几组非言语线索，看看其中哪些预测了不诚信行为。我们发现，四个动作一同出现构成可靠的预测信号。它们分别是身体倾斜、远离同伴，摸手，摸脸和交叉双臂。一个人越频繁地做出这四个动作，说明他或她越自利，不愿意和同伴共享利益。同伴看到此人发出这些信号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预测他或她会做出欺骗行为。最有趣的是，面对面组的受试者并没意识到他们在利用这些线索推断可信度，也就是说，尽管说不出原因，他们的直觉已经有了更准确的判断。

之后，我们做了一项重大改动并重做上述实验：受试者交流的对象不再是同伴，而是仿人机器人。按照设置，机器人要么做上面四个动作，要么做其他一些中性动作。机器人受到严格控制，能以人类演员无法达到的精确度重复四个动作。结果正如我们所料：当受试者看到机器人做四个动作时，对其信任度降低，并认为机器人会欺骗他们。

这些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内部自带诚信探测器，也更加肯定了直觉的重要性。可问题是，管理者和谈判者经常压抑他们的直觉。他们要么忽视直觉，更相信声誉或地位之类判断可信度的理性指标；要么以错误的方式寻找错误的非言语线索。

我建议在做判断时，要保证你的头脑不受干扰。德国曼海姆大学的马克-安德烈赖因哈德（Marc-André Reinhard）最近主导的研究确认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受试者观看诚实者和欺骗者的视频，看完后马上让一半受试者讨论谁可信，而让剩下的人完成另一个任务。实验证明，后一组人在判断谁可信时要准确得多。这是因为做了别的事情让他们的头脑不受分析性思维的影响，直觉地从非言语线索中获取信息。当然，你不该盲目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应将其作为一种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信任好于不信任吗？如果你对潜在合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不能和他们当面互动的话，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多数被认可的案例说明，当你没有信息可供参考时，从长期关系中可获得的收益一般会超过一次性损失，因此选择信任他人比较好。但当你了解对方的情况，而且可以面对面交流时，最好忘记以前对信任的种种成见，谨记上面四种信号。



四种信号告诉你：此人不可信

和一般经验相反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单一信号能告诉你，此人不可信。因此你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四种信号，才能更准确地预测一个人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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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德斯迪诺是美国东北大学心理学教授，著有《信任的真相：信任如何影响成功、爱、学习及其他》（The Truth About Trust: How It Determines Success in Life, Love, Learning, and More
 ，2014年出版）。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被社交媒体“黑”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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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航空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推文大赛,不料恶评如潮，并引起其他媒体关注。是该立即停赛，还是无视负面评论继续比赛，这家公司的公关团队犹豫不决。






还
 不到清晨6点，夏琳汤普森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她的丈夫詹姆斯翻过身嘟囔着说：“你这习惯也太差劲了，查邮件这种事，不是该留到起床喝完咖啡后再做吗？”

“亲爱的，这是大事儿，”夏琳轻声道，“我得看看比赛情况怎么样了。”

夏琳是加捷航空公司公关部负责人。昨天在瑞怀公关公司的协助下，加捷航空在twitter上发起了首届征文大赛。具体规则是：使用话题标签“#加捷豪华体验”发表最具创意推文的人，可获得公司提供的两张往返机票，地点任选。

夏琳已在加捷航空从事了15年公关工作。对她而言，此次活动至关重要。6个月前，由于飞机引擎的安全问题，加捷航空三分之一的飞机停飞一周，造成了大量航班取消和延误。

此外，当地勤人员以罢工相威胁后，公司处理劳资关系的做法也带来一些负面报道。为重树公司形象，使公司成为旅客首选航班，瑞怀公关团队精心策划了这次宣传活动。

夏琳边浏览一长串推文边说：“唉，看来有点不妙。”

“怎么，没什么人参与？”詹姆斯迷迷糊糊地问。

“恰恰相反，可惜都是唱反调的。”夏琳随便读了几条：“‘幸好到达目的地时引擎没着火#加捷豪华体验’；‘连着2天滞留在离家3000英里的地方#加捷豪华体验’; ‘员工薪资不公，公司却能逃脱惩罚#加捷豪华体验’。”

“哎呦。”詹姆斯回应道。

夏琳从床上起身，心想这和预期效果完全相反。

“你去哪儿？”詹姆斯问。

“我得给杰里打个电话。”



早上7点30分

加捷航空公司CEO杰里施奈德不耐烦地在桌上敲着手指，和夏琳一起等其他责任人到来。虽然杰里还没开口，但夏琳能感觉到，他压力颇大。

夏琳的社交媒体主管蒂姆鲍威尔和瑞怀公关负责加捷航空的客户经理安德莉娅肯普一起露面，神色慌张。

安德莉娅和杰里握了握手，还没落座就忙不迭说：“活动之前我们都知道这样做有风险对吧？人们喜欢在网上抱怨，特别是在允许匿名发言的时候。”

夏琳明白，安德莉娅语速很快，并非精神紧张所致，而是因为她是那种越到危急关头越能激发潜能的人。正如安德莉娅所言，在整个活动策划过程中，她一直在提醒夏琳及其团队，有人会利用这种社交媒体活动抨击公司。在摩根大通的官方twitter最近推出问答环节后，也遭遇了类似的“话题标签反作用”。她还群发过一篇《福布斯》杂志网站的文章，内容正是关于麦当劳一次商业活动引发的“话题标签反作用”。现在安德莉娅又向在场诸位提起这些案例。

杰里说：“就算知道有公司与我们同病相怜，也没法让我们心里好过些。”他向蒂姆询问事态进展。

“新推文还是源源不断：从早上6点开始，用‘加捷豪华体验’话题标签发的推文已有200多条了。大多数还好，但有一些特别刺眼。”杰里翻了个白眼：“我现在一条也不想再听了。”

“现在我们这个话题已经快上媒体头条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蒂姆说。

“怎么才能避免上头条？”杰里问。身为“60后”，杰里已经尽力追赶社交媒体发展的步伐，但还是不如蒂姆和夏琳在行。“我们可以换个话题标签，让人们用新标签，”蒂姆建议，“其他公司这么做过。”

“这么做管用，”安德莉娅也表示赞同，“让人们注意新的话题标签，可以分散他们对旧话题标签的注意力，而且他们也会少发些讽刺挖苦的评论。不过，旧话题标签的推文要等上些日子才能逐渐减少。”

“这样我们就能挽救这次比赛，让风波渐渐平息？”杰里问道。夏琳则建议：“或者我们干脆终止比赛算了。”

“嗯，你还记得吧，摩根大通就是这么做的，”安德莉娅说，“有人用他们的话题标签发布‘为富不仁的资本巨头’之类的话，摩根大通就把那个问答环节取消了。”

“这样一来，就真成了招人恨的混蛋了。”蒂姆说。

安德莉娅点点头：“先别急着下结论，大多数推文还是正面的，有不少内容是关于搭乘加捷航空时的美好经历。如果取消比赛，可能会打击那些真诚参与者和希望赢得往返机票的人们的积极性；或许无视那些负面推文，把注意力放在内容正面的推文上比较好。”

“什么时候媒体会开始打来电话啊？”夏琳问。她已经开始担心要如何应付记者的问题了，毕竟这是早晚的事。

“那就高姿态一些，无视消极评价，只说对积极回应感到欣慰好了。”安德莉娅建议。

“目前我觉得这些选择都不好。”杰里说。

蒂姆清了清嗓子：“我们可以道歉，这招过去奏效过。”3年前加捷航空的一位运营副总裁想出一个主意：任何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即便不是公司的错，所有空乘、飞行员和机场地勤都要带上特制的徽章，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我们很抱歉”。乘客对这一举措的反响特别好。道歉徽章甚至还让公司赢得了业内的顾客服务奖。

“但现在你们道歉的理由是什么呢？”安德莉娅问道，“你们既没有像凯尼斯柯尔（Kenneth Cole）公司那样对政治事件发表不当言论，也没有像家得宝（Home Depot）那样发布了让大家觉得带有种族歧视的照片，只不过是发起了一个比赛而已。那些公司道歉还说得通，可你们没做错什么。”

“别人可不这么想。”夏琳指着她的iPad说。她又读了几条最新收到的推文：“‘晚到一天参加你女儿的婚礼#加捷豪华体验’；‘坑骗你的员工#加捷豪华体验’。”

“够了。”杰里双手抱头哀叹道。房间里一片沉寂。夏琳打破了沉默：“我愿意试试道歉的方法，我还不确定该怎么说，请给我1小时。”



早上8点30分

盯着屏幕上空白的Word文档，夏琳打下了一行字：我谨代表加捷航空为本次比赛为大家造成的不良感受致歉。她全部删掉，重写道：令乘客们感到失望，我们深表歉意。我们愿承担……“这个也不行。”她对着电脑大喊，又全部删掉。她尝试用更直接的说法：“本公司的飞机偶发故障，诸位认为我们对待员工不公，诸位不喜欢我们的比赛，我们就此道歉。”

这时夏琳的助理从门外探头说：“卡丽舒尔茨来电话了。”这下可好了，夏琳边想边接过电话。

卡丽是公关新闻网的一名博主。她说自己正在写一篇关于社交媒体上遭遇负面评论的文章，想请夏琳评论一下该公司当前的危机。

“我不想称之为‘危机’。区区几个拿我们公司寻开心的人还算不上什么危机。”夏琳说。

“你能否公开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理会那些比赛的反馈？你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不停地发布新推文。”

夏琳连忙查看公司的twitter页面，一条8点发布的推文映入眼帘：“让推文发得更猛烈些吧！我们等不及评出比赛结果了！”她随即按下电话静音键，让助理把蒂姆找来。

夏琳能听见蒂姆从走廊里匆匆跑来的声音。看到屏幕上的推文，他面如土色。

夏琳恢复了通话：“我们还没准备好发表评论，卡丽。”

“最好快点，要知道你们现在是热门话题。”卡丽答道。



早上9点

“还自大呢，在别人眼里，我们现在成了对批评充耳不闻的公司。”杰里说，脸涨得通红。

蒂姆刚要说话，安德莉娅开口道：“对不起，这是我们公司的错。昨天我们写了一些新推文，打算今天陆续发出去。我们是想尽量节约时间。”

“杰里，我们已经关闭了自动发送推文的功能，”夏琳向他保证说，“但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需要做什么，而且要快。”

“对外道歉怎么样？”蒂姆问。

“安德莉娅说得对，”夏琳叹了口气，“很难找到我们道歉的理由，我惟一能想到的说法是，‘对过去10年来让各位失望的种种事情，我们深表歉意’。”

“这么说不行吗？”蒂姆问。夏琳看了他一眼，想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但蒂姆很严肃。

杰里高声说道：“我们会看起来像个蠢货，这就是不行的原因。”

“那我们撒手不管？”蒂姆问。所有人都看着杰里。

“今年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活动？”

“这是我们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社交媒体活动，”夏琳答道，“我们也策划了其他活动，但规模都不及这次。”

“还有希望，”安德莉娅十分镇静地说，“还不到24小时呢，我敢说，这种事来得快去得也快。”

“安德莉娅，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还不想放弃，但我们真的要小心，加捷航空经不起另一场公关危机了。”夏琳说。

杰里重重地坐到椅子上说：“安德莉娅，我明白在这类事情上，我们通常会接受贵公司的建议，你是这里的权威，但也正是你们让我们陷入了这场麻烦。”他又对夏琳说：“作为发言人，我希望由你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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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雇我？因为我对去污增白剂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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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由毅伟商学院案例“澳洲航空公司的twitter危机”（Qantas Airlines: Twitter Nosedive
 ）改编而来，原案例作者为亚娜塞茨和保罗比格斯（Paul Bi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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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娜塞茨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管理传播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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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停赛

辛西娅索莱达是惠而浦旗下品牌KitchenAid的高级总监，并负责部分惠而浦总公司的营销服务。



为修复公司形象而在twitter上搞公关活动，加捷航空公司应三思而后行。


夏
 琳及其团队需要谨慎地终止比赛，防止加捷航空品牌进一步受损。他们应兑现承诺，从那些诚心参赛者中选出获胜者，但要尽量低调。当然，比赛早早收场会令一些人不满，但从目前网上讨论的趋势来看，让比赛继续下去只会更糟糕。

公关团队要担心的还不止是乘客，媒体也听到了风声。一旦加捷航空结束推广活动，评数量就会减少，但也可能有更多记者抓住这一新闻点。夏琳及其团队需要表明，他们能够掌控全局，而且要尽量保证加捷航空对每一条负面的乘客评价都作出回应。他们还应向所有对比赛感兴趣的媒体发表声明。在声明中要突出积极推文，甚至可以提供一两个加捷航空乐于见到的推文范例。声明还可以宣布，比赛已近尾声，但公司依旧会努力探索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和乘客取得最佳沟通效果，并从活动中吸取教训。

夏琳及其团队需要尽快行动，因为浏览有损品牌推文的人短期内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一年前，KitchenAid经历过一次类似危机。我们社交媒体团队的一名员工不小心用KitchenAid的帐号发了一条本该用私人帐号发的推文。尽管我们一分钟后就删了该推文，但还是被截屏和转发了。我们发现，你反应越快，在顾客和媒体眼里就越可信。

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夏琳似乎曾试图评估出推文比赛中暗藏的风险，但无果而终。首先，他们应该试试水。如果用社交媒体监测工具，分析过网民对加捷的点评量和总体好恶情况，夏琳及其团队可以轻易了解到网民对加捷航空的整体看法，并能预测出嘲讽和投诉的数量能否压倒正面评论。

其次，行动前加捷航空就该慎重考虑，选择twitter重塑品牌形象是否恰当。在社交媒体上和顾客互动的最佳方法，是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设有奖金的此类比赛只能让获胜者和企业品牌受益。夏琳及其团队本可以用twitter提供更好的在线服务或及时发布旅行信息。这些做法可能不像派发赠品那么引人注目，但如果真能就此为乘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就能更有效地帮公司打造品牌价值和确立顾客忠实度。

我能理解夏琳为何反复纠结于道歉书的措辞。在KitchenAid的案例中，我们确实犯了错，因此需要认错。但加捷航空发起比赛并没有错，错在那些滥用话题标签的评论者。与其和意料之外的问题纠缠，公司不如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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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比赛进行到底

里克维翁是麦当劳社交媒体总监。



叫停活动并不能平息批评之声，公司应将注意力放在积极推文上。


事
 已至此，叫停比赛没有意义。确实，有些人在贬损加捷航空，还有人在浏览这些负面评价。但结束比赛并不能制止批评之声。夏琳及其团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积极的推文上，让好评盖过差评。

安德莉娅的建议是对的，即指出推文绝大多数是积极的。但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对外接受媒体采访，公关团队都需要具体的数据支撑这一观点。积极推文的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和其他形式的乘客反馈相比如何？如果只有10％的消极推文，而不是80％的投诉电话，就不是太糟。此类具体信息能帮助加捷航空宏观地看待问题，并在媒体提问时应对自如。

航空公司不可能让所有人时时事事都满意，对任何大公司而言都是如此。喜欢麦当劳的人数以百万计，但我们公司也受到攻击。当我和团队在策划社交媒体活动时，我们不会被批评者左右，而是专注于与我们的忠实顾客互动，并为他们提供服务。

2012年的某一天，我们也遭遇了加捷航空类似的情况。我们发起了“#麦当劳故事”这一话题标签活动，希望顾客能发布有关麦当劳的积极体验。仅仅数小时后，交流变得十分消极，已超出了我们的容忍度。于是我们将话题标签改为“#来认识农夫”，开始当天就成功收到了很多积极评价，后来我们就不再推广那个惹麻烦的话题标签了。仅15分钟内诽谤性的推文数量就降到零条。那一整天，我们共计收到7.2万条关于麦当劳的推文，其中只有2000条是负面的。夏琳及其团队也可以采用同样的策略。

我并不是在批评夏琳或杰里打算停止比赛的想法。如果你看到推文以每小时100或1000条的速度增长，确实很容易关注其中的负面评价。但从战术上说，如果能和那些发表积极评论的乘客互动，情况会好得多。他们应该对这样的乘客表示感谢，转发他们的推文，甚至花钱推广其中的最佳推文。

以后，夏琳及其团队可以采取我们在麦当劳使用的策略，防范此类问题的发生。我们团队会定期召开“对付差评会议”，在会上我们会进行演习：“如果我们发布了某条消息，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会做何反应？”如此一来，当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攻击麦当劳时，我们就不会措手不及。实际上，由于这些负面评价已在意料之中，我们就不那么在乎它们了，也不会让高管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虽然我们尽力维护麦当劳这一品牌，使其接近完美无瑕，但世上没有完美和人见人爱的品牌。杰里、夏琳和其他加捷航空的领导者也应该明白这一点。他们不应放弃聪明的点子，而应对自己有信心，并且本着为乘客举办有趣活动的宗旨，将比赛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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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做？

Global People Tree公司创始人

坦维高塔姆 Tanvi Gautam

现在放弃twitter公关活动只会毁了整个计划。该公司CEO应该表态，即使面对多变的天气或者唱衰公司的推文，航班也会照常飞行。公司应利用推文比赛这一契机与乘客建立关系，而非塑造自身形象。







BlackLine Systems公司销售主管

阿尔邦佩马 Arben Pema

网络暴民都是些欺软怕硬之徒，对这种人应坚决予以还击。加捷航空应接受来者不善的事实，然后另起炉灶，把话题标签换成“#改善加捷航空”之类的说法，奖励那些提出最佳建议的顾客。







Banca IFIS公司人力资源主管

毛里齐奥莫尔塞利 Maurizio Morselli

他们应设置两个奖项：一个颁给最佳正面推文，另一个颁给最佳负面推文。然后CEO邀请获胜者到公司总部，亲自感谢他们。毫无疑问，获胜者一定会把这段经历发在twitter上。







Quintain Marketing公司CEO

凯瑟琳布思 Kathleen Booth

不要对负面评价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看重自己，应该多包容批评。当你下次筹划社交媒体活动时，为鼓励更多的正面反馈，可以尝试不同的策划题目，比如“告诉我们选择加捷航空出行的首要理由”。



来自HBR.ORG社区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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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何钟爱灾难故事

最好的灾难故事总能让读者面临道德方面的抉择，左右为难。

安德鲁奥康奈尔（Andrew O’Connell） | 文

康欣叶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从
 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1997年记录珠穆朗玛峰攻顶之行的书籍《走进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
 ），到2013年的太空题材大片《地心引力》（Gravity
 ），我们总在想，“还能更惨一点么？”灾难故事越来越惨，作为读者，我们的胃口却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为什么这类书籍和电影如此引人入胜？难道我们只是着迷于他人的不幸？他人的运气越差，我们就越幸灾乐祸？还是面对那些潜在的伤害源，我们需要一个宣泄焦虑感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上述两种解释或许都成立。但我认为，我们如此热爱这些故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道德选择的深度审视。

在最极端的状况下，登山者、宇航员、水手、徒步者以及飞机乘客会作何决定？换做自己，在类似情况下，我们会怎样表现？普利策奖获奖作家谢里芬克（Sheri Fink）在《纪念医院的5天》（Five Days at Memorial
 ）一书中，生动描绘了美国一家医院如何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后的骚乱。按照她的说法，“在这种强压下，我们很难想象自己会作何反应。”当你阅读她的故事或同类作品时，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要验证自己的道德理性能否经受住类似灾难的考验。你的行为会被自私自利或其他观念左右吗？

道德抉择问题是《纪念医院的5天》的核心所在。在书中的某一部分，芬克对比了同处于新奥尔良的两家医院：纪念医院（Memorial Medical Center）和临近的慈善医院（Charity Hospital）。它们都在飓风袭击过后经历了几天绝望期。纪念医院遭遇水灾与停电。在供应短缺，救援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给几位患者注射吗啡，疑似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被注射的患者中，有些被指定为“不予急救者”，一人因肥胖而被救生机拒载。医护人员做出的注射决定是出于怜悯心，而非哪些做法更得当。后来，一位名叫安娜波乌（Anna Pou）的主治医生因二级谋杀罪被捕。由于对她的声援日渐高涨，陪审团最终驳回了对她的起诉。

在邻近的慈善医院，事态则大不相同。医护人员继续为患者提供护理，尽管那里的情况甚至比纪念医院还糟糕。医院领导从未因为患者病情太重而把他们归类为不予急救者。这样看来，波乌及其同事的决定似乎不那么站得住脚。

根据定义，危机是置人于挑战中的情境。哈佛大学的拉克伦福罗（Lachlan Forrow）是一位医学道德与临终关怀方面的专家。针对纪念医院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指控，他的回应是，“我们应该把那些超常的道德情境，看作展示我们最深层道德价值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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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医院的5天》

谢里芬克


出品公司：
 皇冠出版集团


上映时间：
 2013年










写得最好的灾难故事中，角色面对的考验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呈现出不同色调。如果你置身于停水停电的医院中，需要负责命悬一线的病人，你会怎样做？如果你担任攀爬珠峰的向导时遭遇暴风雪，会不会撇下攀登者独自下山？如果你在“911”那天碰巧乘坐了美联航93号航班，会不会冒着生命危险与恐怖分子对峙？

如果缺乏这些道德选择的困境，灾难故事会变得苍白许多。《地心引力》虽然包含惊险情节与3D特效，但它缺乏人物做决策的情节，除了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饰演的宇航员从头到尾都在决定继续求生还是就此放弃。记者尼尔斯维登（Neil Swidey）所著的新书《受困海底》（Trapped Under the Sea
 ）也有类似问题。它讲述了一群工人1999年被困在10英里长的波士顿港海底管道里的故事。故事十分精彩，叙事动人，但当灾难降临时，被困工人所面临的惟一抉择困境就是是否寻找伙伴的遗体。然而，作者对故事中真正的道德困境——被困前，工程督导无视危险信号，执意让工人戴着有故障的呼吸系统进行作业——却着墨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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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困海底》

尼尔斯维登


出品公司：
 皇冠出版集团


上映时间：
 2014年










哈佛商学院教授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通过大量案例研究与文章，分析了那些最终导致灾难发生的失误决策，以及人们在灾难中不得已作出的艰难决策。她不仅展示了领导力失败的案例，比如美国NASA在挑战者号发射预备阶段作出的错误决策，也剖析了成功案例，例如2010年智利矿难救援中，救援指挥接受了24岁的年轻工程师提出的创新救援方案，最终促成救援成功。这种开明的决策需要勇气。如果负责救援的领导者当时更在乎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那么他或许不会听取这样一位缺乏经验的年轻工程师的建议。

无论时局好坏，还是危机前后，领导力的效果依赖于领导者内在的道德感。如果领导者道德感强，那么在灾难降临时他很可能会做出正确的抉择，或者从一开始就避免灾难的发生。如果他们对道义的坚持不算“特别坚定”（借用拉克伦福罗的话），那么他们在投机取巧时就可能播下灾难的种子，或者在灾难过程中为求自保，不顾他人死活。

看到灾难场景中的主人公，我们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和他们一样？不管我平时多么无私，在压力下我的道德指南针是不是也会失灵？”大多数人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在灾难中不顾个人私利，带领团队渡过难关。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到那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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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奥康奈尔是《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著有《〈哈佛商业评论〉中的统计数据与好奇心》（Stats and Curiosities: Fro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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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ON THRIVING AT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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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ition to work their way into the most senior levels of management is almost a given among business executives. What does achieving that goal mean for their personal lives—and how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ho reach the top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SELF-MANAGEMENT MANAGE


Your Work, Manage Your Life


Boris Groysberg and Robin Abrahams



Senior executives have discovered through hard experience that prospering at their level is a matter of carefully combining work and home so as not to lose themselves, their loved ones, or their foothold on success. To learn how they reconcile thei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ves, the authors drew on five years’ worth of interviews with almost 4,000 executives worldwide, conducted by students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nd a survey of 82 executives in an HBS leadership course. The stories and advice of these leaders reflect five main themes: defining success for yourself, manag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upport networks at work and at home, traveling or relocating selectively, and collaborating with your partner.

Some intriguing gender differences emerged in the survey data. For example, men still think of their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in terms of breadwinning, whereas women often see theirs as role modeling for their children. And male executives tend to praise their partners for mak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areers, whereas women praise theirs for not interfering. Executives of both sexes consider the tension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to be primarily a woman’s problem, and most of them believe that one can’t compete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 while leading a “balanced” life. “Earnestly trying to focus,” the authors conclude, “is what will see them through.”




HBR Reprint R1403C








ORGANIZATION & CULTURE


Mindfulness In The Age Of Complexity


The psychologist Ellen Langer, interviewed by Alison Beard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Langer’s research on mindfulness has influenced thinking across a range of field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positive psychology. It demonstrates that by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s going on around us, instead of operating on autopilot, we can reduce stress, unlock creativity, and boost performance. “Mindfulness is the essence of engagement,” Langer says. “And it’s energy-begetting, not energy-consuming.” It enables people to recognize and take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arise and to avert risk. Furthermore, Langer says, “You like people better, and people like you better, because you’re less evaluative. You’re more charismatic.”

In this interview she discusses the link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innovation, what managers can do to become more mindful, why mindfulness makes one less judgmental about others,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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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Who’s Got Those Top Jobs?


Peter Cappelli, Monika Hamori, and Rocio Bonet



In an HBR article in January 2005, Cappelli and Hamori compared leaders in the top 10 roles at each of the Fortune 100 companies in 1980 with those in 2001. Among their findings were a sharp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senior executives who had spent their entire careers with one company and a corresponding uptick in rapidly advancing young executives who spent less time with any one employer. In this article they and Bonet extend that analysis to 2011.

Perhaps the most noteworthy changes they’ve found are demographic. For example, the percentage of executive women has risen quite a bit. But the 2008 recession caused some interesting developmen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bringing in more senior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an they did a decade ago; leaders have been hesitant to leave their organizations for new opportunities; and companies have held on to even underperforming executives to maintain stability.

Generously illustrated with graphics, this article profiles today's leaders in four areas—career trajectory, education, diversity, and hierarchy within the senior r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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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Idea


STRATEGY & COMPETITION


Choosing the Right Customer


Robert Si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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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ompanies claim that their strategies are customer driven. But when “customer” means any number of entities in a company's value chain—consumers, suppliers, retailers, even internal units like R&D—managers tend to lose focus, and their firms become vulnerable to competitors who have clearly defined who they serve and how. In this article, Robert Simons of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ents a framework that can help companies develop strategies that are truly customer centric. The framework lays out four steps:

First, identify the best primary customer for your business. This choice determines what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you invest in and how you organize your business. Amazon serves four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customer (consumers, sellers, enterprises, and content providers), but it devotes the lion’s share of its resources to pleasing consumers, even if that means sellers or content providers sometimes feel shortchanged.

Second, create processes to learn what your primary customer values are. Data analytics,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can reveal needs and preferences that customers themselves may not be aware of.

Third, allocate resources accordingly, using one or more of the five business-model configurations: low price (Walmart), local value creation (Nestl), global standard of excellence (Microsoft), dedicated service relationship (IBM), or expert knowledge (Merck).

Finally, build an interactive control process to monitor shifts in the assumptions that underlie your choices and prepare an action plan to 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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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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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Kering’s CEO on Finding the Elusive Formula for Growing Acquired Brands


François-Henri Pinault



When Pinault stepped into the top job at Kering (formerly PPR), in 2003, he faced a key question: Should he leave things as they had been under his father, who had built a conglomerate of eclectic businesses, or take them in a new direction? He felt that the company should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more growth oriented, and more profitable— and that it should build on its ownership of Gucci Group to create a strong position in the global luxury market.

Kering began a series of acquisitions that included Alexander McQueen, Saint Laurent, and Bottega Veneta, and helped its brands develop their own retail store networks. It set out to pair creative directors—who retained a high degree of control— with strong and complementary CEOs. And it introduced operational synergies, coordinating sourcing and creating two product development cent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siness has made the company much smaller but far more focused. Since 2003, its profits have risen by about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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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E


Why China Can’t Innovate


Regina M. Abrami, William C. Kirby, and F. Warren McFar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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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no lack of entrepreneurs, market demand, or wealth, but can the country succeed in its quest to become the world’s innovation leader? For nearly 40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establishing research programs and high-tech zones, encouraging domestic firms to boost their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help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lourish. Recently it declared its intention to transform China into “an innovative society” by 2020 and a world lead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2050.

Bu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and resources run some powerful currents.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atives must be present in companies with more than 50 employees—a requirement that constrains competi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many Chinese companies have found that the rewards for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are so vast that there's little incentive to pursue breakthroughs.

Certainly, China has shown a potential for innovation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do much more. But will the state have the wisdom to lighte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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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幽默是一种世界观——约翰克里斯 John Cleese

殷阿笛（Adi Ignatius） | 访

陈晨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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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因出演英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
 ）和《弗尔蒂旅馆》（Fawlty Towers
 ），约翰克里斯
 一炮走红，成为喜剧明星。此后，他一边参与演出，一边大胆尝试商业视频培训。他制作的视频既蕴含管理智慧，又不乏英式冷笑话。目前，克里斯正着手写一本回忆录，同时表演单口相声来支付前妻的生活费，并为热切期盼的“巨蟒”小组（英国著名喜剧组合）重聚做准备。






HBR：
 “巨蟒”小组是怎样管理自我的？


克里斯：
 “巨蟒”是民主泛滥式管理。在“巨蟒”，没有高管、组织层级和上下级之分。把幽默台词念出来，如果能逗人笑，我们就用，如果没人笑，我们一般就不用。这就是“巨蟒”的检验方法，比讲大道理简单多了。喜剧表演很简单，只有一点：它到底好不好笑。




HBR：
 你是一个人还是与人合作时，工作效率更高？


克里斯：
 这得取决于内容。目前我正在写自传，我觉得这不需要他人参与。但对于创造性工作，我的确认为与人合作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优秀作家凑在一起碰撞思路，你很难说清创造性想法是怎么产生的。有时，彼此的误解反而能带来新点子，这也是我认为创造过程中没有对错之分的原因。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HBR：
 “巨蟒”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克里斯：
 我不知道，这你得问观众。我只知道，我们的节目好像反复在播出，原因不明。特别是在美国，每一代年轻人看我们的节目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般人年轻的时候，总或多或少觉得世界有点荒诞。我觉得可能是“巨蟒”的这种人生态度吸引了观众。幽默本质上讲是一种世界观。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总回想起十五六岁时的状态。那时觉得世上的事，大多荒唐至极。我如今74岁，好像又回到了当初的状态。




HBR：
 在我看来，搞笑需要有点造反精神。当你渐渐功成名就、名利双收，继续搞笑会不会有些难？


克里斯：
 我觉得不会。有时年龄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工作效率的降低，因为你不再将工作视为生命的全部。当你三十几岁闯荡世界时，事业会占据你生活的很大比例，但等到了一定阶段，你对功名会慢慢看开，开始享受生活中的其他事。这可能意味着你的工作拼劲不再如前，但你的幽默感并不会因此减弱。




HBR：
 商业需要幽默感吗？


克里斯：
 我向来赞成将幽默用于广告业。人们在制造产品时，觉得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偿还贷款和支付孩子教育经费的来源。但消费者并不这么看你的产品，所以你需要营造出一种温暖、诙谐的氛围，让你的产品变得更有吸引力。不过在美国，单刀直入的销售大概比在欧洲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HBR：
 做了这么多年的商业培训，你觉得领导者应学的基本功是什么？


克里斯：
 在我和罗宾斯开诺（Robin Skynner）合著的《如何生存》（Life and How to Survive It
 ）中，我们认为，理想的领导者会尽量退到后台。他会帮助身边的人尽可能多地掌握技能。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领导者只需监督就好。




HBR：
 你怎么看办公室幽默？是口无遮拦地开玩笑，还是谨慎说话为好？


克里斯：
 这得看情况。我觉得说话太小心会扼杀人的幽默灵感。如果不能随便说话，人们很难自然相处，气氛里会缺少轻松幽默的东西。我觉得一般是这样：如果身边都是正派的人，你根本就不需要守什么规矩。周围的人越自私，越不择手段，你才越要小心。所以，你是生活在一个健康还是畸形的工作环境里呢？




HBR：
 一定有很多人问过你这个问题：英式幽默和美式幽默有什么区别？


克里斯：
 我觉得纽约和堪萨斯州的幽默差异，要比纽约和伦敦的大。美国中西部的人会直来直去地开玩笑，相比之下，东西岸、芝加哥及五大湖区的人更喜欢反讽，我感觉这是美式幽默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HBR：
 作为一名需要事先背脚本的喜剧演员，你怎么看即兴表演的喜剧？


克里斯：
 我一直很纳闷即兴喜剧有什么好看，竟被人们视为主流的艺术形式。我不是说它无趣或毫无技巧可言。但这么多年来，所有我敬重的喜剧演员（或者说，喜剧作家）都会把脚本写下来，反复修改，直到无法再做改进为止。我觉得这是喜剧最重要、最有趣的地方。即兴表演只是个把戏，我尊重这种形式，但在我看来，它无法与喜剧同日而语。我写的《一条叫旺达的鱼》（A Fish Called Wanda
 ）得过奥斯卡提名。这个剧本前后历经13稿，我真的觉得最终版本糅合了所有亮点。我觉得即兴喜剧做不到这一点，没有真正的戏剧高潮或喜剧高潮。




HBR：
 你觉得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吗？


克里斯：
 完美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事事都追求尽善尽美，我每晚上台都设法做到这一点。我知道这不会成为一场完美的表演。我肯定会在某个地方记错时间、念错台词或漏掉某个笑点，但我会竭力做好，并在表演完后，反思下次能做哪些改变，然后出去喝一杯。另一种是不停地苛责自己：“哎呀，我不该犯这些错误”。你想要追求完美，但不会逼自己做到最好。




HBR：
 你总在戏中嘲笑死亡，在现实生活中，你担忧过死亡吗？


克里斯：
 我可不想马上死，因为从很多方面说，我比以前活得更开心。历经四五十年艰难的日子，我目前的第四次婚姻很幸福。我还有很多想探求和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不想这么快离开。





幽商一默 Strategic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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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胜出的插画说明由美国德克萨斯州金伍德镇的保罗涅韦斯（Paul Nevels）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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